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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研究背景

1.1.1社会期望和企业实际社会表现：企业在关切中成长

由新闻报道引发的、对无数涉及企业与社会关系的社会和伦理问题的关注，自20世纪50代以来已50多年了。对企业管理方面的种种行动、决策和实践的批评，使得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这些批评中较引人注目的例子包括Beech Nut Nutrition公司推销掺杂的苹果汁，并欺骗公众说是“100%果汁”的新闻曝光；安然事件；对道宁公司有缺陷的硅质乳房植入物的销售诉讼；国内微型“果冻噎死人事件”；涉及一些知名跨国公司在内的“苏丹红事件”；2008年将整个国产奶制品行业推向困境的“三鹿奶粉事件”，以及紧接着又曝出的大连韩伟集团“咯咯哒”问题鸡蛋等。这些源于特殊事故或事件的例子说明了企业和社会之间存在着需要持续不断改进的相互关系。

除了这些特殊事件外，在企业和社会关系中，许多带有社会和伦理牵扯的一般问题也一直存在，如工作环境安全、滥用公司权力、有毒废品排放、工作场合吸烟、药物试验、内幕交易、内部揭发、产品责任危机、胎儿保护等问题。在其他情境中，企业试图处理的是广为社会关切的事情。考虑到许多表明的观点之间存在相互抵触的这么一种情况，企业必须从正反两个方面掂量这些问题，以采取最适当的姿态，虽然正确的回应通常是不容易识别的。当企业与社会之间的社会契约关系(联系)发生变化时，企业是如何通过不断回应社会而促进了企业和社会的共同发展。

社会是由无数利益群体、具有一定形式的组织和各类社会公共机构所组成的。这些群体、组织和社会公共机构每一个都是有目的的人的集合体。现今的社会已经是一个多元社会，这意味着权利分散在社会的许多群体和组织处。在这个多元的、特殊利益的社会中，企业作为社会中商业导向组织的集合，与社会各种特殊利益群体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企业的任一行动、决策和实践都会对这些群体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大型企业的出现说明企业的力量在不断地壮大，其在社会中地位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对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因此企业在社会中的权利越来越多，影响到的特殊利益群体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公众希望企业能承担起与其权利相称的责任，这是社会的期望。然而企业的实际表现与社会期望之间总有一定的差距，企业实际表现提升的速度不及社会期望提升的速度，这种差距就成为一种社会问题。

1.1.2企业对社会环境的责任和变化中的社会契约

解决“社会问题”，改善与企业相关的特殊利益群体的生活质量，并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似乎这些都应该成为企业的责任。然而，企业总认为盈利是其唯一的目标，因此社会事务不应该成为企业的目标和宗旨。早期这种思想在理论界也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例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年)中提出，社会的每一个主体都是从利己主义出发来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只有允许和鼓励个体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和财富并通过市场和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支配，自动地调节各种主体之间的利害关系，才能达到最大的社会福利。这一观点一直被众多企业理论研究者和经营者奉为宗旨并极力维护企业单一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现代的经济学家Friedman(1970)就认为：企业肩负一种且只有一种社会责任，那就是遵守职业规则，在不采取诡计和欺诈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其资源从事公开的、自由的竞争而增加其利润。在这些观点的指导下，企业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往往被忽略。

然而，美国1929年出现的经济大萧条促使人们对古典自由经济理论的反思，凯恩斯学派的观点逐渐为多数经济学家和企业界人士所接受，他们几乎一致地认为，现代企业处于一个开放的、具有多种功能的系统中并非仅仅以追逐利润的个体存在，应当是在一个相互需要、相互依存的社会环境中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追逐利润是企业市场行为的主要方面，但企业对社会发展所负的责任不应仅限于利润最大化的结果，责任应贯穿于企业经济活动的全过程，包括获取利润的途径、方法和手段，对外部环境的影响等方面。到20世纪50年代，人们对于企业性质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企业从一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机构或者说“股东的所有物”上升到一种“社会存在”，此外随着企业经济案件的不断发生，企业管理者唯利是图的道德品质也开始让人怀疑，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企业对社会担负责任的重要性。以Andrews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企业除了为股东追求利润的目标之外，还必须承担其他社会责任，包括捐助教育和慈善事业、选择高于法律和习俗的经营道德标准、关心内部生活质量的改善等(Windsor，2001)。著名管理学家Drucker(1984)也认为，企业是“社会的器官”，应为满足社会、社区或个人的某种特别需要而存在。同样上市公司作为现代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不应该仅仅追逐利润的最大化，更应对社会承担责任。

权力和责任的平衡思想，不仅引致了企业方面对社会环境越来越多的关注，也给社会契约带来了变化。社会环境是由诸如人口统计数据、生活方式和社会价值观等社会因素组成的。体现人们如何思考和行动以及人们所重视的一系列情况、事件、态势，也可以看做是社会环境。当企业觉察到社会环境和社会对企业的期望发生变化时，企业就意识到他们自己也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是一组处理主要机构之间关系的双向协议。在这里，主要机构是指企业和社会之间。社会契约是变化的，而且这个变化是社会环境重要性不断提高的直接结果。社会契约的变化反映了社会对企业期望的变化，尤其是企业在社会中的表现和伦理方面。企业和社会之间的契约包含两个方面：

(1)企业必须在社会制定的法律和法规框架内进行活动；

(2)某一群体与另一群体之间要共同达成的协议必须建立在双方的相互期望上。

毫无疑问，法律和法规详尽解释了企业的“游戏规则”。但即使达成一致的协议，双方之间还可能存在不少的分歧和争议。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协议反映了签订双方相互对角色、责任和伦理方面的期望，而这些期望可能并没有对对方言明，需要对方去默会。这些未言明的社会契约内容体现了Donaldson和Dunfee(1994)所主张的企业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规范观点(社会契约关系中每一方所“应该”去做的)。《商业周刊》上一篇关于社会契约重要性的评论很好地归纳了现代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今天，社会和企业之间的契约条款内容比以往的有明显的和重要的不同。企业正被要求对社会承担起比以前更大的责任，在更广泛意义的人文价值观上起作用……因为企业的存在是为了服务社会，企业的未来将取决于管理者对变化着的公众期望回应的质量。”

1.1.3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巨变下企业社会责任对改善经济与社会环境更显

重要过去30年里，企业一直在接受极为认真的公众监督。企业发展在经历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源的优化整合阶段之后，现在已步入了“企业公民”这一全新竞争阶段。收费很少考虑到消费者，对社会秩序恶化一点也不关心，对什么是合乎伦理的行为没有基本的认识，对少数群体和环境方面的问题漠不关心，诸如这些企业对生存发展所在的社会究竟应有什么样的责任的关切之声不绝于耳，由此引发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强烈要求前所未有。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责任概念”成为对一流企业“高标准、严要求”的公认指标。从世界范围内看，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欧盟设立了一个目标：到2010年“欧洲经济应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最具活力的知识经济，保障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强的社会凝聚力。为此，有65家跨国公司和19家欧洲国家组织为会员单位的欧洲企业社会责任协会对此做出了积极反应。他们不仅提出了责任竞争力的概念，而且把企业社会责任融入到企业经营的主流，把其视为企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视为企业生存和长远发展的重要前提。

在我国，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正逐渐地成为中国社会的热点话题，尤其是20世纪初加入WTO之后，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被跨国公司近乎强制性地向我们兜售，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加入WTO后，我们国内的市场也将进一步对外开放，我国企业也将在更加广阔的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上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由北京数字100市场研究有限公司和青年华商峰会组委会对100名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企业管理者基本上(占88%)都认为企业应该有社会责任，而且这种社会责任与企业的目标和利益是不冲突的。

企业社会责任既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企业作为社会经济组织自发追求更文明的经济行为的结果，也是被动的产物，是受到外界压力的结果。企业责任竞争力越来越遵循一个新的包含企业社会责任因素在内的竞争规则，同时，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非常深入阶段——全面建设和谐社会，以及加入WTO后全球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等客观条件下，企业社会责任关系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以及社会的和谐发展。

近年来，特别是2002年后，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已引起国家层面的广泛关注。从亚太经合组织ApEC框架下看，2002年ApEC青年论坛与企业家论坛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讨论、2005年ApEC人力资源网络展开的“全球企业社会责任”研讨会等，影响力日益扩大。2007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亚太发展的新承诺”主题下，2008年ApEC领导人会议将围绕五个重点探讨继续加强合作问题。其中，企业社会责任首次被纳入领导人会议议程，开展企业社会责任合作的重要性并没有受到影响，成为当前和今后ApEC合作的新亮点。首先，基于ApEC实现共同繁荣，提高区域整体福利水平的合作宗旨，提倡企业社会责任将有利于改善经济与社会环境，为亚太地区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提供持续动力。其次，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也有助于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这对企业以及利益相关者都是有益的。如果我们审视此次缘起于美国次贷危机，投资银行倒闭导致的金融危机，会发现企业存在的道德缺失在相当程度上助长了问题的扩大与蔓延，以至于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不同发展层次的国家都要为此付出代价。鉴于此，南开大学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研究中心教授孟夏(2008)认为，当前“更需要强调企业社会责任在企业经营中的重要性”。

正如《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纳斯达克前主席伯纳德·麦道夫因玩弄庞氏骗局诈骗投资者的巨额资金而被捕之后，撰文说：“华尔街在廉价信贷、低标准和极度贪婪的推波助澜下玩弄‘合法’骗局……这个合法庞氏骗局的基础不是良好规范，而是房贷经纪人、债券打包机构、评级机构、债券销售商和房主。待需要还款或者重新协商抵押的时候，他们遵循的都是‘溜之大吉’的原则。”他进一步提出：“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的不光是金融救援，我们需要的是道德救援。我们需要重新建立市场、道德与管理之间的平衡。”


第2章 问题的提出

学术界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在西方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国内相关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也已有十几年，尤其是随着我国正式加入WTO，国际贸易摩擦和非关税性贸易壁垒的日益增多，使近年来国内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不断升温。过往理论界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已取得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总体上主要围绕概念框架的提出、影响因素和绩效评价等三个方面展开。

在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框架方面，hart(1995)、Russo(1997)开拓性地运用“资源基础观”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与竞争力的关系，在对243家企业进行了企业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的实证研究基础上，指出企业通过内化企业社会责任，可取得负责任的、可持续的竞争力。之后，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Carroll(1979)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四个维度模型，Jeremy(2004)和pratima等(2006)构建了一个三层次的企业社会责任综合模型，虽然这些框架还处于不断更新和演化中，但它们的构建为增进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系统认识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框架。国内学者杨瑞龙、周业安(2000)，高尚全(2004)，茅于轼(2004)，陈宏辉、贾生华(2005)等学者先后从不同角度对企业社会责任及企业可持续发展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和作用机理研究，这些都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上述企业社会责任模型的构建为增进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投资转化为企业竞争力的系统认识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框架。然而，正如许多学者所强调的，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多层次的、受多种因素影响而分阶段生成的，且不同层次关键影响因素是不同的(Janine&Sumantra，1998)，因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不同层面所面临的关键因素进行识别并实施有效的管理，对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无疑是大有裨益的(Barney，1999)。因此，近年来许多学者尝试对企业社会责任形成过程的不同维度和阶段进行区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关键因素的识别。国内学者金碚(1999)，吕政(2002)，黄速建、余菁(2006)对国有企业，鞠芳辉、谢子远、宝贡敏(2005)从消费者选择角度，王加灿(2006)从生命同期理论对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变量和路径进行了研究。从这些文献看，学者们较多地关注了最终竞争优势和经济绩效的获得环节，对核心资源和企业社会责任内化过程的研究尚显不足。同时，对企业社会责任关键因素的研究主要从有形资源和部分无形资源的层面展开，环境资源、财务健全、产品质量和安全、员工态度和工作环境、知识产权、慈善等资源被认为是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转化的关键因素，而对组织能力、企业文化和社会公正层面的因素的研究相对单薄，缺乏深层次的系统研究，上述诸因素的识别，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我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的认识。然而由于缺乏统一的分析框架，各项研究之间的相关性和继承性不高，而且对各因素作用的机理的研究还属起步阶段。

此外，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评价一直以来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领域的学者们讨论的重要议题。借鉴企业财务管理研究领域的思路，学者们早期的研究中大都将企业财务绩效作为企业社会责任内化效果的衡量指标。但是，正如众多学者所指出的，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发展和责任的二合体，因而应拥有能代表两者的双重绩效目标(Abagail&Donald，2006)，并且很多时候，企业、利益相关者和社会可能会将良好地履行责任以获得可持续的竞争优势，看得比短期利润更加重要(pratima，2006；Abagail&Donald，2006)。这时，如果仍然只是将财务绩效作为单维度衡量指标，就难以对企业责任竞争力的复杂性做出准确的判断，进而无法对其他各个层面的影响因素做出正确的识别。

从整体上看，目前国内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与国际研究进展还有着不小的差距，而且从实践层次上看，这些研究大都限于在一般意义上论述企业社会责任转化为企业绩效的方式和模式，从企业外部着手研究为主，而对企业社会责任生成的层次性、动态性和复杂性，以及企业内部资源角度的影响的研究尚显单薄，还不足以从企业、社会和政府层面为我国企业，尤其是对发展迅猛的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提供系统的理论支持。

明确了企业对社会应该承担的责任，无论是研究者还是企业，接下来面临的问题是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更具体地说，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的竞争力表现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企业是利润导向的经济体，最大限度盈利是企业孜孜以求的目标，与此同时，企业要承担起社会责任的话，企业的经营成本必然会上升，似乎企业社会责任会导致企业利润的下降。而研究者们所提出企业社会责任会带给企业的种种利益——提高员工忠诚度、提高生产力、提高消费者忠诚度、提升品牌形象、提高企业声誉，使企业具有竞争优势(Maignan，Ferrell&hult，1999)——似乎很有说服力，但是把这些利益与成本进行最简单的比较，结果是怎样的，这才是企业最关心的。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健全、社会转型以及经济全球化带来竞争环境和竞争规则的改变，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严峻考验。如何通过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博得更多的认同和社会影响，进而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并提升为继人才、技术和管理等要素之外的新的竞争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已成为当前理论界、企业界和政府部门共同面对的重要议题。

因此，本研究将结合浙江企业自身发展的特点和现实情境，从“资源基础观”出发，系统识别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关键因素，并借助企业伦理、企业战略管理、企业成长理论等相关研究领域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各因素的影响机理进行深入剖析，提升该领域理论研究的系统性和研究成果的继承性。进一步地，本研究拟通过问卷调查和文本分析等方式，对企业社会责任关键因素进行有效识别，并对其影响企业绩效的机理进行实证研究，从而不仅为企业、地方政府、行业协会等部门积累和丰富第一手的资料，为企业全面进入责任竞争时代提供理论指导，而且有助于政府制定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和相关政策。


第3章 相关基本概念的界定

作为研究开展的基础性工作之一，首先必须对研究中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和说明。这里我们将界定研究涉及的三个基本概念：企业社会责任、资源和企业绩效。

1.3.1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产物，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作为一个突显于诸多学科之中的重要概念，各国学者对它的定义也是众说纷纭，至今没有统一。

哈耶克·孔茨和海因茨·韦里克认为：“公司社会责任就是认真考虑公司的一举一动对社会的影响”，并以“社会响应”概念作为社会责任的补充，对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McGuire(1963)认为社会责任思想促使企业不仅要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还要对社会承担某种超出这些责任范围的责任，企业必须有益于社区福利、教育、员工的“快乐”，事实上，也就是整个社会，因此，企业应该像良好的公民那样正当地表现。

Frederick(1960)认为社会责任意味着商人(企业家)应该检查经济组织的运作以便满足公众的期望；反过来也意味着经济组织应该采用这样的一种生产方法，即生产和分配应该能够提高整个社会经济福利。社会责任不仅指企业针对社会的关于经济和人力资源的一种公开姿态，还指企业将这些资源应用于广泛的社会目的而不是简单地限制在狭隘的个人和企业利益方面的一种意愿。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观点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观点是：“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为了所处社会的福利而必须关心的道义上的责任”、“公司的社会责任就是认真地考虑公司的一举一动对社会的影响”。第二类观点是：把企业向社会提供产品与服务视作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此观点国内外都有大量的支持者。

国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只是在近年来开始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我国台湾学者刘连煌(2001)认为：所谓公司社会责任者，除了必须依照法律行事即所谓公司之遵守法律外，亦必须实践“公司之伦理责任”及所谓之“自行裁量责任”。卢代富(2002)认为“所谓企业社会责任，指企业在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之外所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的义务，主张把社会责任作为与经济责任相对的概念，不同意把经济责任也纳入企业社会责任的大概念中。因为在他看来，这样容易出现像弗里德曼那样过分强调经济责任而把盈利责任之外的其他责任排斥在外的错误。”认为企业对社会的责任有两类：第一类是基础责任，就是立足于企业的发展；第二类责任是企业在承担基础责任的过程中发生的外部性问题，应通过制度来实现责任的最优分担。

可以看出，在不同的时期，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有所不同，也不固定，它随着企业社会活动领域的扩大而不断变化。虽然人们希望能够给它一个十分确切的定义，却往往顾此失彼，而且随着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的深入，人们对于它的定义反而更加的谨慎。

本研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所从事的各种活动中，应当对所有本地与世界各地既受企业决策与活动的影响，同时又能够影响企业决策与活动的各利益群体(利益相关者)所承担的相应的责任，以求得企业在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获得均衡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是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化的集中反映。正如大卫·洛克菲勒1971年所说的：“关键是社会责任要变成企业行为的有机部分，而不是外加的慈善的行为。”

在后面的讨论中，我们将用到一些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概念：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等。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是指企业从事的有关社会责任的活动，包括企业对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承诺和企业具体的社会责任活动。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主要是指“企业有社会责任原则体系，社会回应过程的确定，以及政策、规划和其他能看见的结果”(Wood，1991)，这些成果有的是显形的，如获得的各种证书和奖励，有的是隐形的，如良好的企业形象。它与企业社会责任意思相近，本研究有时会交替使用这两个概念表示同样的意思。

1.3.2资源

在战略学者和企业能力理论的相关文献中，诸多的经济学家对关于资源的概念展开了论述。Wenerfelt(1984)认为，资源可以被定义为与企业长久相连的有形和无形资产，是“任何能被认为公司优势或弱势的东西”。而Barney(1991)对企业资源进行了定义：企业控制的所有资产、能力、组织过程、企业属性、信息、知识等，使得企业能构思与实施战略，最终改善企业的效率。Sanches、heenet和Thomas(1996)认为资源是指“对于市场机会和市场威胁进行识别和做出反应并获得有用的资产”。pennese(1959)认为企业的每种资源都有多种不同的用途，可划分为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竞争压力要求组织改变其资源的组合以创造新的机会。因此，资源组成了潜在的服务集，“很大程度上，在这个方面我们发现每个企业独特性的源泉”。

本研究借鉴Barney(1991)提出的资源概念，认为资源就是企业拥有的独特的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和组织能力。有形资产包括企业的现金流量、负债能力等财务资源，原材料、厂房设备、机械设备等物质资源，经营管理者、技术人员、岗位工人等人力资源，应用、开发和储备的技术资源等。有形的资产具有很强的通用性和可转移性，因而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必不可少的，但也很难为企业创造更高的价值，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无形资产包括技术信息、市场信息、企业的声望、信用、文化、商标、品牌、专利、管理模式以及累积的知识和检验等，无形资产具有较强的专用性，能在企业经营活动中创造出较高的价值，在发挥企业竞争优势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而组织能力是资产、人员与组织投入产出过程的复杂结合，能否运用到企业的业务活动上，将决定企业业务活动的有效性。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组织能力和无形资产可以在使用中不断积累。这些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和组织能力的总和，构成了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因此，资源分配，特别是如何有效合理配置，以满足战略实施的需要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能力与资源在很多文献中是混用的，广义的资源包括企业能力，概念上可以互换，都指企业发展和实施战略的有形与无形资产，很难在其中划出一个明确的界线。Grant(1991)以累积的资源解释能力，一种能力可以视为团队资源的组合，资源是生产过程的投入要素。福斯(Foss，1996)认为能力是企业拥有的主要资源或资产。

能力决定企业的异质性，企业之间的差异性是因为其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不同，这些资源和能力是企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积累起来的，这种积累过程具有不可重复性。能力也可以决定企业经营的纵深程度和横向范围，决定产出的效率、成本状况和企业的生产力。因此，企业的能力是企业战略决策以及竞争优势的形成和维护的根本决定因素之一。企业的能力来源于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特殊属性，在本研究中有时会对资源和能力这个概念交替使用，不特别进行区分。

1.3.3企业绩效

本研究的另一个关键概念是企业绩效。本研究旨在从企业社会责任角度来说明企业绩效产生的内在机理，因此有必要对企业绩效进行解释和界定。

企业是一个营利性的组织，通过生产活动为社会提供产品或服务，并同时获取利润。关于企业绩效(performance)，学术界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通常包括企业的盈利能力、发展能力以及综合竞争力等多个方面，近年来流行的EVA、MVA以及平衡计分卡所设立的财务、客户、内部经营过程和学习与成长综合指标体系都赋予企业绩效以不同的内涵。

对于企业绩效的差异可以用许多理论解释，历史地看，这些理论研究反映了学者对企业绩效的认识从外向内的审视路径。虽然存在许多影响绩效的因素，但是这些企业绩效的决定因素主要可分为三类：①行业特征；②企业的市场竞争地位；③企业资源的特性(hansen&Wernerfelt，1989)。此外，经济学理论还强调了企业产权对企业绩效的作用，这也是从企业内部分析企业绩效的视角。

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指出企业特有要素对解释经济租的差异的重要影响。资源基础理论是解释企业特有要素对企业绩效的效应的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应该指出的是，资源观侧重解释的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而企业竞争优势的存在说明企业间具有绩效的差异。因此，笔者在此处把企业竞争优势的存在同企业绩效的差异性等同起来，资源观认为企业难以模仿的资源是经济租的来源，也是企业绩效和竞争优势的根本动力(Conner 1991)。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异质性资源直接的正效应。资源观强调企业的异质性、专业化程度和公司资源的有限可转移性，认为企业资源、能力的类型和属性是利润的决定因素。这种理论的发展使人们对企业异质性的认识转向资源和围绕资源的能力与知识。

对于企业经营绩效的评价涉及评价者自身的价值取向。学术界对企业绩效的评价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即财务分析和价值分析(非财务指标)。在信息完备的市场上，考虑到货币的时间价值与风险价值因素后，用财务分析的结果、市场的现实价值、未来现金流量的贴现值等评价出来的价值应当是一致的，而现实的情况是，它们经常背离。在实证研究中，由于不同的绩效指标的采用，常造成同一命题的结论是相反的。

综合对企业绩效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相对于其他两个因素而言，企业的异质性资产对于企业绩效来说是处于决定地位的因素。因此，本研究采用Jacobson(1988)、hansen和Wernerfelt(1989)的基于资源基础理论的企业绩效解释，并同时采用财务绩效和价值绩效进行研究。


第4章 研究思路

本研究首次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联性作为一个独立的主题展开系统的研究，试图在评述以前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决定作用，构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概念框架，并进行实证研究。

根据本书的研究主题，笔者将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进行，拟从以下几个角度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

首先，从动态环境的变化下社会期望和企业实际社会表现，企业对社会环境责任和变化中的社会契约，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巨变下企业社会责任对改善经济与社会环境更显重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健全、社会转型及经济全球化带来竞争环境和竞争规则的改变，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严峻考验，以及现有的研究文献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作用不足等多个方面提出研究问题。

其次，在综述国内外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理论基础和实践的基础上，应用资源基础理论，并借助企业伦理、企业战略管理、企业成长理论等相关研究领域的理论分析框架，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

第三，基于资源基础理论，构建企业社会责任的结构和识别关键构成要素，通过经典统计分析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键构成要素进行有效的识别。

第四，在此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的概念框架，并通过结构方程建模，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假设检验，以验证企业社会责任是否对企业绩效产生显著影响。

第五，由于企业社会责任构成要素之间存在相互作用，本书还着重研究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声誉资源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以及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最后，在此研究的基础上，讨论该研究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意义以及对企业管理的启示。并通过总结本研究成果，说明存在的不足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第5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尽力做到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根据本研究的技术路线，以浙江省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为背景，通过文献研究和实地访谈，提出问题，并在规范理论研究下提出研究框架和研究假设，进一步设计问卷，挖掘企业案例，最后在大规模问卷调查和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利用SpSS15.0统计软件和AMOS7.0进行数据分析和结构拟合，验证研究假设并得出结论。本书主要运用了以下研究方法。

1.5.1规范理论研究方法

理论分析是科学研究中探寻事物普遍规律的重要方式。本研究的理论分析主要包括文献研究和逻辑分析两个方面。

文献研究是认识所要研究的问题和进一步详细定义问题的起点，也是开展逻辑分析的重要基础。本研究以动态环境的变化下企业对社会环境的责任，变化中的社会契约，中国社会转型及经济全球化下企业面临可持续发展考验的大背景下，以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为研究对象，广泛查阅了国内外文献资料。2006-2008年笔者陆续对企业伦理、利益相关者理论、资源基础理论、企业成长理论进行了文献梳理和阅读，共阅读文献300多篇，其中英文文献230多篇，中文文献70多篇。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完成了共计十几万字的文献综述，并于2008年10月在博士生学术论坛上进行了汇报。这些认识为随后进一步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理论分析的另一个方面——逻辑分析贯穿研究的整个过程。文献阅读本身就是一个思路整理和观点分析过程，而在通过文献研究提出研究框架和研究假设，以及最后利用数据分析的结论，提出本研究主要观点的过程中，逻辑分析始终是本研究最为核心和基本的手段。

1.5.2田野考察与统计分析方法

实证研究主张科学研究的经验，认为经验是科学研究的逻辑起点、逻辑展开和逻辑归宿，科学理论应具有经验意义(empirical meaning)。管理科学同样非常注重理论的实践性，因而实证研究被越来越多作为管理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本研究亦十分重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紧密结果。首先，通过大量的田野考察，一方面了解浙江企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另一方面详细了解这些企业在提升企业社会责任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面临的困惑与障碍。其次，采用问卷调查法，通过整体分层抽样法对浙江226家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完成400份问卷，获取研究浙江企业社会责任现状与影响因素的经验数据。最后，通过统计分析，利用结构方程(SEM)建模对调查数据进行路径分析和验证型因子分析，利用SpSS进行因子分析、回归分析等数理统计方法进行普遍意义上的定量分析，检验理论假设。

本书的创新点

创新是理论研究的灵魂和生命源泉。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是当今理论界和实践界的一大研究热点，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种种研究，尤其从企业内部资源视角进行研究，在国内外刚刚起步。由于时间、精力和本人能力所限，笔者只能在描述企业社会责任广阔背景的基础上，将研究对象限定在一个相对狭窄的领域。在梳理和继承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预期在以下三方面有所发展和创新：

(1)从“资源基础观”视角把握企业社会责任，提出和验证四维企业社会责任测量模型。企业社会责任的测量至今仍是该领域研究的难点，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见。从文献看，目前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较多地关注了外部市场和短期稳定的环境，对企业内部资源及相互作用的研究尚显不足。本研究要进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证研究，不可避免需要对企业层面的企业社会责任进行测量。本研究提出了四维度企业社会责任测量模型，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构成要素——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声誉资源及其各自的测量维度，并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进行了检验。由于本研究是以中国企业为样本展开的，因此研究结论不仅可以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测量研究的发展提供实证支持，而且可以为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以及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测量理论的定量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2)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机理研究。基于资源观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直接正相关关系，企业生存和发展需依赖众多资源，本书突出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资源性探讨。在系统分析和整理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直接关系假设，利用企业文本分析调查数据，运用统计分析方法检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直接关系。本研究侧重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全方位影响的分析，同时考察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财务绩效和可持续发展绩效等两类绩效的作用，较为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在企业经济利益和发展成长等方面的不同作用，为企业进行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3)企业社会责任构成要素间的交互作用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大量的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多层次的、受多种因素影响而分阶段生成的过程。但是现有的研究注重因素的识别，而对其相互间作用机理的分析不足；同时，部分被识别出来的因素本身仍然是一种现象，而对其本质的剖析还非常匮乏，因而难以对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提供有针对性的理论指导。本研究基于资源基础观视角，将企业社会责任解构为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声誉资源，这四者相互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这种交互关系又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构成要素的相关性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是目前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薄弱点。本研究对这个领域的探讨，为拓展企业社会责任影响企业绩效的内在机理的研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第6章 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理论研究综述

2.1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综述

本章将从理论上阐述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国内外研究现状、问题与趋势，并提出本书研究的核心焦点。首先，从企业的性质与企业社会责任本质出发，通过综述国内外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现状，为本书研究提供清晰的理论基础和框架，并指出目前研究的不足。其次，从企业绩效决定因素的研究出发，说明企业绩效决定因素的理论研究轨迹，侧重资源观理论对企业绩效的解释，指出本研究的特点。最后，综述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提出本研究的切入点。

2.1.1企业与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市场是企业的存在环境，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密不可分。企业在自己生产经营活动的业务范围内，遵守对社会应当作为或不应当作为的行为规范，是企业应尽的职责和义务。要讨论企业社会责任，首先需要认识企业和企业的性质。

1．企业的含义

关于“企业”的概念，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说法。罗纳德·科斯(1937)认为，企业就是“当一个企业家控制某种资源时出现的关系体系”。这种关系体系是指生产要素之间的合作内化，包括物质资本、原材料、人力资本等。这些生产要素并非直接通过各自的所有者在市场上的契约关系合作，而是这些资源所有者都通过某一(同一)代理商(企业家)签订双边契约合同进而合作的。契约双方恪守合同规定，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都通过了解各种资源的市场信息，维持契约合作的稳定性。

新古典学派赋予企业“经济人”的含义，认为企业是使得厂商在经济活动中具有完全的理性，并掌握完全的信息，不断追求利润最大化。不难发现，该学派是从市场层面上阐释企业的含义，只把企业作为市场中的厂商来考察，分析企业为市场中厂商的行为及所形成的供给曲线和所达到的均衡，并认为企业的内部组织没有必要涉及，即形成所谓的“黑箱”。

新制度学派对于企业的分析有两个角度：一个角度是交易费用，罗纳德·科斯在1937年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就提到：“创建企业成为有利可图之事物的主要原因似乎在于存在着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另一个角度是契约，以阿尔钦(Amnen Alchian)和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为代表的产权理论主要是分析企业内部的激励结构问题，它是科斯在产权、交易费用和外部性等方面研究成果的发展。该理论认为，企业的实质是“一种团队生产方式，在团队生产中，一个人工作的努力程度会影响他人的效率，因而一个监管生产的人成为必要。”在这种背景下，他们提出了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剩余索取权”的概念。

对“企业为什么存在”这个问题，德姆塞茨(1991)认为，企业的存在代表一种对知识经济学基本非对称的反应，知识获取比使用需要更强的专业化，因此，生产需对处理许多具有不同类型知识的个体专家进行协调。但市场不可能确保这种协调作用，因为市场无法面对：①稳含知识的不可流动性；②潜在购买者占用显性知识的风险。这样，企业将作为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机构而存在，因为这种机构能够创造使多个个体整合其特有知识的条件。

这种把企业的作用看做是整合知识的机构的观点与科斯-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企业理论是很不相同的。交易成本企业理论认为企业存在是因为它们能够避免同市场交易相关的成本；而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则关心与特殊交易类型(包括知识)相关的成本。然而，最根本的差别在于，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强调企业是管理团队生产的组织，而非交易的机构。Ghoshal与Moran(1996)认为，“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核心优势不是简单地避免交易成本，而是以与市场很不相同的逻辑控制某种特定经济活动的独特优势。”

那么，由什么决定企业的边界呢。企业理论认为可以根据知识利用的相对效率来分析企业的垂直和水平边界。

德姆塞茨在1991年解释了企业的垂直边界，如果市场能有效地转换产品而转移知识缺乏效率，一方面，如果在生产阶段B需要使用阶段A所利用的知识，则生产阶段A和B的垂直连接将被整合在同一个企业中。另一方面，如果阶段A和输出不需要使用阶段A所利用的知识就可在阶段B来进行处理，则阶段A和阶段B能有效地通过由市场边界相联系的独立企业来进行。

企业之间的水平边界出现在产品与知识群体的空隙中。许多知识并非要求产品的特殊性，而是要求范围经济。因此，有效的知识利用要求多产品企业和企业的知识领域与其产品领域相一致。一般来说，完美的一致性是不存在的，因为企业的知识领域并没有完全被其提供的产品所利用，反过来，产品生产所需要的知识也不可能全部从企业中获得。这样，为了实现知识的充分利用，经济中便出现了反映产业特征的产品——知识包(bundle)，其中小包表示个体企业，不同的产品——知识包决定了企业的水平边界。

2．企业的性质

企业是在社会的前进中，伴随着满足社会需要与落后社会生产的矛盾运动，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发展的，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产物。作为社会的基本经济组织，企业的一切活动都是社会活动。在社会活动中，必然要发生两方面的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由此，企业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具有合理组织生产力、与社会化大生产协调联系的自然属性；另一方面又具有同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相联系的、具体体现社会生产关系、实现生产目的的社会属性。企业则在二重属性的统一作用下，不断取得活力，不断得到发展。

(1)企业的自然属性

企业是一个经济实体，这是它的自然属性。也就是说，企业是一个拥有劳动力、劳动手段、劳动对象等生产力要素，有效进行各项经济活动的经济组织。同时，企业也必须是能有机地、合理地把各项生产力要素结合起来，协调组织物质产品的生产、流通或劳务服务等经济活动的经济组织。可以这样认为，无论企业属于何种社会形态，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要素，这一点不会变。企业要组织好生产经营活动，要达到预期的经营目的，客观上必须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合理组织社会生产力。

企业的自然属性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能比较自觉地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规律，合理、严密地组织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并且大胆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中一切符合科学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最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努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2)企业的社会属性

企业不仅是一个经济实体，也是一定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意识形态诸方面载体的经济组织，这就是它的社会属性。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及不同的意识形态。由于生产关系的性质，首先取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的不同，企业的社会属性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必然会产生各要素之间的种种关系，包括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企业与国家、企业与企业、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每个企业都要充分看到这些关系方面存在的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情况，要在正确认识和掌握组织生产的客观规律的同时，认真地逐步解决好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促进生产关系的不断巩固和发展。

3．企业社会责任的含义和本质

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和内涵随历史发展而变化，不同历史时代，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期望不同，甚至处于同一时代，人们所站角度不同，知识背景不同，对企业与社会关系的理解也不同。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论述颇多，笔者从每一时期的文献中整理了一些代表性的定义。

(1971)用3个圆圈表示企业社会责任：内圈是经济责任；中圈是在执行经济职能时，对社会的价值观和优先权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外圈是积极参与改善社会环境。

(1973)理解企业社会责任的最好方法是把它看成一个好邻居，一方面企业不应该做损害邻居的事情，另一方面它应该自愿承担帮助解决邻里问题的义务。

(1974)社会责任代表一种对超越了纯粹经济目标的社会需要的关心，一种对企业在支持和改进社会秩序方面的广泛的关心。

(1975)企业不仅应该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而且应该服务社会续表代表人物企业社会责任定义Micheal Novak(1983)企业除获取经济利益之外，还应提升人类的合作与尊严，保护对人类社会至关重要的自由的道德生态环境Freeman(1984)企业负有的满足多方面的利益相关者利益要求的责任Smith(1988)企业社会责任，只不过是一种宣传工具而已，这一词语从未对企业的行为标准作出过描述，仅仅是充当企业、管理者及消费者团体之间相互斗争的武器罢了李哲松(1989)“企业社会责任”一说有违企业的本质。企业乃纯粹的营利性团体，企业保有一传统的、固有的本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能起到作为企业手段的应有作用Anderson(1989)企业和社会都采取适当的法律、道德伦理和慈善行为以保护和改善企业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福利，作为一个社会机构，企业应该与家庭、教育系统、宗教组织以及别的社会机构合作，帮助改善社会生活和满足社会需要。企业持续承诺的企业行为符合伦理要求，为经济发展作贡献，致力于改善员工及其家庭，以及社区和社会整体的生活质量的责任欧洲议会(2000)企业社会责任不仅意味着企业行为符合法律规定，而且要积极改善环境、人力资本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Mohr，Webb(2001)企业承诺承担的最小化或消除对社会有害的影响，最大化对社会长远的有利的影响的责任。屈晓华(2003)企业通过企业制度和企业行为所体现的对员工、商务伙伴、客户(消费者)、社区、国家履行的各种积极义务和责任，是企业对市场和相关利益者群体的一种良性反应，也是企业经营目标的综合指标陈宏辉，企业在履行其囊括显性契约与隐性契约在内的综合性社会契约时，必须考虑利益相关者合理的利益要求，企业社会责任不过是发达国家设置的国际贸易壁垒，公司在理论上讲有三种责任，除了为出资人的利益考虑之外还有三个主要方面，第一个是雇员，第二个是顾客，第三个就是社会，也就是社区层面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决策过程中考虑除股东之外的其他利益群体如员工、消费者、供应商、社区或者社会整体的利益，从上述各个时期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不同定义可以看出，在每一时期都存在一些相互对立的观点，这些观点主要的分歧表现在以下方面：

（1）视野不同

如果从整个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企业是随社会发展而发展的，是随社会需要而产生的，它始终是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是为社会服务的工具。虽然在20世纪初，由于对这种工具的专注和依赖，使得工具本身变成了目的，整个社会则异化为它自己的工具的工具。不过就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企业始终应该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工具，其社会服务性质应该是第一位的。

但是，如果站在企业角度，从现实企业所处的环境来看待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我们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无论是作为社会机构还是营利的经济机构，它首先必须要生存和发展，否则它便不具备基本的责任能力。而经济责任则成为企业首要的责任，不过，这一首要的责任的基础是企业的合法性，包括其身份的合法性和行为的合法性。也就是说，站在企业的角度，从企业的实际出发，得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在一定的社会规则范围内追求利益最大化是顺理成章的。

（2）对企业本质的理解不同

如果我们把企业看成是一个纯粹的营利机构，从传统的经济学角度去理解企业，在研究时把它从与社会的其他机构和人群的众多关系中独立出来，看成是资本的集合，是资本家和股东的企业，则依据资本的本质，企业的社会责任显然主要就是经济方面的责任，即如弗里德曼所说，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是谋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尽管科斯从交易成本的角度解释了企业的本质，但是就其理论基础和最终目的而言，仍然是利润最大化。

如果我们把企业看成是社会有机整体的一个部分，是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集合体，那么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平衡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3）对企业功能的理解不同

对企业的功能定位是与对企业本质的理解密切相关的。作为一种纯粹的营利机构，企业的功能就是盈利，只不过在通过什么手段盈利上有所不同而已。即使把盈利作为企业的目的也并非说企业可以不择手段地盈利，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弗里德曼，都强调需要在一定的规则范围内进行营利活动。这里的规则我们可以理解为法律法规，也可以理解为市场的一些规律。也就是说，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其实并不否认企业的社会责任，不过，它们将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限制在企业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方面，而且经济责任是最主要的。

如果我们把企业看成是社会有机整体的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是维护整个社会生存和持续发展的一个工具，那么企业的功能主要应该是服务社会，其经济利益只不过是服务社会和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基础或者回报。那么企业的社会责任就应该是除经济利益之外的其他责任。

上述定义在表述上虽然差别较大，但也有一些共同之处：

其一，几乎所有的定义都认为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企业是社会整体的一个部分，是社会机构之一。

其二，几乎所有的定义都认为企业的建立应该有合法的基础，即企业应该在法律和规则许可的范围内运行。

其三，几乎所有的定义都认为企业是一个经济组织，企业运行应该考虑经济利益。

其四，绝大部分定义认为，企业除考虑自身的经济利益之外，还应该考虑社会的利益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因此，从本质上说，企业社会责任既是一种道义，也是一种工具，是企业的社会性和经济性的动态整合，是企业的法律责任、经济责任、伦理责任和企业自由决定承担的其他有利于利益相关者和社会整体的责任的整合。

本研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所从事的各种活动中，应当对所有本地与世界各地既受企业决策与活动的影响，同时又能够影响企业决策与活动的各利益群体(利益相关者)承担的相应的责任，以求得企业在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获得均衡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是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化的集中反映。

在后面的讨论中，我们将用到一些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概念：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等。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是指企业从事的有关社会责任的活动，包括企业对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承诺和企业具体的社会责任活动。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主要是指“企业有社会责任原则体系，社会回应过程的确定，以及政策、规划和其他能看见的结果”(Wood，1991)，这些成果有的是显形的如获得的各种证书和奖励，有的是隐形的如良好的企业形象。它与企业社会责任意思相近，本研究有时会交替使用这两个概念表示同样的意思。

2.1.2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基础和新发展

任何理论和观念总是对丰富的、不断变化的社会实践的总结和提炼，因而，也都是相对的和变化的。作为复杂多变的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企业本身既是社会变化的产物，也是社会变化的原因之一。因此，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因企业的发展而变化和发展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含义。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演化始于20世纪50年代，标志着企业社会责任时代的来临，其理论范畴在20世纪60年代得到了极大的延伸，并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散，初步形成理论体系，到了20世纪80年代，理论体系的拓展开始减缓，出现了更多的实证性研究，而若干衍生性理论诸如企业社会表现、利益相关者、商业伦理等开始成熟，20世纪90年代，“企业社会责任”依然作为理论框架的核心而存在，但随着研究与实践的继续发展，衍生性理论正逐渐替代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架构的原有内容，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主体。

1．早期的企业社会责任观

自从有了企业，人们就开始了对企业与社会关系的思考。我们甚至可以将这种思想的萌芽追溯到企业产生之前。

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之前，手工业者和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低下，特别是在中世纪，逐利活动被认为是违背宗教精神的。整个社会都把商人看成寄生虫，商业和利润被视为不义之财(张礼萍，2003)。文艺复兴之后，随着重商主义的盛行，商人的社会地位得以提升。工商业对社会的贡献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特别17世纪，工场手工业逐渐地演化为原始的私人企业，规模开始扩大，资本积累越来越多，但是，漫长历史中形成的教会对商人的责任要求已经转化成了商人职业道德的一部分。这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观点便可见一斑。他的利己性是人类经济行为的推动力以及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个人的利己行为有助于社会的整体福利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不过，后人在引用斯密的观点时，忽略了他在另一本几乎是同一时期的著作《道德情操论》中所论述的人的本性中的利他性和同情心抑制了人的利己心的过度的膨胀。从斯密的两本不朽的著作可以看出，在18世纪后期，工商业以逐利为目的的倾向虽然已经出现，但是朴素的社会责任和传统的道德观念的作用仍然很大。

在中国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形，自秦朝商鞅变法以来，工商业者一直是社会的底层，其社会地位低于农民。在元明时期，工商业者被认为是扰乱社会秩序的为富不仁之徒。朝廷限制经商，手工业者甚至被编入另籍——“匠籍”，他们的子女也要低人一等，其生产的产品只能卖予官府，不能私自买卖。直至清朝才开始废除匠籍，鼓励工商。即使在这时，由于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商业活动仅仅被看做是济民的手段，甚至对利润的公开追求会被整个社会所看轻。经世济民、重义轻利、乐善好施是社会对商人的道德要求。修路建桥、赈济灾民是最常见的社会责任形式。

从某种意义上说，工业革命之前，只有手工业和商业，并没有现代意义的企业。其实这一时期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不过是人们对手工业者和商人的朴素的社会期望。

进入19世纪以后，工业得到了比较快的发展，原始的股份制企业开始产生并迅速扩展，企业规模扩大，开始出现专门的管理阶层，企业不再是企业主的个人财产。加之，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观开始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首先，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存在的唯一目的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其次，19世纪中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盛行，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企业的善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也是社会生活中的普遍规律。因此，企业捐款资助弱者是与自然进化过程相违背的，由此造成的社会保护只会降低人类的适应能力。正如马克思的研究向世人显示了：企业并不仅仅是资本家的企业，它是社会的，它的每一点利润都来自于工人，来自于社会全体人民的付出。虽然在当时，马克思的学说受到了资产阶级的严厉禁止和批评，但是，他唤醒了世人对企业与社会关系的重新认识。人们开始意识到企业不仅仅是股东盈利的工具，它还必须对那些与其有关联的群体负责任。

20世纪初，一部分有远见的企业主一方面受传统的宗教信仰和商人道德伦理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为了缓和当时的劳资矛盾，减轻企业对社会带来的负面的影响，开始积极改善企业与社会的关系。Geoff(2001)就曾经指出：“企业社会责任的思想来源于宗教和神学的思想家，首先是要求社会的富人援助穷人；其次是上帝的雇员的原则，圣经要求人们把自己看做是上帝的雇员，努力工作，财富是属于上帝和社会的，自己只不过是暂时的保管者。”

到20世纪20年代，共出现了三种支持扩大企业社会责任的观点(T.德乔治，2002)。第一种观点是“受托人观”，即认为管理者是受托人(Trustee)，企业赋予他们相应的权力和地位，他们的行为必须同时兼顾股东的权益和顾客、雇员以及社会的需要。第二种观点是“利益平衡观”，即管理者有义务来平衡(Balance)那些与企业有关联的集团之间的利益。第三种观点是“服务观”，企业是社会“公器”，服务民众是企业应尽义务，管理者个人也可以通过成功地运营企业来减少社会不公、贫穷、疾病，从而为社会作出贡献。

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公司法学者第一次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主张对公司赋予公共性，即将公司从其法律根基的社员中分离出来，抛开社员个人的利害关系，从国民经济的立场上保护和维护公司，并赋予相应的责任(张志强，王春香，2005)［11］。由此可以看出，其实在20世纪初，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了企业是社会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企业的发展有赖于其他的利益团体和个人的支持，企业理应对他们承担责任。也有一批先锋的企业家开始自觉承担社会责任。促使这些企业家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因：一方面是个人的信仰和道德修养，另一方面是激化的社会矛盾，主要是劳资矛盾。但是，企业社会责任并没有变成一种普遍的社会要求。无论是在企业界还是在学术界，在对待企业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居于主导地位的思想仍然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唯一目的，履行社会责任还只是部分先行者的行为。

2．企业社会责任时代的开启：20世纪50年代

虽然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出现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前，但是关于社会责任的理论著述还是产生于20世纪，具体说是20世纪后半叶的产物。

在早期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著述中，提及的概念更多的是社会责任(SR)而不是企业社会责任(CSR)，也许这是因为在当时，现代企业在商业中还未显现出它显著和主导的优势，或者这种优势还未被研究者所认识。而Bowen里程碑式的著述《商业人士的社会责任》被认为是开启了企业社会责任时代。

Bowen认为社会上数百个最大的商业体是权力和决策的中心，因此这些商业体的行为将会触及社会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他的理论也就是源于此种观点。这种观点也引发了许多思考，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哪些对社会的责任是社会期望商业人士承担的，并且这种期望是合理的”(Bowen，1953)。

基于此，Bowen给商业人士的社会责任设定了一个初始化的定义。财富杂志在1946年做了一项针对商业人士关于社会责任的调查，组织这次调查的编辑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或者说是管理者的“社会意识”意味着商业人士对于商业行为所带来的后果负有责任，这种后果所涵盖的范围要比商业的盈亏要广泛得多(Carroll，1999)。调查的结果表明，93.5%的受调查商业人士同意Bowen关于社会责任的表述，这也被Bowen用来作为依据。

Bowen明确表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观点，所以很容易可以看出它给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打上的烙印。社会责任不是万能药，但是它包含了可以在未来引导商业发展的重要事实。由于他开创性的研究，Bowen被称为“企业社会责任之父”。

Bowen对社会责任的定义代表了20世纪50年代主要的理论文献。heald在1970年的著述《商业社会责任：企业与社会，1900-1960》中对那时和更早期商业界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应用与实践进行了回顾与讨论，发现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在企业界，Bowen企业社会责任的观点与当时的主流思想和发展的潮流都是一致的(heald，1970)。

3．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延伸和发散：20世纪60-70年代

如果说在20世纪50年代以及之前，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文献著述是很稀缺的，那么60年代的10年标志着此类文献的显著发展，许多的研究者尝试着将企业社会责任公式化，或更准确地说，是严格界定出企业社会责任所代表的含义。这一时期第一位也是最具影响力的研究者是Davis，并且他在此后编写的商业与社会的教科书和论文中进行了更广泛的论述。

Davis(1960)认为社会责任是一个比较朦胧的概念，所以必须放在管理的背景下看待。此外，他宣称一些履行社会责任的商业决策可以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它们可以给企业带来长期经济效益，因而可以作为企业对社会履行责任的报偿。这种观点是相当有趣的，在70和80年代得到广泛的认同。之后，Davis因为他关于社会责任与商业影响力关系的观点而闻名遐迩，他提出了著名的“责任定律”——“商业人士的社会责任必须与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力相称”(Davis，1960)。他进一步论证到，“如果社会责任与影响力是相对均衡的，那么对社会责任的逃避将会带来影响力逐渐消退”(Davis，1960)。Davis对早期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因此他被认为是Bowen“企业社会责任之父”的继承者。

此外，Frederick和McGuire也是对于社会责任理论有卓越贡献的研究者，对于早期社会责任理论发展很有影响力。McGuire(1963)的定义比之前的定义要更精确一些，因为他把社会责任定义为在经济与法律义务之上的延伸。尽管在定义中他并没有确切地阐明这些延伸出来的责任是什么，但他之后详细描述了企业必须关注政治、社会的福利、教育、员工的幸福以及整个社会。所以，商业的行为必须像普通公民一样是正当的。McGuire这一陈述在后来成为商业伦理和企业公民理论的理论基础。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是经济发展委员会在1971年发布的《商业企业的社会责任》。经济发展委员会注意到商业和社会之间的社会契约已经发生了实质性重大变化：“商业被期望承担比以往时候更加广泛的对社会的责任，并服务于更广泛的人类价值。”

在70年代，企业社会表现(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CSp)和企业社会责任一样越来越多地被提及。一个主要的研究者就是Sethi，他在研究著述中讨论了“企业社会表现的维度”，企业的社会行为被分类为“社会义务”、“社会责任”和“社会响应”(Sethi，1975)。社会义务是企业对市场力量和法律约束的反应，只有经济的标准与法律的标准。社会责任是在社会义务之上的，社会责任意味着把企业行为提高到与主流社会规范、价值和对企业表现的期望相一致的水平。

Sethi认为在本质上，社会义务是强制性的，而社会责任是说明性的。而Sethi提出的模型的第三个阶段是社会响应，他把社会响应看做是企业行为对社会需求的适应，这一阶段是预判性和防御性的(Ackerman，1973)。

整个70年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成果是Carroll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四部分定义，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本身是植入企业社会表现的概念模型的。Cartoll的基本观点是管理者或企业必须理解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定义、社会责任存在的形式(以当今的理论术语表述，就是企业对其具有责任、联系或依从的利益相关者的关注)以及对具体问题响应的规范。

在Carroll之前的理论研究中，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大多都提及商业的责任是创造利润、遵守法律以及在经济和法律之上的责任。Carroll认为必须包含商业对社会的所有责任，此外，必须对那些在经济与法律行为之上的行为做出明确的说明。因此，Carroll给出了以下的定义：“商业的社会责任涵盖了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社会对企业的经济、法律、伦理和自由决定的期望。”(Carroll，1979)。

商业的天性决定了它具有经济责任，法律代表了社会期望商业运营所依据的基本的游戏规则。接下来两个责任代表了Carroll对在遵守法律之上的责任进行明确说明的尝试。伦理责任代表了社会期望商业遵循的行为与伦理规范，这延伸了在法律要求之上的行为与实践。尽管伦理责任似乎始终在扩张，然而它们始终是“在法律要求之上延伸出”(Carroll，1979)的期望。

最后，是自由决定的责任，这些责任是由管理者与企业的判断和选择决定的。尽管如此，对企业履行这些责任的期望依然存在。这种期望是由社会规范驱动的，具体的行为是受商业参与社会角色的意愿所引导的，而不是法律的要求，也不是商业伦理的期望，但是此类行为越来越受战略的驱动，如慈善捐赠、培训长期失业者、为工作的母亲提供子女看护中心等。这些自由决定的行为和经济发展委员提出模型中的外层圆——参与社会发展是类似的。

尽管Carroll在1979年给出的定义包含了经济责任，但是直到今天仍有许多人认为经济的部分是商业企业为其自身服务的，而法律、伦理和自由决定的部分是商业为社会的其他方面服务的。尽管这种区别是很吸引人的，但是经济的生存能力也是商业为社会所做的贡献，只不过大家很少如此看待罢了。

4．20世纪80年代：较少的定义、更多的研究

发展新的或更精确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的理论研究让位于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从一致讨论概念含义的文献著述分化为对理论衍生如企业社会响应、企业社会表现、公共政策、商业伦理和利益相关者理论或管理的研究，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发展的特点。但是，研究者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兴趣并没有消失，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关注开始重组为衍生理论的概念、理论、模型等。

1983年，Carroll对他1979年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四部定义进行了调整，指出“企业社会责任包含了盈利、守法、合乎伦理和支持社会的商业行为。履行社会责任意味着盈利性和对法律的遵守是讨论企业伦理和企业以其资源支持社会程度的最主要条件。所以企业社会责任包括以下四部分：经济、法律、伦理和自愿或慈善”(Carroll，1983)。可以注意到，Carroll把自由决定的部分重新定义为自愿或慈善，因为自愿的或慈善的行为可以看做是自由决定行为的最好的例子。

80年代的研究者对于实施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Cochran和Wood的研究。他们实证研究的背景是研究者越来越关心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是否也是盈利的企业这一问题。如果研究能够得出积极的结果，那么就可以作为新的依据来支持企业社会责任运动。Cochran和Wood通过不同的方法分析了之前对社会表现与财务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决定采用声誉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衡量标准。他们使用Moskowitz发展出来的Moskowitz声誉指标体系，这一声誉指标体系把企业分为“卓越的”、“鼓励性的”和“极差的”(Moskowitz，1972)。Cochran和Wood承认这一企业社会责任的指标体系存在明显的缺陷，因此需要发展新的指标体系(Cochran，Wood，1984)。

另一个探求企业社会责任与盈利性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是由Aupperle、Carroll和hatfield在1985年进行的。这一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第一次使用理论文献中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结构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衡量标准。Aupperle等人采用了Carroll的企业社会责任四部定义，并访求了部分经理主管人员的观点。研究证实了四部责任的优先级确实是按照经济、法律、伦理和自由决定的顺序。在稍后的研究中，Aupperle等人把定义的四部划分为“关注经济绩效”与“关注社会”，其中“关注经济绩效”是经济责任，“关注社会”是法律、伦理和自由决定的责任(Aupperle，Carroll &hatfield，1985)［23］。实质上，Aupperle等人也承认并不是所有人都把经济责任视为社会责任的一部分，人们更愿意把它看成是商业企业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而通过分析企业对三个非经济成分责任的重视程度可以评价一个企业对社会的关注程度。

在80年代，另一种在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之上的研究使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接受了企业社会表现概念，并把企业社会表现看做是一个更全面广泛的理论，企业社会责任是可以归类或包含于其中的。所以，Wartick和Cochran对Carroll提出“责任-响应-社会问题”三维模型进行了拓展，主要的贡献就是把“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响应-社会问题”的结构拓展为“原则-过程-政策”的模型(Wartick，Cochran，1985)。

5．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一步理论拓展和检验

整个90年代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发展几乎没有什么贡献，企业社会责任更多的是作为其他相关概念和理论的基点和基石，许多新的理念都和谐地包含了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表现、利益相关者理论、商业伦理理论以及企业公民在90年代都走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而到21世纪初，资源基础理论、企业动态能力理论和企业成长理论开始出现在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领域。不过与本文研究相关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资源基础理论将在后续章节中进行详细叙述，这里仍然集中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本身的发展。

90年代最早也是最主要的一个贡献是Wood对企业社会表现模型的修正。尽管Wood讨论了对于企业社会表现这一越来越流行的概念的诸多观点，但是她提出的模型主要的还是建立在Carroll的三维模型以及Warlock和Cochran模型的基础上。Wood(1991)继续对以上的模型进行重组，形成了三个原则。首先，企业社会责任的原则采用了Carroll的四部定义，并鉴别出这四种责任在制度层面上如何与社会正统的企业社会责任原则相联系的，在组织层面上是如何与公共责任的企业社会责任原则相联系的，在个体层面上是如何与管理判断力的企业社会责任原则相联系的。其次，对于企业社会响应的过程，她根据研究层面的不同，提出了制度层面的环境分析、组织层面的利益相关者管理和个体层面的问题管理。最后，对于Carroll提出的社会问题维度，Wartick和Cochran提出的政策维度，她重新定义为对企业行为“关注-结果”维度。总的来说，Wood模型比Carroll，Wartick和Cochran的模型更加全面详细，同样她也把企业社会责任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之下，而不仅仅是单单一个定义。此外，Wood的模型另一个重要的强调就是结果或表现，尽管在早期的模型中结果或表现是暗含的，但是Wood明确了这一点，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贡献。

同样在1991年，Carroll对他的企业社会责任四部定义进行了完善，把自由决定的责任正式确定为慈善责任，并表明“有责任心的商业人士已经接受了企业社会责任，所以需要给企业社会责任加上一个外框，使其涵盖全部的商业责任”(Carroll，1991)。经济、法律、伦理和慈善四种社会责任构成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全部。而且这四个企业社会责任构成了一个金字塔的结构。所有的责任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直存在的，只是在近年来伦理和慈善的职能占据重要的地位(Carroll，1991)。

在同一篇文章中，Carroll(1991)指出“企业社会责任与一个组织的利益相关者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人们一直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模糊，而“企业履行责任的对象是社会”这一提法也不够明确，而Freeman(1984)极力主张的利益相关者概念使得社会责任具体化，因为商业明确它应该在其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中予以考虑的具体团体或个人。所以，可以认为Carroll为经典企业社会责任到利益相关者理论或管理的转变提供了过渡。

在20世纪90年代，三个企业社会责任的衍生概念吸引了大多数研究的注意力，即企业社会表现、商业伦理和利益相关者理论。而21世纪以来，人们对于企业公民这一概念又重新产生了兴趣，然而它会不会像前述三种理念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仍然不明朗。企业公民有广义也有狭义的含义，根据它被定义的方式，这一概念和之前的理论会有不同程度的交叉。如今各种理论都拥有各自广泛而丰富的研究文献，而这些理论又都是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相一致，并建立在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基础之上的。所以，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在今天仍然被广泛地应用于理论研究与商业实践之中。

21世纪以来的这几年，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一方面仍是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越来越多的在实证研究中对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体系的发展。所有相关的理论要进一步发展，理论要与实践相统一，实证研究无疑是不可或缺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将依然是商业实践的基本组成部分，因为它是其他理论的至关重要的基础，同时也与今天社会对企业界的期望是一致的。理论在发展中，研究在进行中，研究者可能是修正企业社会责任已有的内涵，或者提出新的内涵。近几年随着学者对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研究深入以及不足之处日益显现，尤其是相对于先前多从外部的利益相关者角度研究，而忽视了企业自身能力的问题，资源基础理论开始为学者用来研究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应的实证检验国内外的文献还很少。在这种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将会拥有光明的前景，因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内容是最重要的公众对于商业与社会关系的关注。

2.1.3企业社会责任的衡量

企业社会责任测量和评价是目前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领域的一个焦点问题。因为评价指标既要反映社会的期望，又引领着企业的努力方向，甚至可能影响未来企业和社会的发展。

国外从20世纪70年代，我国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中叶开始关注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方面的问题，涌现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从研究角度上可以把这些成果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问题评价，另一类是利益相关者评价。当然，这种划分是相对的，其实，问题是人的活动的产物，在问题评价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利益相关者，而在利益相关者评价中会涉及社会问题，只是出发点和侧重不同而已。

1．社会问题评价

早期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研究的出发点是社会问题。研究者认为，社会面临许多问题，直接或间接地与企业运行有关，企业理应对解决这些问题负责。这种研究视角从企业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出发，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确定一般大企业通过他们的能力能影响和解决的一些重要的社会问题，如种族和性别歧视、社区问题、环境问题、产品质量和安全问题、产品和服务的创新问题等，根据企业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和贡献来评价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

Carroll(1972)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衡量可以通过对企业运营中所涉及的社会问题以及企业对这些问题的反应来测度。他构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三个维度(Oshionebo，Evaristus Akhayagboke，1998)：

维度1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种类(分类)：根据对企业的重要性，把社会责任行为分为经济、法律、伦理和自愿行为四类。

维度2是企业社会责任哲学，即企业处理运营过程中所涉及的有关社会责任问题的原则和态度。根据企业对社会责任问题的不同态度可以分为四种哲学：一是反应哲学；二是防卫哲学，即为了逃避外部的惩罚而不得不对一些社会问题作出反应；三是适应(accommodation)哲学；四是主动(proaction)哲学，即在许多社会问题的重要性还未被普遍认识到之前，就预见到了，并主动采取措施去解决。

维度3是问题本身。从社会本身的角度可以列出一系列的问题：环境、种族歧视、产品和职业安全等，这些问题与社会一样是动态发展的。

Carroll(1972)的成果虽给出了一种考虑问题的思路，但却很难将其运用于实证研究。

1977年加拿大企业社会绩效研究小组的学术顾问preston(1977)开发了一个企业社会反应矩阵，企图从企业对社会问题的参与和管理过程去评价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他认为根据企业处理社会问题的四个方面可以对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进行评价，即对问题的认识、分析和计划、政策制定、执行实施。但是由于社会问题纷繁复杂，企业的管理者和研究者很难确定应该关注或者参与解决哪些社会问题。

preston(1977)的分析框架被Kelly和Mctaggart(1979)开发成为一个调查表来对一些企业做实证研究。他对9个企业在社会责任水平上的改变和趋势进行了描述。但是，因为不同的企业关心和面临的问题并不相同，因此这种评价受到了质疑(Clarkson，1988)。

随着时间的不同，在社会问题上有了些一致的主题，如80年代，随着伦理投资基金的增长，出现了一些别的问题，如核能、专制政权、军事合同以及所谓的血汗产品的生产与销售等。到1983年，几个人力资源方面的问题受到企业的普遍重视，包括员工的培训与发展、职业规划、职业压力与员工的心理健康、超时工作、员工职业安全、妇女和少数民族问题等。人们认为这些问题既是社会问题，又与企业密切相关，企业有责任关注并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

从这些人们普遍关心的与企业相关的社会问题出发，一些研究机构建了一系列的企业社会责任水平测量指标体系，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指标体系有：

《财富》企业名誉调查。由美国《财富》杂志开发的评价指标体系，用于对企业的社会名誉进行评价，其结果被许多研究者使用。在财富名誉调查中，资深的管理者、外部董事(研究人员)、金融分析家根据《财富》提供的8个方面的名誉特征，使用0~10尺度对他们所在行业的大企业评分，并列出其所在行业前10名的企业，最后《财富》综合所有评价结果形成一部企业名誉目录。这些名誉特征主要是根据企业在解决某些社会问题方面的贡献和态度列举的。有人认为，它的评价标准比较主观和模糊，在整个排名过程中，人们对企业总印象或者某一方面的形象(而不是企业实际采取的行动)可能成为企业在财富名誉调查中相对位置的决定因素。

有毒物质排放量详细目录(TRI)。这是美国政府和特殊的利益群体用来列出排放进环境中的有毒物质的相对数量的一个排行榜(美国环境保护协会，1995)。它包括企业向空气、水、土壤中排放废弃物的数量，以及对有害废弃物的处理情况。TRI也被一些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所要求。但是该数据库评价的范围比较狭窄，仅仅对几个产业的企业进行监控和评价。

由于与企业活动相关的社会问题非常广泛，所以，有不少研究者或者机构，开始对这些问题进行分类研究，并提出一些专门的指标体系，用于评价企业在某一方面的社会责任水平，如有毒物质排放量详细目录，主要针对环境污染的问题。除了上述的两个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比较常见的测量框架。

社会问题评价框架，通过广泛社会调查，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评估，反映了特定时期社会对企业的一般期望，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也存在主观性太强的缺陷。Clarkson(1992)认为：“要给社会问题一个精确的定义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社会本身就是一个难以清楚定义的词汇，它是一个比企业更广泛、更不明确、更抽象的分析水平。没有特定的企业能完全对处理所有的社会问题负责任。”有些问题在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看法，是否成为社会问题会受到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而且，社会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人的问题，对问题的关注超越了对人本身的关注，似乎有些本末倒置。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文献资料来看，所有的被开发出来的问题，都涉及一个或者多个利益相关者群体。尽管这些问题不一定必然涉及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近几年，社会问题研究方法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而另一种利益相关者理论识别方法正受到越来越多的人重视。

2．利益相关者评价

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理论界相继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评价模型，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学者索尼菲尔德(Jeffrey Sonnenfeld，1982)的外部利益相关者评价模式和加拿大学者克拉克森(Clarkson，1995)的RDAp模式。

Sonnenfeld(1982)从社会责任和社会敏感性两个方面对美国林业的六家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进行了问卷调查，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投资分析家、工会领导、环保主义者、政府监管员、联邦监管员、国会议员、行业协会官员、学者等。从索尼菲尔德(1982)评价模型所选择的利益相关者群体来看，主要是企业的次要利益相关者，而且评价指标主观性比较强，所有指标权重相同。特别是关于企业社会敏感性评价的七个维度概念模糊，难以界定。

Clarkson(1988，1991)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将企业的社会响应战略转变成了评价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RDAp等级，这个绩效等级是建立在Carroll(1979)以及Wartick和Cochran(1985)的社会绩效测量模型基础上的。Clarkson(1995)进一步通过对态度和绩效的刻画和评价，修改了RDAp尺度，提供了一个更清楚的定义企业社会责任的方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只能对企业社会责任水平进行一些初步的分类，而很难对企业的整体社会责任水平作出比较精确的比较。

陈维政等(2002)在评述企业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评价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中国企业社会绩效评价研究设想，不过没有提出如何收集数据把这些设想变成可行的实证研究方法，而且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较多，不同的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和关注重点是不同的。如果一种评价体系建立在所有利益群体的要求基础上，其实是很难实施的。

从1972-2006年间的131篇实证研究文章的比较分析看，KLD是1995年至今研究者使用较多的计量指标。KLD目录即被Kinder Lydenberg，Domini &Co.Inc.开发的企业社会责任水平排行榜，是从企业利益相关者角度评价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指标体系。它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的8个维度的评分进行排行。这8个维度包括：社区关系、员工关系、环境、产品、处理妇女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军事合同、核能以及南非问题。KLD目录排行通过大量的使用客观的筛选标准在社会责任的多维度上对企业进行排序，在某种程度上改进了财富名誉排行以大量的主观数据为依据的排序方法。不过，它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所列出的所有指标都是同样重要的，指标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包含关系等。

由于每个企业重点关注利益相关者群体不同，而每个利益相关者群体对企业的社会责任都有自己的理解和要求，在评价企业社会责任时，从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的角度考虑在原则上是必要的，但是，实际上却并不可行。

从具体的利益相关者角度来评价企业社会责任的另一个比较全面和影响比较大的指标体系是SA8000，也是从企业员工的角度进行的评价。SA8000由美国经济优先权委员会(CEp)提出，主要是对工作环境和工人所关心的问题提出要求，内容涉及童工、强迫劳动、健康与安全、歧视、惩戒性措施、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管理体系等方面。

此外，徐超、陈继祥(2005)站在企业的角度，提出了从向心性、专属性、超前反应性、可见性四个方面评价企业社会责任。樊行健等(2005)提出了从现行的财务报告中去挖掘企业社会责任数据来评价企业社会责任水平。

综上所述，这些评价模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评价标准主要都是由研究者预定的，很少有实证研究证明这些标准是准确反映了特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Bernadette M.Ruf(1998)［35］认为，过去有关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评价，无论是财富名誉调查、KLD数据库还是伦理投资目录等，所考虑的评价指标都是一样重要的，没有考虑不同指标的权重问题。他提出了一个运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各项不同指标的权重的方法，但实践中发现当企业社会责任维度较多时，层次分析法是耗时和麻烦的，因为需要成对分析，问题的数量可能迅速增加，增大了回答的难度，影响了回收率。同时在企业社会责任的维度上没有统一的认识，所选择的特定维度，很多时候仅仅是研究者的个人观点，缺乏客观性和理论依据。因此，现有的基于社会问题和利益相关者的计量方法，都存在着一些明显不足之处，但是，它们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就是如果从企业内部维度进行测量，就有可能得到避免上述这些由于外部不确定性和差异导致的测量困难和客观性缺乏。

2.1.4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管理者响应

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于20世纪上半叶首先在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孕育，随后在各国企业界和学术界得到持续传承和广泛扩散。20世纪初以来，发达国家企业日益呈现出巨型化的趋势。随着企业规模的日益扩大，一方面，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以及企业之间竞争的力度得以增强；另一方面，企业规模扩张引发了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劳动者为维护其权益所开展的工人运动在经过18-19世纪的高潮后，于20世纪取得了明显成就。

在劳资争议中，劳动者的着眼点由关注于眼前和局部经济利益逐渐转向重视长远与整体利益的保障，如工资、工时、就业保障、组织工会的权利、社会保险及福利待遇、职业安全与保健、集体谈判、员工参与等。与此同时，以倡导消费者主权、维护消费者权益为宗旨的消费者运动也在20世纪初逐渐开展起来。消费者首先在与其关系最大、问题最多的食品和药品领域掀起了一场场以争取洁净食品和药品为目标的斗争。

20世纪60年代以后，消费者运动涉及的领域进一步扩展，逐渐延伸到汽车耐用消费品，并进而触及公司机构对消费者受损事件的受理态度、服务质量、环境损害、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的培养等方面。消费者运动的蓬勃发展也使得企业界在利润目标之外承担社会责任的主张得到了日益广泛的认同。20世纪以来，许多知名大型企业的管理者都在企业的年度报告和其他场合明确表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美国著名企业家洛克菲勒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企业不能再一味地抱守私人利益，即某些人为了集聚财富而不顾那些参与财富形成过程的人的福利、健康与快乐。

如果说20世纪前期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大都是各国国内的现象，主要致力于本国一些具体矛盾的解决的话，而在20世纪中后期，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对世界影响力的与日俱增，企业社会责任运动逐步发展成为国际化潮流。它所关注的问题更具广泛性和全局性，除了劳动者和消费者权益保障、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等项目外，还增加了维护人权、消除贫困、遏制腐败、创造社会公平、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劳工标准和工资待遇差距等内容。

在世界知名社会活动家和国际组织的推动下，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国际合作日益增强。联合国于1999年提出私营部门与联合国签署“全球协定”。其目的是吸引跨国公司支持全世界在维护人权、改善劳动条件和保护环境方面所做的努力。许多国际组织按照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积极酝酿新的企业行为标准，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自1999年起即开始修订“跨国公司准则”，以期建立一套对全社会负责的跨国公司行为基准。

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方式主要有：实施内部生产守则、“外部生产守则”、跨国公司“查厂”、第三方认证。如今“查厂”已经成为我国外贸加工行业耳熟能详的新名词，这是最主要的企业社会责任实施方式。在我国，开展的第三方认证主要包括两种：一是SA8000认证；二是行业性社会责任标准认证。

其中围绕劳工标准的实践争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社会条款”之争，其核心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低成本究竟是劳动力倾销还是比较优势？其二，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本质，究竟是贸易保护主义还是改善劳工状况？

(2)体面劳动的提出，1999年6月，国际劳工组织新任局长索马维亚在第87届国际劳工大会上首次提出了“体面的劳动”这一新概念，明确指出：所谓“体面的劳动”，意味着生产性的劳动，包括劳动者的权利得到保护、有足够的收入、充分的社会保护和足够的工作岗位。

(3)全球协议的倡导。在1999年1月召开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提出了“全球契约”计划，并于2000年7月正式启动。其核心是要求企业在各自的影响范围内遵守、支持以及实施一套在人权、劳工标准及环境三个方面的九项基本原则。九项原则分别来源于《世界人权宣言》、《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以及关于环境和发展的《里约原则》。

综合上述，从整体看，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方面已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各国差别极大，究其策略研究来看，相对较为散乱和薄弱，尚缺乏统一的体系和较为全面的探讨。

2.1.5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述评

透过上述梳理过程不难看出，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在理论界和实践领域都受到极大关注的新概念，研究成果丰富，但尚未形成一个逻辑一贯的、较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仍然存在许多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尤其是对于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实际背景。

(1)公认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形成。可以说目前的许多研究虽然提出了各自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这些概念从本质上看是非常类似的，完全可以形成一个公认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

(2)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尚无法形成体系。缺乏有一定影响力的研究代表人物，也缺少一组严密的概念和基本命题与定理，有关研究人员对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尚不统一，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一种“流派”或“思潮”。

(3)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国外多采用实证研究，国内由于起步较晚，目前大都限于案例研究和定性研究，实证研究需要加强，即通过实证研究证实，提供更扎实的证据，以服务于管理实践。

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包括：

(1)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动态特征有关的问题，如企业社会责任各个要素之间的动态关系如何？不同产业、区域等环境下企业社会责任有何特点？企业社会责任的增长模式、途径是怎样的？

(2)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成果(outcome)的关联性方面的实证研究，例如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企业市场价值的关系如何？怎样从数量上分析企业社会责任对当前产出和未来产出的贡献？这个方向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和验证。

(3)企业社会责任的度量问题值得深入研究，没有公认的用以计量企业社会责任的方法，也缺乏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动态变化的可行的监测方式。企业社会责任是无形的隐性资产，度量问题已成为进行企业社会责任实证分析的障碍。现在学者提出的度量方法各具特色，颇有争议，未达成一致意见，这种状况也影响到许多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学、管理学问题的实证分析。笔者认为要使企业社会责任的度量方法像物质资本的度量那样清楚明确是不现实的，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多学科多层面的、不同角度的深入研讨和尝试才可能逐步形成统一的观点。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将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角度进行实证研究，兼顾企业社会责任的度量问题，以弥补现有理论的不足，对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


第7章 企业绩效的决定因素

本书的另一个关键词是企业绩效。本研究旨在从企业社会责任角度说明企业绩效的产生。在此之前，有必要对企业绩效的理论解释进行综述。

对于企业绩效的差异可以用许多理论解释，历史地看，这些理论研究反映了学者对企业绩效的认识从外向内的审视路径。虽然存在许多影响绩效的因素，但是这些企业绩效的决定因素主要可分为三类：①行业特征；②企业的市场竞争地位；③企业资源的特性(hansen&Wernerfelt，1989)，这部分内容将在第三章详细讨论。此外，经济学理论还强调了企业产权对企业绩效的作用，这也是从企业内部分析企业绩效的视角。

2.2.1SCp范式下的企业绩效差异分析

哈佛学派的产业组织理论提出现代产业组织的三个基本范畴：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效率，即SCp分析范式对企业的利润差异进行解释。SCp范式认为企业绩效的差异是由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所决定的，即企业绩效的差异是外生的。

早在1956年，贝恩(Bain)就开始关注行业市场特征对企业超额利润的贡献。贝恩在《产业组织》一书中详细分析了市场结构，提出现实产业中企业利润水平的差异是产业内优势企业“垄断”或者与其他企业“共谋”的结果。产业市场中垄断与竞争的关系决定企业的行为和绩效。而产业市场结构中的垄断和竞争的关系又是由产业集中度和进入壁垒决定的。产业集中度的提高使得居于优势地位的企业能够以垄断或共谋的方式限制产出，从而获得超额垄断租金，而构筑进入壁垒可以使这种垄断长期化，从而获得长期超额利润。产业组织理论的另一代表人物梅森认为，一个产业的效率水平取决于该产业中的企业行为方式，而企业的行为方式又取决于该产业的市场结构特征。其中市场结构特征是外生的，由市场供给和需求的状况而定。

与新古典经济学中把企业作为“黑箱”的处理相比，哈佛学派的分析基础更具现实性，这一学派承认企业的异质性和市场的不完美，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提出市场结构是导致企业绩效差异的原因。但这一逻辑(即S→C→p)单向静态的特点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因为一方面企业行为是基于一定的市场结构而发生的，这种行为选择影响着企业的效率，另一方面企业效率水平差异会通过企业行为选择的变化而反向作用于市场结构，可以说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很难说何为因、何为果，单方面分析市场结构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显然难窥全貌。

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包括斯蒂格勒(Stigler)、德姆塞茨(Demsetz)、布罗曾(Brzen)和威廉姆森(Williamson)，他们对SCp范式提出了批评，认为企业在效率上是有差异的，企业效率的根源在于企业的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的高低。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共谋各方都有动力违背共谋协议以获取更多利益，而基于信息成本高昂的考虑，不可能实现有效的监督，因此共谋是不可能持久的。而在信息成本的前提下，进入壁垒也将被瓦解。最后，他们还认为企业效率差异决定了企业规模的差异而不是相反。SCp三者的关系是互动的，而其中企业绩效的作用是最根本的。芝加哥学派的分析使对于企业异质性的研究焦点由企业外部逐渐转向企业自身行为。企业是产业组织分析中最基本的分析单位，而市场结构不过是企业竞争关系的一种反映(索耶，1982)。

2.2.2企业异质性资产是企业的决定因素

波特以企业竞争优势的差异作为企业异质性分析的核心，把结构-行为-绩效(SCp)的分析范式与企业战略管理研究结合起来，提出决定特定市场结构特征和产业吸引力的五种基本竞争力(新竞争对手的进入、替代产品的威胁、客户讨价还价能力、供应商讨价还价能力和现有竞争对手之间的竞争)，他认为五力共同作用决定了产业的市场结构特征和产业吸引力(产业内企业的盈利能力)，企业的竞争战略应该是基于对产业市场结构和吸引力的认识和把握，选择合适的产业能确立企业市场地位的战略。而“一个企业所具有的优势或劣势的显著性最终取决于企业能在多大程度上对相对成本和特异性有所作为。而成本优势和特异性又是产业结构所左右的。这些优势源于企业具有比它的对手更有效地处理五种作用力的能力”。这里，波特仍把竞争优势归结为“产业结构”所左右的，这种竞争优势从根本上看仍然是外生的，特定的企业只能根据市场结构和约束条件选择相应的竞争战略。

波特模型把企业作为理论分析的起点，研究的侧重点放在市场结构及其发展趋势，强调企业战略的选择，而企业战略制定实质上就是市场定位的过程，因此他的理论并没有突破SCp范式，只不过是把SCp范式应用于企业分析。

波特的产业结构分析方法从企业面临的产业市场环境角度解释企业在某一时点上具有的竞争力及其构成，如产品成本、质量、顾客服务、营销等优势，但它不能解释企业拥有竞争力的根本原因。如果处于同一产业的企业选择同样的竞争战略，是否就能够达到同样的绩效，获得同样的竞争优势？如果是，为什么现实中处于同一产业且面临着同等程度的五种竞争力量的企业，它们的市场绩效仍然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

在实证研究方面，鲁梅尔特(Rumelt，1982)的实证研究表明，产业内长期利润率的分散程度比产业间的分散程度大得多，产业内利润率的分散程度是产业间分散程度的4~6倍。Schmalensee(1985)基于产业组织经济学“行业间差异主要由于企业规模的不同所致”的假设，以市场份额作为度量企业间差异的变量，以1975年联邦贸易委员会商业数据和资产报酬率(ROA)为绩效变量，对行业和企业因素如何影响整体利润率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行业因素是利润率的决定变量，而企业差异的影响并不显著。

但是Rumelt(1991)认为Schmalensee(1985)的研究中存在较大的偏差，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利用市场份额作为企业特有因素的代理变量可能使模型度量不足。只用1年数据来分析也制约了一个明确综合、能够反映所有企业特有因素效应的企业变量的形成。Rumelt利用4年的数据，涵盖了一个在综合的部门效应的度量指标进行研究，研究中还拓展了Schmalensee的描述性统计模型，包含了测量行业效应、年数效应、公司效应和公司/行业交互效应的跨期持续效应。结果表明，行业因素解释了约9%的部门报酬方差，其中只有一半是每年稳定的部分。业务部门效应解释了超过44%的部门利润方差。

McGahan和porter(1997)的研究却显示，产业因素对企业获利能力的影响因子为19%，企业独特性因素则为32，但是产业因素的影响随着产业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如在制造业中，产业因素的影响很小，但在娱乐业、零售业和运输业却有较大的影响。

多数实证研究说明，每个行业内都有高利润的企业，也存在经营不佳的企业。这显然不是企业绩效差异外生论能够解释的。于是许多学者开始把目光投向企业内部，从企业内部挖掘企业绩效差异的原因。Spanos和Lioukas(2001)对希腊的1090个企业的实证研究得出，产业因素和企业独特因素对企业获利能力都很重要，它们分别解释了企业绩效的不同方面，即产业力量影响市场绩效和获利能力，而企业独特因素则影响企业在市场上的表现(如市场绩效)，通过后者来影响企业的获利能力。

综合上述研究结果，尽管产业因素对企业获利能力有一定影响，但是可以看出，企业的异质性资产对于企业绩效来说是处于决定地位的因素。

2.2.3企业绩效的衡量

相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绩效的衡量作为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关系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有着较为丰富和成熟的研究。根据Griffin和Mahon(1997)对51篇相关文献的分析，共出现过80种衡量企业绩效的不同方法，其中有57种，即70%，只出现过一次。从其数据的来源看，企业绩效的主要衡量指标可以分为两类：市场收益指标和会计指标，前者主要基于资本市场的交易数据，着重于对股东的回报，后者主要基于企业的财务报表数据，反映整个企业的经营成果。

最早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即Moskowitz(1972)和Vance(1975)的实证检验都是采用市场收益指标来衡量企业绩效，不过当时他们所采用的是既未经风险调整，也不包含股利的股票价格变动数据，据此他们得出了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截然不同的结论。Moskowitz根据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选出了14家他认为有社会责任感的上市公司，并对这14家公司的股票业绩进行了分析。他发现这14家公司的股票在1972年上半年的收益率为7.28%，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在资本市场上有着超出市场平均水平的不俗表现。分析的结果看上去“妙不可言”，然而Vance对相同的14家公司的市场表现再次做了检验，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在1972年初到1974年末的间，除了1家公司外，其余13家公司的市场表现都差于市场平均水平；同时，在这期间，14家公司中有11家的价值下降了一半以上，而同期整个市场的价值平均只下降了二分之一。Moskowitz(1972)和Vance(1975)这两个研究采用了同样的样本，为什么结果却会有天壤之别呢？

Cochran和Wood(1984)指出，原因在于Moskowitz和Vance的研究都采用了未经风险调整的股票收益率，而Cochran和Wood发现Moskowitz选出的这14家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组成的投资组合的贝塔系数为1.56，如此一来，14家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组成的高风险组合在牛市跑赢大市，在熊市输给市场就不足为奇了。所以，这两个最早的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检验出现相互矛盾的结果完全是由于研究者没有考虑样本公司的市场风险所致。

早期的其他研究，如Abbot和Monsen(1979)等，所使用的市场收益指标虽然包含了股利在内的股票价格变动数据，但他们还是没有考虑风险因素在内。

自Alexander和Buchholz(1978)以及Anderson和Frankle(1980)等人起，学者们开始采用经风险调整的“清洁”的市场收益数据来衡量公司财务业绩，但他们的研究都没有得出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财务业绩之间关系的明确结论。Aupperle，Carroll和hatfield(1985)就很悲观地说过：“或许这个问题，即企业社会责任是否与企业盈利能力相关，将永远不会完全得到解决。”实际上，在用经风险调整的市场收益指标来检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时，必须考虑一个财务理论上的问题，即市场有效性问题。Fama(1970)提出的市场有效性假说，宣称资本市场充分而及时地将所有相关的信息反映在资产价格上。这里有两点必须注意：一是只有企业社会责任的新信息才能引起股价变动，二是股价的变动是迅速完成的。可见，如果采用市场收益作为公司财务业绩的指标来检验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业绩的关系，那么恰当的研究方法应该是“事件研究法”［50］。用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事件主要包括诸如工厂爆炸、飞机失事、环境污染、产品召回以及被起诉或处罚等负面事件。Wood和Jones曾指出，事件研究不是在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财务业绩之间的关系，而是在研究企业社会“不负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会计指标是另一类用于衡量公司财务业绩的指标。与市场收益指标相比，会计指标考虑了整个企业的经营业绩，而不仅仅是站在股东的角度，但是会计指标一方面是历史数据，另一方面也会受到管理者会计选择行为的影响，此外在使用会计指标时，也同样要配合考虑风险、企业规模乃至行业等因素。Davidson和Worrell(1990)认为：“在进行跨行业和跨期间的大规模横截面比较的研究中，使用会计指标来衡量财务表现存在不足之处。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采用会计指标有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的问题包括会计指标普遍存在的问题，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利润指标所特有的问题。”Davidson和Worrell(1990)认为的“会计指标普遍的问题”主要在于会计指标无法反映行业和监管的差异以及在一般公认会计原则下存在很多的会计选择行为。此外，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常用的净利润、净资产报酬率和总资产报酬率等都存在“利润指标特有的问题”，如净利润是一个绝对指标，缺乏不同规模公司之间的可比性；净资产报酬率其实也可以分解为总资产报酬率和负债比率两个指标，说明一个公司用净资产报酬率反映的盈利能力一定程度上受到负债比率的影响；同样，总资产报酬率也会受到资产周转率的影响，而资产年限、资本化的程度、行业以及折旧方法等都会影响资产周转率。

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关系研究中常用的会计指标包括总资产报酬率(ROA)(heinze，1977)、净资产报酬率(ROE)(Bragdon，Marlin，1972；Bowman，haire，1975)、每股盈余(EpS)(Sturdivant，Ginter，1977)等，使用这些指标的研究大部分都得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正相关的结论。parket和Eilbirt(1975)同时采用了净利润、销售利润率、净资产报酬率和每股盈余四个会计指标，比较了他们通过问卷调查得到的80家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和《财富》500强在这四个指标方面的差异，发现80家样本公司四个会计盈利指标的平均值全部高于同期的500强公司的平均值。

部分学者同时采用市场收益和会计指标两类指标来衡量公司财务业绩，以检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McGuire等(1988)选择了市场总收益率、经风险调整的市场收益率等市场收益指标以及总资产报酬率、总资产、销售增长率、资产增长率、经营利润增长率等会计指标来衡量公司财务业绩。通过相关性分析，McGuire等人发现：①企业社会责任与同期的市场收益指标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但与同期的会计指标却高度相关，其中与总资产报酬率和总资产成正相关关系，与经营利润增长率成负相关关系；②企业社会责任与前期的市场收益指标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同样，与前期的总资产报酬率、资产增长率显著正相关；③企业社会责任与后期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与前两个结论相类似，即与市场收益指标没有显著关系，但与总资产报酬率显著正相关。

通过回归分析，McGuire等人还发现会计指标比市场收益指标具有更强的解释企业社会责任的能力。此外，由于管理当局的操纵使得会计指标较为稳定。所以，McGuire等人提出，从反映公司特征以及稳定性来看，会计指标比市场收益指标更能体现公司财务业绩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综合来看，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中，常用到的企业绩效指标主要包括盈利能力、资产使用效率、成长性、流动性、风险/市场收益等五项指标，其中前四项属于会计指标，第五项属于市场收益指标。根据Griffin和Mahon对51篇相关文献的分析，以上五项指标中，最为常用的指标是用来反映成长性的公司规模(出现了37次)，其次为衡量风险/市场收益的超常收益率(23次)和贝塔系数(13次)，接下来依次为总资产报酬率(14次)、净资产报酬率(13次)、销售报酬率(9次)。

应该指出的是，学者们已经认识到，在相关利益者理论框架下衡量公司财务业绩表现时，盈利能力等会计指标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可能会出现“不匹配”的现象。因为会计指标普遍被认为是管理者而不是相关利益者用于衡量企业绩效的方法，它与相关利益者所关心的企业社会责任并不一致。相反，事件研究法里所使用的市场收益指标所反映的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财务业绩的关系却相当一致，“只有那些采用基于市场的变量和理论才能显示公司社会表现与公司财务业绩关系的一致性”。

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指出企业特有要素对解释经济租的差异的重要影响(Jacobson，1988；hansen，Wernerfelt，1989)。Vasconcellos和hambrick(1989)利用历史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说明一个组织的成功依赖于它的实力与环境中关键成功因素(key success factors，KSF)的匹配。利用许多成熟产业的数据，他们的实证研究显示产业KSF排名最高的组织，其绩效明显超过其竞争对手。但是对KSF概念本身就存在着难以识别、因果关系不清楚等批评(Ghemawat，1991)。

资源观理论是解释企业特有要素对企业绩效的效应的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应该指出的是，资源观侧重解释的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而企业竞争优势的存在说明企业间具有绩效的差异。因此，笔者在此处把企业竞争优势的存在同企业绩效的差异性等同起来，认为资源观也说明了企业绩效异质性的来源。

资源观认为企业难以模仿的资源是经济租的来源，也是企业绩效和竞争优势的根本动力(Conner，1991)。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异质性资源的直接的正效应。资源观强调企业的异质性、专业化程度和企业资源的有限可转移性，认为企业资源、能力的类型和属性是利润的决定因素。这种理论的发展使人们对企业异质性的认识转向资源和围绕资源的能力与知识。

2.2.4企业绩效的决定因素研究述评

从其数据的来源看，企业绩效的主要衡量指标可以分为两类：市场收益指标和会计指标，前者主要基于资本市场的交易数据，着重于对股东的回报，后者主要基于公司的财务报表数据，反映整个公司的经营成果。部分学者同时采用市场收益指标和会计指标来衡量公司财务业绩，以检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从反映公司特征以及稳定性来看，会计指标比市场收益指标更能体现公司财务业绩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学者们已经认识到，在相关利益者理论框架下衡量公司财务业绩表现时，盈利能力等会计指标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可能会出现“不匹配”的现象。相反，事件研究法里所使用的市场收益指标所反映的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财务业绩的关系却相当一致。

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指出企业特有要素对解释经济租的差异的重要影响，历史数据实证研究表明一个组织的成功依赖于它的实力与环境中关键成功因素(KSF)的匹配。资源观理论成为解释企业特有要素对企业绩效效应的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总体上，对于企业绩效的决定因素的研究经历了从外向内的审视路径，这一路径的演化体现了经济学理论假设从企业“同质性”到企业“异质性”的变迁。SCp范式以及之后波特对企业竞争战略的分析模型都坚持企业竞争优势的外生性，尤其是外在市场结构不完全性的决定作用，强调进行合理的产业选择是获得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但是，无论现实情形还是实证验证都对这种外生论给予了批驳，于是出现了企业的异质性、企业超额利润来源于企业内部资源禀赋差异等观点，以Rumelt、penrose及Wernerfelt等为代表的企业的资源观日渐盛行。资源观理论认为，企业间的差异在于独特的资源，尤其是知识和能力的积累，这些独特的资源也被称为战略资源，战略资源具有有价值、稀缺、难以模仿和替代的属性，能够因其形成过程具有独特历史条件、因果模糊性、社会复杂性、时间压缩不经济性等特征而形成“隔离机制”，从而能为企业带来持续的竞争优势，这也就是企业绩效存在差异的原因。

资源观是本研究考察企业绩效时所重点关注的理论，因为企业社会责任在本质上看具有战略资源的特性，这为分析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在资源观的研究中，基于上述文献综述，笔者认为目前资源观的研究存在的欠缺之处有：

首先，从典型的资源分类可以看出，目前的资源观对企业资源的考察忽视了一类重要的资源，即企业社会责任，即社会关系和企业成长中包含着的独特的难以模仿和替代的资源。这类关系资源一旦形成，在使用过程中能逐步加强，也能为企业所控制，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这是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已经得到证明的，但目前资源观并未确立这类资源对竞争优势的作用，也缺乏将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与资源观结合起来的深入研究。

其次，资源观虽然强调企业是一组资源的集合，但是对于资源组合的研究尚不多，大多数研究都对于异质性资源给予论述，但是并未研究异质性资源的相互作用。虽然有少数研究中提出了资源组合的作用，但是也未进行深入分析和验证，这不得不说是现有研究的一大缺憾。


第8章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者将更多的关注投向企业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无疑是这些实证研究中最具影响也最有意义的研究。无论当企业社会责任处于狭义阶段，还是进入企业社会回应阶段，或者体现于企业社会表现的时候，学者们始终非常清楚公司社会责任不仅仅只能从理论上得到阐述，它还必须从实证上得到验证。正如Rowley和Berman(2000)所指出的：“(实证检验)基于如下愿望，为管理者进行社会责任实践提供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帮助非股东群体与忽视社会相关利益群体的公司决策作斗争，为学术观点提供武器。”

那么是否真有必要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联系在一起？Carroll(2000)对此的看法是：“寻求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盈利指标或其他底线(bottom line)指标之间在统计上和经验上的关系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如果我们能够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对底线数字的影响，无疑会有助于这一领域的研究。但是，无论我们是否能证明这种联系，我们研究的话题对于企业与社会的关系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意义究竟何在？在Wood和Jones(1995)看来，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可以回答“谁从企业社会责任中得益”的问题。Wood和Jones站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对此进行解释。以Friedman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追随者们认为管理者没有权力将所有者的钱花费在无利可图的目标和利益上，而企业社会责任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Friedman等人反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Wood和Jones认为，如果能够证明企业社会责任可以增加股东财富，那么无疑就可以有力地说服以Friedman为代表的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反对者。所以，很多研究致力于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相联系，以此来说明企业社会责任并非无利可图，最不济也能证明企业社会责任是无害的，最好能显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最佳的经济利益相一致。用Wood和Jones的话来说就是“‘改良的自利’可以为企业社会责任提供最终的理由”。Wood和Jones总结说，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想法来概括：如果能证明企业可以“行善并赚钱(do good and do well)”，或者更进一步，能证明企业可以“通过行善来赚钱(do well by doing good)”，那么企业社会责任就能得到管理者的支持。

无论是Wood和Jones还是Rowley和Berman都认识到，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作为一种实证研究，其根本意义就是要为企业社会责任思想提供有力的经验证据。同时，他们也清楚地知道，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对手”就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股东至上或是利润最大化观点。但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思想不需要通过向股东主义调和或者妥协求得认同和支持，因为企业社会责任思想是一个包括股东利益在内的更全面的理念。综上所述，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这种超越利润最大化或股东利益至上的力量来自于它自身以及它所依托的相关利益者理论内在的全面性和包容性，体现在它们既满足股东的经济要求，又顾及其他的相关利益者，从而谋求企业与社会和谐的发展。因此，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应该有一种可以观察到的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关系。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就是可以为证明企业社会责任以及相关利益者理论的全面性和包容性以及它们具有超越利润最大化和股东主义的优越性提供经验证据，就如Griffin和Mahon在回顾过去25年的研究时，情不自禁地说：“‘好消息’是绝大部分的研究发现了一种(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正相关关系。”

2.3.1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财务效应的研究

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有两种基本的类型。一类研究是使用案例研究的方法评价企业发生的履行社会责任或违背社会责任的行为短期内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影响(McWilliams &Siegel，2000)，即对衡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的依据是具体的行为。

有一部分研究者选择的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企业从南非撤回投资或终止业务的案例(因为当时的南非实行种族隔离政策，显然在南非投资是有违社会责任原则的)。美国企业一般都会通过公报宣布从南非撤资或终止业务，所以研究者就以公报发布日为时间基点，选择基点之前和之后等间隔的一段时期，观察在这两段时期内企业资产收益率的异常波动，以前期资产收益率的异常波动为基准，通过前后两段时期企业资产收益率异常波动的对比，来分析公报的发布对企业财务的影响。

但众多研究的结果却是互相矛盾的，如Wright和Ferris(1997)发现公报的发布与之后企业资产收益率的异常波动之间是负向的关系，即企业宣布从南非撤资或终止业务造成了企业资产收益率的显著下降；而posnikoff(1997)的研究却发现这一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会带来企业资产收益率的显著增长；Teoh，Welch和Wazzan(1999)的研究则发现公报的发布对企业资产收益率没有显著的影响。以此看来，在履行社会责任给企业带来的收益和业务缩减带来的损失两者的对比上，各项研究形成不了统一的意见。

此外，同类研究还有对企业关闭工厂(Clinebell &Clinebell，1994)、企业人力资源政策的良好声誉(hannon &Milkovich，1996)、企业临时解雇员工(Worrell，Davidson &Sharma，1991)等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所产生财务效应的研究，同样，结果也是各异的。

产生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研究方法上的缺陷。

首先，在企业的经营环境中，有许多变量会影响企业的资产收益率，因此在研究的时候有必要隔离这些环境变量，这样得出的结果才是所要考察的因素对资产收益率的影响。而上述的研究没有排除干扰因素的影响，就认定资产收益率的异常波动是受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这样的结论是没有根据的，也是没有意义的。

其次，时间在案例研究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研究时间的长短本身对结果的影响也很大，在对南非问题的研究中，Wright和Ferris选择的时间间隔是10天，而posnikoff研究中的时间间隔是250天，Teoh等人则是以200天为考察的时间段。同样的情况还有所调查企业的差异，Teoh等人的研究选择的企业主要是银行业，Wright和Ferris，posnikoff选择的企业则更加广泛，从传统制造业到IT业。各项研究之间存在差异，不具有可比性，本身就是干扰因素，这种研究体系的不统一使得研究缺乏实用性。

再次，Wright和Ferris，posnikoff以及Teoh等人研究的对象都是美国企业从南非撤资或终止业务的行为，Clinebell研究的是企业关闭工厂，hannon和Milkovich研究的是企业人力资源政策的良好声誉，Worrell，Davidson和Sharma研究的是企业临时解雇员工，即使研究体系是统一的，但针对不同社会责任行为的研究之间也是没有可比性的。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来说，个别行为的影响是没有显著意义的。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并不能反映企业社会责任的全部，以这种以点代面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并不能反映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真正关系。因此近年来从事这一类研究的研究者已经相当得少，研究者纷纷把注意力投向第二类研究。

2.3.2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

第二类研究是以企业社会表现衡量作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的依据，研究企业社会表现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关系(McWilliams &Siegel，2000)。这类研究成为目前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的热点。

从1972到2007年间，公开发表的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共有131篇，其中根据Margolis和Walsh(2003)研究，到2002年为止的文献数量是127篇。从Bragdon和Marlin(1972)与Moskowitz(1972)两份最早关于公司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开始，20世纪70年代总计发表了另外17篇，80年代30篇，90年代68篇。在1993-2007年的最近15年中，研究者又发表了68篇新的研究成果，其中国内学者的研究出现了2篇。可见，虽然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历史已有近40年，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并未有丝毫减少，反而随着相关的企业理论研究的进展和突破，呈现不断增多的势头。在这131篇研究中，113篇论文以企业社会责任作为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企业绩效为应变量(dependent variable)，其中，近半数研究(56篇论文)得到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正相关的结论，仅8篇研究发现负相关，29篇报告不显著，同时20篇没有明确结论。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应变量，企业绩效作为自变量的研究有22项，其中绝大多数研究(16篇)得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正相关的结论，4篇研究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进行了双向检验，这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得到的结论超过研究数。

如果企业社会责任对提高企业绩效有正面的作用，那么企业使用资源来履行社会责任就会增加股东的利益——经济契约模型中剩余索取权。上述这些研究结果也暗示，要获得一个非常明确的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答案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这些持续的研究反映出为解决企业社会责任提倡者和反对者之间的争论，人们做了不竭努力，同时也暴露出在过去的这些研究中存在着方法论上的和理论上的缺陷。自1978年以来总共有13篇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关系的综述性文献，其中9篇是在近10年中发表的。这些综述指出了先前研究中存在的从样本选择到计量的效度和信度等各种问题，为后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总体来看，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间关系不断增加的实证研究表明，这些争论远远没有结束。

我国目前还缺乏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近几年才开始有研究者对此问题产生兴趣(沈洪涛，2005；李正，2006)，但大部分的研究文献都是定性地分析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可能的影响。其中不乏泛泛而谈，如胡孝权(2004)指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基础，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为企业创造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有利于树立企业形象，产生广告效应，是企业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经济、生态可持续发展统一的关键。企业社会责任会增强企业的差异化优势，提升企业的信誉度，有助于企业建立与客户及员工的良好关系，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也有研究者从具体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如谭深和刘开(2003)从国际竞争的角度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的影响，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短期可能对我国企业的对外经济贸易产生缩小效应，产生负面影响，而从长期来看，能建立企业的国际公信力，带来正面的贸易创造效应，并指出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增强有助于顾客忠诚度的增强，有助于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有助于改善企业外部的政策制度环境，有助于降低市场壁垒。

2.3.3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述评

从20世纪70年代起，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就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之一，Griffin和Mahon(1997)戏称：“自Friedman以来，这方面关系的探讨始终就是一场活生生的战斗。”从狭义的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回应到企业社会表现等各个阶段都出现了丰富的实证研究。总体来看，在众多实证研究中，承认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两者正相关的占多数，即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促进企业绩效的增长。

无论这些定性分析得出的论点有多么吸引人，它们都缺少定量研究的支持，只能说是研究者的一种美好期望。所以，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是非常必要的，而途径就是借用国外已经成型的研究体系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本书将从广义的企业社会责任来看待其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通过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明确单项资源对企业绩效的作用和单项资本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阐述更为完整和清晰的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作用机理，为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应用和管理提供理论支持和引导，为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深化和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

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和企业绩效来源理论研究说明了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基础和新发展，及其与企业绩效的关联性，之后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进行了综述，说明了本研究的必要性和对目前理论发展的贡献。在下一章中，笔者将通过进一步的理论分析演绎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的概念模型。


第9章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分析从前述文献综述可以看出，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出现结果多样、众说纷纭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研究方法上的不一致所造成的，但更本质的原因在于这一领域的研究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Wood，Jones，1995)。Rowley和Berman(2000)在分析了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的基础上，比较客观地指出形成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财务业绩关系研究窘境的症结在于“……从理论上来看，没有合适的理论来说明为何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业绩之间存在关系以及存在什么样的关系。”由于普遍缺乏理论基础，一些尝试通过理论对这一关系的研究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依赖的理论往往是利益相关者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主要通过关注企业交易环境中伙伴行为的分析范式，而没有论及企业内部资源在企业中的价值创造功能。

本章将主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引入企业资源基础理论这一战备管理的新视角，并说明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的一种关键资源；二是阐述企业社会责任所具有战略资源的特征，以及其内在的要素结构；三是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对企业绩效进行解释，并在逻辑推理、理论分析以及已有研究成果紧密结合的基础上，构建企业社会责任作用企业绩效的关系和路径。

3.1资源基础理论——一种新的战略理论视角

20世纪80年代始，战略管理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企业竞争优势根源问题进行探讨，相关的理论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以波特的产业分析理论为代表的企业竞争优势外生论；二是以资源基础理论为代表的企业竞争优势内生论。这一时期产业组织学派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另一种新的战略理论流派开始悄悄地萌芽并逐步发展壮大起来，这就是资源基础理论(resource based theory/perspectives，RBT或RBV)。

资源基础理论的产生有两个背景：一是归核化成为20世纪80年代企业管理的一大特征。在80年代，许多企业发现他们无法在众多领域成为世界级竞争者，于是纷纷清理非核心业务，回归到几个核心业务上，形成适度多元化状态。二是波特的竞争战略遭遇困境。波特的竞争理论是对美国及70年代制造业实践的总结，外生论把注意力集中在市场和产品上，把企业竞争优势归结于企业所处的市场结构和市场机会等，认为决定企业盈利能力首要的和根本的因素是产业吸引力，由5种力量决定。因此，企业选择一个正确的产业是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然而，随着企业战略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的不断深入，人们对于传统战略理论将竞争优势完全归因于行业结构和市场力量产生了质疑。产业分析理论过分强调企业的外部环境，强调“定位”，忽略了竞争优势的企业内在来源，导致企业为获得竞争优势而频繁地转换行业。特别是Lippmam和Rumelt(1982)实证提出产业内部长期利润率的差异要比产业间的利润率差异大得多，引发了人们对于传统战略理论将竞争优势完全归功于行业结构和市场力量的质疑。

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中期成功地出现了一股重新着眼于企业进行研究的潮流，研究者将探索竞争优势的着眼点再一次转向企业内部。在penrose(1959)企业成长理论的强烈影响下，Wernerfelt(1984)有论文《企业资源基础观》成为资源基础理论的奠基之作，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资源基础理论成为企业战略管理研究中最为活跃的一个理论流派，并由此产生了能力基础论、核心能力理论、动态能力理论和企业知识理论等能力理论体系。

3.1.1资源基础理论研究范式的演进

关于企业资源基础理论的研究范式，曾有不少战略管理学家做过探讨。Mahoney，pandian(1992)在《战略管理领域的资源基础观》中认为对于资源基础观的讨论可分为三种视角：关于企业的独特能力和异质性能力的战略视角、组织经济学视角、产业组织研究的视角。Wernerfelt(1995)在《企业资源基础观的十年发展》中也间接地提出了资源基础理论发展的几个方向：对资源本质的阐释、与熊彼特思想的结合、与治理结构的结合、对于特殊资源的研究等。Barney(2001b)在《竞争优势的资源基础理论：资源基础观十年回顾》中提出资源基础观研究的四种范式：产业经济学范式、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范式、演化经济学范式和新制度经济学范式。本书主要借鉴Barney(2001b)的划分方法，将资源基础理论从1984年Wernerfelt经典文献开始到最近一段时间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分类汇总。

一、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范式关注问题：资源供给的异质性和短期内缺乏弹性理论研究代表人物和标志性文献文献主要内容、观点

1.Wernerfelt (1984)：企业资源基础观

2.Barney(1986a)：战略要素市场：预期、幸运和企业战略

3.Barney(1986b)：组织文化能够成为可持续竞争优势的一个来源吗？

4.Derickx &Cool (1989)：资产存量积累和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

5.Barney(1991)：企业资源和可持续竞争优势

6.peteraf (1993)：竞争优势的基石：资源基础观

7.Amit &Schoemaker(1993)：战略资产与组织租金

8.helfat (1994)：企业应用性研发的企业专用性

9.Collins&Montgomery(1995)：资源竞争：20世纪90年代的战略

10.Wernerfelt (1989)：从关键资源到公司战略

11.Makadok(2001)：对租金创造的资源基础和动态能力理论的综合分析

12.Miller (2003)：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非对称观

13.hansen 等(2004)：资源基础观的贝叶斯方法

14.Montgomery &Wernerfelt(1988)：多元化、理查德租金和托宾

15.Chatterjee 等(1991)：资源和多元化类型之间的联系：理论和实证

16.Farjoun(1994)：超越产业界限：人力资本、多元化和与资源相关的产业集团

17.henderson 等(1994)：如何测度能力？在药品研究领域的探索性研究

18.Robins &Wiserma(1995)：多业务企业的资源基础方法

19.Schroeder 等(2002)：资源基础观视角下制造业战略与绩效之间的关系

20.hatch&Dyer(2004)：作为可持续竞争优势来源的人力资本和学习

14.因为异质性生产要素的过剩而选择多元化的企业大都只能获得最低的平均租金。

15.企业多元化是要利用对当前经营而言多余的生产性资源。

16.对于资源基础观的贡献在于使用可计量的人力资源方法来测度企业业务线的相似性或相关度。

17.将异质性能力区分为“组成”和“建构”能力，实证结果表明这两种能力与研究生产率呈显著正相关。

18.具有较高业务相关度的企业要比具有较低业务相关度的企业有更好的财务业绩表现。

19.从企业资源基础观的视角检验了制造业战略与绩效之间的关系。

20.半导体产业在不可模仿的、无形的、企业专用的人力资本上的投资对于企业学习效果和绩效有显著影响。

二、产业经济学范式关注问题：对SCp 范式的验证和权变发展理论研究代表人物和标志性文献

1.Rumelt (1984)：企业战略理论。

2.Corner(1991)：在产业组织经济学框架内对资源基础逻辑和五个学派的思想进行的历史比较：新的企业理论出现了吗？

1.提出“隔绝机制”，如信息不对称、生产者学习、声誉、路径依赖等，可保护优势不被模仿并维持租金流。

2.将资源基础学派的逻辑与5个学派：Neocalssical perfect competition，Industry organization，Schumpeterian competition，Chicago school，Transaction costs theory的思想进行比较，论证了资源基础企业理论的兴起。

3.hansen&Wernerfelt(1989)：企业绩效的决定因素：经济因素和组织因素的相对重要性。通过对60家财富1000的企业的经验性研究表明，虽然经济波动和产业因素对企业业绩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但企业组织因素却更为重要。

4.Rumelt (1991)：产业发挥了多大的作用？经验研究表明，企业效应，即企业自身的组织因素以及特有的资源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力要大于产业效应。

5.Miller&Shamsie(1996)：在两个环境下的资源基础观：1936-1965的好莱坞电影工作室。经验研究表明，财产类的资源在1936-1950年环境比较稳定、可预测的时候对财务绩效有促进作用，而知识类资源则在1951-1965年环境不稳定的后电视时期对业绩有较大帮助。

6.hult 等(2001)：市场导向起作用吗？一个对地位优势和绩效之间关系的考察。经验性研究表明，从资源基础观出发得出的四种能力：市场导向、企业家才能、创新和组织学习能为企业带来良好的竞争地位，并对企业绩效有积极的影响。

三、演化经济学范式关注问题：演化环境、路径、方向理论代表人物和标志性文献

1.Nlson &Winter(1982)：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提出经济理论的演化分析方法。动态演进的企业和作为自然选择的市场机制是影响经济变迁的两个关键机制。实证研究

2.Barnett 等(1994)：组织绩效的演化模型

3.Makadok(1999)：企业间规模经济的差异和市场份额演化

1.Oliver(1997)：可持续竞争优势：制度观和资源基础观的结合

2.Madhok(2002)：对企业和生产的制度结构的基本原理的重新评估和超越：罗纳德·科斯，交易成本和资源基础理论

3.Foss &Foss(2005)：资源和交易成本：财产权利经济学如何深化资源基础观。

4.Mishina 等(2004)：更多的资源总是有利于企业成长吗？在市场和产品扩张过程中的资源黏性4.检验了在市场扩张逻辑和产品扩张逻辑下，企业财务和人力资源储备与短期收益之间的关系。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企业资源基础理论的思想可追溯到penrose(1959)的工作，但真正的兴起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正如Wernerfelt(1995)所言，企业资源基础理论在整个80年代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并没有受到重视，这一时期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资源基础理论概念、范畴的界定上，研究范式主要是以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范式为主。直到prahalad &hamel(1990)提出核心能力概念以后，资源基础理论的研究才得到重视。90年代以后，资源基础理论的研究开始注重于理论框架的搭建和对特定能力的研究，研究的范式也从单一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范式扩展到产业经济学范式、演化理论范式和制度经济学范式。90年代初期的产业经济学范式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于SCp研究范式的反驳上，以后的发展倾向于一种权变的研究视角。演化经济学范式和新制度经济学范式的研究则是更近的事情，它们代表了资源基础理论发展的未来方向。

3.1.2资源基础理论框架下企业竞争优势获得机理

1．企业资源的界定

在资源基础理论中，资源是企业资源理论分析的基本单元。对企业资源的准确界定是企业资源理论研究的起点。资源基础理论中，各学者对资源的界定有所不同。按照Wernerfelt(1984)的说法，企业资源是“任何可以被看成是某给定企业优势或劣势的东西，更正式地说，企业在某给定时刻的资源可以被定义为那些半永久性附属于企业的(有形和无形)资产”。Barney随后扩展了这一概念，认为企业资源包括“企业控制的能够使企业制订和实施提高其效率和效果的战略的所有资产、能力、组织流程、企业属性、信息、知识等。用传统战略分析的话来讲，企业资源是企业在制订和实施其战略时可资利用的力量”。Amit和Shoemaker(1993)将企业资源定义为，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有用的要素存量。项保华(2003)认为，资源一般指的是那些能够由管理者所完全掌控的外显、静态、有形、被动的“使役对象”。除了上述企业资源的经典定义之外，众多热心于企业资源理论研究的学者根据其研究目的或是阐述问题方式的不同，也对企业资源进行了广泛定义。

本研究借鉴Barney(1991)提出的资源概念，认为资源就是企业拥有的独特的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和组织能力。有形资产包括企业的现金流量、负债能力等财务资源、原材料、厂房设备、机械设备等物力资源，经营管理者、技术人员、岗位工人等人力资源，应用、开发和储备的技术资源等。有形的资产具有很强的通用性和可转移性，因而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必不可少的，但也很难为企业创造更高的价值，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无形资产包括技术信息、市场信息、企业的声望、信用、文化、商标、品牌、专利、管理模式以及累积的知识和检验等，无形资产具有较强的专用性，能在企业经营活动中创造出较高的价值，在发挥企业竞争优势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而组织能力是资产、人员与组织投入产出过程的复杂结合，能力运用到企业的业务活动上，将决定企业业务活动的有效性。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组织能力和无形资产可以在使用中不断积累，如能恰当运用，就能通过有效的使用不断增长。这些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和组织能力的总和，构成了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因此，资源分配，特别是如何有效合理配置，以满足战略实施的需要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能力决定企业的异质性，企业之间的差异性是因为其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不同，这些资源和能力是企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积累起来的，这种积累过程具有不可重复性。能力也可以决定企业经营的纵深程度和横向范围，决定产出的效率、成本状况和企业的生产力。企业的能力是企业战略决策以及竞争优势的形成和维护的根本决定因素之一。因此，企业的能力来源于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特殊属性，在本研究中有时会对资源和能力这个概念交替使用，不特别进行区分。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分析资源基础论的前提假设。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人员开始系统地从资源角度来研究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正式意义上的企业资源基础理论渐渐成型。从Wernerfelt(1984)的《企业资源基础论》，到Barney(1986，1991)的《战略要素市场：远见、运气和企业战略》及《企业资源与持续竞争优势》，以及peteraf(1993)的《竞争优势的基石：基于资源的观点》，资源基础理论假设条件相差不大，都认为企业是各种资源的集合体，企业拥有的资源各不相同，具有异质性，企业资源的异质性导致了企业之间的异质性。同时，由于资源不是自由流动的，使得企业之间的异质性可能会长期存在。绩效优良的企业与绩效一般的企业相比，正是由于其所控制的资源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因此，Barney提出，资源基础理论有两个基本的假设：

(1)资源不同质地分布于各个企业中；

(2)这些资源具有黏性，不会无成本地在企业之间转移。

企业的特质资源是企业形成竞争优势、实现战略管理的基础。以上两个假设条件也被认为是资源基础理论的公理性原则。而我们知道，资源基础理论的前提假设就否定了上述对外部环境分析模型的隐含假设，提出了企业资源的异质性和不易流动性。对于外部环境分析模型，其隐含的假设在于企业资源方面，那么，是否可以类推出资源基础理论的隐含假设在于外部环境方面？答案是肯定的。在资源基础理论中，对于资源的价值定义为：“能够使企业发现和利用外部环境中的机会和化解风险，或者是企业能够构想和实施战略，提高企业的效率和效益。”这就表明，企业资源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外部市场环境。当外部市场环境改变时，企业资源的价值也随之改变。国内彩电业的巨头TCL，曾经自建起庞大的销售网络，极大提高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国美、苏宁等大型专业分销商的出现，使得TCL所拥有的销售网络的竞争优势大大降低。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识到，外部环境的变化引起资源价值的变化，而资源价值的变化，会导致企业资源分析结果的不确定性。因此，就像外部环境分析模型的前提隐含了同质和流动的资源市场，资源基础理论实际上隐含了外部市场环境的同质性和稳定性的假设。因此，我们在应用资源基础论的同时，必须注意其背后所隐含的条件假设。

2．资源基础理论的观点

资源基础理论把企业看做是“一系列资源的集合”。它放松了经济学理论的假设条件，提出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模型不同的假设，即企业是异质的。企业的异质性不仅表现在投入品或资源配置的差异，而且表现在要素资源的组合方式存在差异。由于企业资源的异质性以及不完全要素市场，企业之间的差异可能会长期存在，那些长期占有独特战略资源的企业更容易获得持久的经济租。从这个角度看，企业不仅是投入要素的结合体，也是异质性生产要素的创造者。

资源观对资源的重视必引出对企业资源的认识问题。经济学中对资源的认识囿于这样的范围：企业资源主要是资本品、原料和人；这些资源是稀缺的，彼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替代；各种资源都是同质的，并可以按相同的价格从市场上得到供应。资源观扩展了资源的概念，界定了更为广泛的资源范畴，资源的成分涵盖了更为活跃的技能和人力资源。企业的资源被定义为“企业拥有的或者控制的要素的集合”(Amit &Schoemaker，1993)。资源可以结合其他广泛的资产和机制如技术、管理信息系统、激励系统、管理层和劳动力间的信任等而转化为最终产品或服务。资源包括可交易的知识产权(如专利和许可证)，也包括财务资产、物质资产和人力资产等。

企业资源中，除了资金和原材料等属于对所有企业有着同等意义的同质资源外，其他资源所含有的活性因素如知识、经验、技能、判断力、适应力以及企业组织系统内外的各种联系等，使每一种资源都富有变化而呈现出千差万别的形态。也就是说，这些资源基本上属于异质性资源，也有学者称其为战略资源(Dierickx &Cool，1989)。

peteraf(1993)从资源流动性角度区分了两种性质的企业资源：完全不可流动的资源(perfectly immobile)和不可完全流动(imperfectly mobile)的资源。完全不可流动的资源是指不能交易的资源。Dierickx和Cool(1989)讨论过这类资源：产权不清或者不能记录(bookkeeping feasibility)问题的资源属于这一类。有些资源具有显著的特异性，对其他企业毫无用处，也属于此类资源。另一些资源属于不完全流动性资源。这些资源可以交易，但是在企业内使用比其他的应用方式更有价值。这些资源存在一定的专用性，适应企业特有需求。资源不完全流动的原因主要是信息不对称或交易成本过高(Williamson，1975；Rumelt，1987)。

资源和能力、知识常常联系在一起。资源观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深化，引申出能力观、知识观等流派。

随着资源观研究的发展，能力的重要性凸现出来。penrose(1959)指出“企业可能不是由于拥有更好的资源而是由于更好地利用资源的能力而实现租金”。因此，只拥有战略性资源是不够的，获得竞争优势也需要把资源“有效利用”(Mahoney &pandian，1992；penrose 1959)。这种核心能力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

能力，相对而言，指的是企业利用资源的能力，即企业组合、利用组织过程来达到期望的结果。能力被抽象为企业生产的“中间品”，为资源带来增值，为最终产品和服务带来战略柔性和保护。与资源不同，能力是以企业人力资本对信息的开发、传递为基础的。

能力观是以资源观为基础的，许多观点与资源观的观点交织在一起，难以截然分开。但能力观更强调协调和运用资源达到经营目标的“能力”，认为这是构成企业竞争优势的基础，一种占优或特异的资源也许会随着竞争环境的变化而失去其优势，但是企业能力可以保持和发展，从而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长期保障。正如Makadok(2001)所说，传统资源观强调资源的选择，而组织能力观强调资源的组合或利用。

目前能力观的研究有两个层面，即宏观和微观层面。从宏观层面上看，能力观的研究主要分析的是产业或国家的技术能力与国家竞争优势和经济绩效的关系。例如M.弗兰斯曼(M.Fransman)和K.金(K.King)主编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技术能力》，通过对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韩国、巴西和印度等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增长的研究，阐述了自主技术能力对国家与产业层次的持续竞争优势的影响。

在微观层面上，主要是针对企业核心能力、动态能力(Teece，pisano &Shuen，1997)的研究。企业获得的竞争优势不仅来源于它拥有的资源禀赋，更来源于企业对资源的组合方式和使用方式(penrose，1959)。这种组合和利用资源的能力累积被称为核心能力。核心能力具有企业特质性、难以模仿性和路径依赖性，同时它也是一个同技术和组织均相关的变量。

企业核心能力向企业经济绩效的转化过程这一问题，只有少数学者进行了研究。R.G.麦克格雷斯等(R.G McGrath，et al.，1996)提出了一个在创新过程中企业经济租产生的阶段模型。企业经历“因果认识”推动“团队进步”，导致“新能力”的出现，从而产生“经济租”。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尽管核心能力是一个企业整体层次的概念，但大多数研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技术职能层次的核心能力研究上，而没有关注企业的整体核心能力。另外，核心能力与企业绩效的关联性研究也相对较少，两者之间的关系仅仅是逻辑推理的结论，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正如凯文·科因等人所说：“尽管(核心竞争力)这一概念已受到各方关注，其对公司绩效的实际影响却是含糊不清的。”

3．带来竞争优势的资源的特性

根据资源观，企业持久竞争优势来自于异质性资源，异质资源的特殊属性能引致防止或减缓异质资源效能损耗的机制。并非所有的资源都能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但并不是所有资源都是资源基础理论中所指的企业资源，只有那些有助于制定和实施企业战略，达到提高企业绩效目的的资源才被称为企业资源。而这也正是资源基础分析方法的主要应用方式：识别企业资源，探讨具备何种性质的企业资源才是产生长期竞争优势的源泉。

Barney(1991)认为，作为竞争优势源泉的资源应当具备以下四个标准：①有价值；②稀缺；③不能完全被仿制；④其他资源无法替代。虽然有学者提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个说法显得有些重复，因为资源如果不稀缺就不会有价值，所以稀缺资源是有价值的资源(Lewin &phelan，2001)。不可模仿和非替代性才是这类资源的关键特征。但是，大多数战略研究领域学者都对这四个标准表示认同。Amit和Schoemaker(1993)还根据Barney(1989，1991)和Dierickx和Cool(1989)以及Ghemawat(1986)对企业资源的期望性质的讨论，总结出战略资源的性质除了稀缺性、难以模仿和替代之外，还有可交易性低、可独占性(appropriability)、互补性(complementarity)、耐久性(durability)以及与本行业的战略要素的一致性。

关于异质资源导致竞争优势的机制，peteraf(1993)提出了有代表性的模型。他结合了Rumelt与Wernerfelt的概念，提出四个条件，即“资源异质性(heterogeneity)”、“竞争的事后限制(ex post limits to competition)”、“竞争的事前限制(ex ante limits to competition)”及“不完全流动性(imperfect mobility)”构成的模型使异质性资源给企业带来持续竞争优势。其中“资源的异质性”是公司之超常利润(租)的来源；“竞争的事后限制”则是由隔离机制所产生的，目的是获得持久租金；“竞争的事前限制”则是指公司应建立使潜在进入者难以跨越的资源位置的机制，使得潜在进入者在高成本壁垒下望而却步，无法进入该市场；“不完全流动性”将导致竞争者难以取得所需之资源，使得该公司能从该资源中持续取得利益。

“隔离机制”(isolating Mechanism)也是异质性资源带来竞争优势的重要解释。通常认为，异质性资源主要通过企业内生增长而创建和积累，异质性资源特征的出现是源自该类资源的积累或创建过程，包括独特历史条件、因果模糊性、社会复杂性等。由于这些过程的特殊性，导致生产要素资源的供给不是像新古典经济学中假设的那样是弹性的，而是无弹性的：有的资源和能力依靠路径依赖而发展；有的资源和能力由于因果含糊性而在短期内不知如何获取；有的资源和能力因社会复杂性而无法购买或者销售……这样，其他企业对优势企业的模仿将面临强成本约束，这些资源和能力成为优势企业的“隔离机制”。

(1)时间压缩不经济性(time compression diseconomies)

战略资源通常是知识、能力等无形资源，这些资源的积累不仅是要素投入的线性函数，时间变量在其中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战略资源的积累是时间投入与要素资源投入相结合的漫长过程。人为压缩这一过程，试图在较短时间内通过一定的要素投入构建异质性资源，正如拔苗助长一样是无效率的，可能造成资源的品质达不到预期要求。例如，组织的创新能力不可能在有限时间内形成，而组织的新知识也不是组织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组织资源短期相互作用所能创造的，组织的品牌、信誉、形象等资产更不可能一朝一夕建立起来。

因此，对这类战略资源的形成来说，时间是难以逾越的因素。模仿企业可能加大其他要素投入，但不可能把时间压缩。因此，时间要素成为拥有战略资源的企业维持竞争优势的一道天然屏障。

(2)因果模糊性(causal ambiguity)

Lippman和Rumelt(1982)用因果模糊性概念来描述组织行为与结果间的因果联系不明的状态。Barney(1985)也认为：“在复杂的高度相关的人力或技术系统中，成败的原因常常难以辨别。……因果关系的建立非常困难，伴随而来的绩效评价也十分模糊。”这种模糊性不仅体现在行为与结果之间，行为过程中也存在大量的隐性成分。例如，企业所拥有的知识和能力之间存在着难以言表的复杂联系。

因果模糊性的存在使得竞争对手的模仿无从下手，企业的模仿行为将面临更高的成本压力和极大的不确定性，从而制约企业的模仿行为。

(3)独特历史条件(unique historical conditions)

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独特发展环境、路径、文化和规范(Sathe，1985)。这些因素的沿革与企业异质资源积累同步进行着，其中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不言而喻。某些核心知识和能力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对特定历史机遇把握的结果。社会历史的演进使得特定机遇消失，特定资源产生的条件不复存在，导致特定资源无法形成。因此，某些资源的积累过程是“时势”造就的，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即使企业不惜成本复制出完全相同的内部环境和资源，也无法使历史重演，无法使资源积累过程重复发生。因此，受制于独特历史条件，许多企业的刻意模仿行为是毫无意义的。

(4)社会复杂性(social complexity)

MacMillan，McCafferty，和Van Wijk(1985)曾对产品的形成做过分析，认为产品来自不同部门技能的结合，具有复杂性，导致模仿困难。与此类似，特定资源的形成是在一定的复杂社会系统中实现的。以企业为边界，社会复杂性包括外部社会复杂性和内部社会复杂性。外部社会复杂性是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如消费者或供应商的跨边界网络，可通过信息交流促进企业创新(Tushman，1977)，或者通过商务和人际关系建立稳定的利益均占的长期合作。而内部社会复杂性主要指的是团队生产过程中的复杂社会关系。社会复杂性往往导致因果模糊性(Reed &DeFillippi，1990)，使得模仿行为的成本增大，限制企业的模仿行为，保护优势企业的利益。

(5)路径依赖性(path dependence)

路径依赖性是动态过程的非遍历性(nonergodicity)(Arthur，1989)。在存在路径依赖的情况下，动态变化无法相交于一个特定的稳定均衡结构上，经济过程中的历史事件将影响甚至决定相同发展出现多种不同的后果。因此，路径依赖是“敏感依赖于初始条件的”(initial conditions sensitive dependence)。从企业战略资源的积累角度分析，路径依赖意味着企业战略资源的未来积累受到过去和现有资源存量条件和特征的约束(Langlois，1995)，由于资源积累具有时间路径的不可逆性，因而一旦资源体现了某一特性，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现有的资源优势所带来的报酬决定着资源积累的方向，资源、能力将以既定的方向积淀、发展。例如，企业特定知识的创新受到现有知识存量和人力资源质量的约束。这样，在企业选择开发一定的战略资源时，有必要先对这种资源与自身条件的相宜性进行分析。

路径依赖性说明企业积累战略资源需要一定的必要条件，如果企业的初始条件(即资源存量条件和特征)达不到要求，那么模仿行为也是无效的。这无形中为企业模仿行为设置了另一门槛。

综上所述，企业战略资源的选择和积累方面的决策，是在兼顾有限理性、时间压缩不经济性、路径依赖性、因果关系模糊(Amit &Schoemaker，1993)等约束条件下做出合理满意的决策。这种资源必须具备有价值、稀缺、不可模仿、非替代性等特质，才能保持企业的竞争优势。

Wernerfelt(1984)也提出过类似于进入壁垒、隔离机制的“资源位置壁垒”(resource position barriers)概念来说明异质性资源特性，她认为在企业资源与绩效高度相关的前提下，企业的竞争优势将随着资源的损耗而丧失，因此为了巩固竞争优势，企业应设法建立一些资源位置障碍，以提高其他企业取得这些资源的难度，进而成为进入壁垒的一部分，维护和延续企业的竞争优势。Wernerfelt还指出“资源本身的特性”与“资源取得的渠道”都可能是形成资源位置障碍的因素，而且这些障碍往往是耗费相当时日逐渐累积而成的，并且具有自我成长(selfreproduction)的特性。

另外，正如Black和Boal(1994)所说：“……单单列出蛋糕的配料不等于蛋糕。”单个资源及其特异性并不能自然而然地给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只有把企业资源要素组合起来，产生独特的企业活动，才能真正显示企业的竞争力。因此，企业的竞争优势既来自战略资源优势，也来自于资源组合效率的优势。由于企业资源禀赋不同，企业可能存在着不同的资源组合方式，对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产生直接影响，从而带来企业竞争优势的差异。一些独特的组合方式也是能给企业带来长期的经济租。Teece(1986)对此进行了研究，提出联合专用资产(cospecialized assets)是企业的一种“隔离机制”。联合专用资产中所包含的资产不止一项，这些资产必须相互结合使用，或者结合使用能具有更高的经济价值。由于它们没有其他的应用，或者至少其中一种资产具有企业专有性，它们的流动受到限制，它们的优势得以保持。

3.1.3资源基础理论评述

企业资源基础观在目前企业能力理论中占据主流地位，而且其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中。

(1)从研究范式来看，产业经济学范式的研究逐渐式微，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范式的研究正逐步受到演化经济学范式和新制度经济学范式的挑战，而后面两者则正在成为资源基础理论研究领域的新宠。

(2)从研究的内容上来看，有几个特点：第一，研究的重点发生转移。90年代以前的研究侧重于资源基础理论的概念、范畴的探讨，并逐步达成共识。90年代以后的研究重点就放在了资源基础理论的框架搭建和实证研究上。第二，研究的方法逐步从理论性研究转向经验性分析。第三，经验性研究的内容也走向具体化，往往只分析某一类产业的一种或几种资源与绩效之间的关系。第四，分析的范围也逐步扩大，从实物资源、技术资源到企业文化、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交易成本、治理结构、组织学习、组织演化等。

企业资源基础理论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由于过分依赖均衡分析，有强烈的静态分析倾向，缺乏对资源产生过程的分析。正如Barney(2001b)所承认：“基于资源的企业观历史性地没有对过程和操作给予足够的关注。”


第10章 企业社会责任与资源基础理论中的资源

3.2.1企业资源的类型分析

企业是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以及能力的独特组合(Wernerfelt，1984)，资源是资源观的基本分析单位，是非永久性地与企业联系的资产。

许多研究文献提出了资源分类。Barney(1991)把资源分为三类：物质资本资源(physical capital resources)、人力资本资源(human capital resources)、组织资本资源(Organizational capital resources)。物质资本资源包括企业的厂房设备、技术、地理区位以及原材料的供给情况等；人力资本资源指的是企业的培训、经验、知识、关系和员工的技能、教育水平等资源；组织资本资源则包括组织文化、组织系统、知识产权和其他无形资源等。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组织资本共同构成了企业的资源基础。

依据资源的物理形态，hall(1993)把资源分为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两类，有形资源包括物质资本如工厂设备、人力资本数量和员工的技能水平以及财务资本。无形资源可进一步分为两类：一类是受法律保护的所有权资源，如专利、商标、版权、合约和许可证；另一类是能力。

Grant(1991)列举了六类主要的企业资源，即财务资源、物质资源、人力资源、组织资源、技术资源、创新资源等。

此外，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于资源类型提出了各自的观点。

上述分类虽然分类的角度或者标准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基本是可以相互对应的，其所包含的内容从总体上看也是一致的。如果把它分为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两部分，那么两种资源分别包含以下内容：

(1)有形资源，是指具有一定实物形态的资源，包括财务和物质资产，如货币、生产设施、原材料、产品等，它可以在资产负债表上充分表达。

(2)无形资源，是指诸如公司的声望、品牌、文化技术知识、专利和商标以及日积月累的知识和经验等不具有具体实物形态的资源。其主要包括：人力资本，是指企业拥有的参与企业生产经营的劳动者的能力；组织资本，是指资产、人员与组织投入产出过程的复杂结合而表现出的能力，包括组织流程、制度文化、技术资本（如专利、技术诀窍等）。

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资源分类中的无形资源有着诸多类似之处。例如，根据Barney(1991)，除物质资本资源外，还有人力资本资源和组织资本资源。把Grant(1991)的分类综合起来，“科技资源、声誉、组织资源”都是组织资本的内容，这样Grant(1991)的分类和Barney(1991)的分类基本一致，除了物质资本外，人力资本和组织资本是企业的重要资源。

3.2.2企业战略资源：带来竞争优势的资源

根据企业的资源基础理论，企业特有的异质性资源和能力是解释企业绩效的关键，由此可以推论：获得异质性资源是竞争优势的关键。资源基础理论的核心概念就是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异质性资源，也有的学者称之为战略资源。

如前所述，Barney(1986)提出异质性资源的特征包括稀缺性、有价值、难以模仿、难以替代，Amit和Schoemaker(1993)则根据Barney和Dierickx，Cool的研究，总结出战略资源的性质除了稀缺性、难以模仿和替代之外，还有可交易性低、可独占性、互补性、耐久性以及与本行业的战略要素的一致性。

笔者认为，Barney提出的四个标准是相互联系的，可以视为异质性资源或战略资源的基本性质；Amit和Schoemaker(1993)所补充的性质中大部分是可以通过以下四个基本性质推论出来的。

首先，稀缺性反映的是在竞争市场中拥有某种资源的企业数量。如果拥有某种特定资源的企业数量很多，那么资源的稀缺性就不高，企业从中获得超额租金的能力会减少。后者反映了资源的价值高低。资源能够使企业利用市场机会或者阻碍竞争威胁，它就是有价值的。这种价值性的高低表现为通过该资源获得超额租金的能力。因此稀缺性低的资源的价值必然相对较低。资源带来的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是它的可模仿性和可替代性的函数。某些具有不完全可模仿性或者不可模仿性的资源是竞争优势可持续的基础。不完全可模仿(imperfect irritability)是资源形成过程的性质决定的，如独特历史条件、因果含糊性或者社会复杂性(Reed &Defillippi，1990)的资源难以被模仿。战略资产的替代性意味着一种资源是否具有战略等价物(strategic equivalents)。但是，与“稀缺性”概念类似，它也是一个程度的度量。两种资源若都容易获得并且完全替代，那么一种资源显然会破坏另一种资源的产生租金的能力。但完美替代常常不存在，资源A的产生租金能力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被A的替代物B所抵消。如果战略等价物替代存在，但是也很稀缺，那么这种资源仍然具有战略重要性。例如，资源B可能是资源A的战略等价物，但是资源B和A一样是稀缺的，那么两者都是战略竞争力的来源。因此，稀缺性、有价值、难以模仿和难以替代是战略资源的基本性质。

其次，稀缺而有价值、难以模仿和替代的资源只能是无形资源的一部分(Michalisin，Smith &Kline，1997)，这部分战略资源由于稀缺和难以模仿，必然只具有较低的交易性，而这些资源所获得的租金是可以为企业所独占的。由于资源具有相对稳定性，能带来相对稳定的竞争优势，所以这种租金也是能够相对持久的。由于企业总是处于某个特定行业内，竞争也必然在行业内进行，那么与行业战略要素相一致的标准只是战略资源存在的前提。

最后，互补性表示战略资源通过与其他企业战略资源的结合增加资源的战略价值，笔者认为这一性质并不构成战略资源的必要条件，而只是充分条件。因为战略资源是可以带来持续竞争优势的资源，这种资源的互补会增强竞争力，但是如果某企业只有一种战略资源，没有其他战略资源可以与之互补，那么企业仍可能获得竞争优势。

因此以下分析基于上述四个标准来进行。

3.2.3战略资源与无形性分析

基于资源观，可以得到这样的推论：战略资源是企业绩效的关键决定因素。战略资源是具有稀缺性、有价值、难以模仿和不可替代的资源。

企业资源可以分为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两大类。有形资源具有物质性，包括土地、工厂设备以及货币资源。有形资源虽然具有一定的稀缺性，但它们都可以在公开市场上购买到，因此它们可被轻易地模仿。在排除由政府限制竞争的法令和政策导致的“法定垄断”(statutory monopoly)的有形资源的情况下，以有形资源为基础无法构建持久的竞争优势。

无形资源能够带来相对持续的竞争优势。有的无形资源受到法律保护，这种资源能够有效地保证稀缺性和不完全可模仿性。例如，专利和许可证技术等通过法律手段确保排他性使用权，模仿也被法律禁止，因此这些资源具有的潜在价值在一定期限内持续。其他无形资源如组织文化、员工的knowhow、社会关系等使企业能以独特的方式更有效地利用物质资源(Barney，1991)，这些无形资源的形成和积累具有因果模糊性、社会复杂性和独特历史条件等特征，因而难以观测。可模仿性很大程度是可观测性(observability)的函数(Godfrey &hill，1995)。无形资源观测性差决定了该资源难以被模仿，从而巩固了竞争优势。


第11章 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的战略资源

3.3.1企业社会责任本质分析

结合前人研究成果，笔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具有下列特征。

1．无形性

企业社会责任无实体物质形态，本质上与“声誉”、“品牌”、“信誉”、“责任”及“创新”有极大的关系。企业社会责任的诸多要素都是无形的，或者存在于人的头脑中，或者储存在隐性的组织结构和关系中。例如，人力资本所包含的知识、能力、经验都无法编码化，属于隐性知识，只存在于员工的头脑中。企业的品牌、文化、结构、流程等也是不可触摸的，只能存在于企业特定的组织结构之中。企业与顾客和供应商的关系是在长期相互磨合和沟通的过程中逐渐培养起来的，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这种关系的存在可能与某些员工有很大关系，一些员工与顾客或供应商的相应代理人建立起良好的个人关系和互信而持久的组织联系，从而能够维持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这种关系也可能只与组织有关，以企业为主体建立的与其他企业或机构的关系跨越个人关系的范畴而稳固存在。

2．非交易性

企业社会责任显然是不可交易，也不可能在市场中买卖的，虽然企业社会责任中的技术资源如专利、商标等是可以在技术(知识产权)市场上公开交易的；在企业的合资合作中，技术也可以作为一种资本入股，可以折合为一定数量的资本金；大多数国家也对人们从事智力劳动的成果给予保护，即知识产权保护法律，而且这个法律已经进入国家间的贸易谈判中，力图实现全球范围的保护。但是大部分企业社会责任具有企业专用性，是无法进行市场交易的。

3．自增强性

企业社会责任不像其他的物质资本那样，随着使用而损耗，价值减少；相反随着使用的时间推移，企业社会责任的价值可能逐渐增加。例如人力资本中的知识和技能在使用过程中，知识会逐步改进和技能会因熟练而增强。组织资本中的常规、规程也是如此，使用的过程就是形成正反馈循环的过程，这一过程会使得组织资本得到不断加强。声誉资源的使用也可以带来加强的效果。企业社会责任的损耗只可能在知识过时、组织变革和关系遭遇欺诈或单方面损害的情况下发生。

4．收益的递增性与不确定性

首先，企业社会责任与一般实物资本投资的收益表现有着显著的差异。研究表明以声誉为基础的经济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不是投资的收益递减规律，而是收益递增规律，即对于某一特定企业资源的投资来说，随着投资的持续增加，收益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逐渐增加，直至被另外一种全新的资源替代为止。阿瑟曾总结出“技术采用的收益递增”的五方面原因，即干中学、网络延伸性、生产中的规模经济、信息的递增收益和技术的相互关联性。

企业社会责任本质上是基于社会网络的资本，是企业个人、企业组织自身和企业与外界机构关系中蕴藏的经济性社会网络资源，因而企业社会责任投资同样遵从收益递增规律。企业社会责任的收益递增主要缘自：

(1)社会网络的延伸效应。组织内部以及组织间都在不断构建基于共同目标或特定目标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关系网络，随着这种网络的日益延伸和完善，从组织内部来看，组织文化或非正式交流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如果能够保证这种作用与组织的战略和结构相适应，那么组织的有效性将会得到持续提高。从组织间关系来看，这种网络的延伸和交流的增加能增进组织间信任，促进了组织间交易的高效率。

(2)组织的规模经济。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总的组织费用虽然会上升，但单位组织费用却可能下降，而且各种交易费用也会相应降低，从而产生组织的规模经济。组织的规模经济成为诱致企业持续地投资于企业社会责任从而产生社会资本的主要因素。

虽然具有收益递增性，但同时，企业社会责任的收益也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例如旧网络会迅速被新网络所替代从而造成旧网络的贬值，投资收益性下降。投资某种类型的企业社会责任也并不必然增加其水平(Roos &Roos，1997)，例如，企业采购的IT系统可能并不适合企业，从而无法增加企业组织资本的投资收益。企业的关系资本同样存在收益不确定性。顾客与企业是通过交换关系而实现沟通的，在买方市场下，顾客购买的选择空间极为宽泛，顾客流动性的增强为关系资本的形成造成了障碍，也使得关系资本的收益波动性较强。

5．企业社会责任的专用性

首先，企业社会责任具有专用性。任何组织资本投资都天然属于组织本身，也即都是专用的。组织资本的专用性最突出的表现是它的不可转让性，即不能进入市场交易，即使在企业购并的情况下，组织资本也难以测算，而且随着购并的发生，被购并企业的组织资本将损失殆尽，残留的组织资本不仅难以发挥作用，还会成为购并企业进一步投资于组织资本的壁垒。其次，部分人力资本也具有专用性。企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为了提高员工的生产性技能，当员工形成专门适用于特定关系和特定组织的技能时，这部分技能具有专用性。此外一些技能是在干中学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缄默性和独特性，其他企业无法学习和应用。这些企业专有的特异能力就形成了部分具有专用性的企业人力资源。声誉资源也具有专用性。合作网络、契约或信任是在特定的组织间形成的，它不可能转让给其他组织，为其他组织所用。

企业社会责任的专用性导致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组织密切结合，企业社会责任的投资回报也依赖于企业的总体绩效，难以分解出具体某一项企业社会责任投资的收益。因而，从长期发展来看，企业社会责任投资回报率高低只能是企业集体成就和个人成就的折中反映。

6．企业社会责任要素间的相互依赖性

声誉资源、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技术资源是紧密联系、互为因果、不可分割的，它们之间的作用是一种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因而，企业社会责任投资必定是一种连锁性投资，即投资于人力资源必定连带性地投资于声誉资源与技术资源，投资于声誉资源也必须同时投资于人力与技术资源，而投资于技术资源又要连带性地投资于人力和声誉资源。否则，将会由于投资瓶颈的存在而导致整体企业社会责任成长的缓慢乃至停滞与萎缩，进而使单要素的企业社会责任投资失去意义。企业社会责任投资的这种连锁性特点集中反映了企业社会责任构成要素间的相互依赖性。

3.3.2企业社会责任的战略资源属性分析

根据资源观理论，拥有持续竞争优势的资源必须具有以下条件：它必须能为企业创造价值、稀缺性、不可被模仿和替代(Barney，1991)，因此以下将集中探讨企业社会责任是否符合这些条件。

首先，企业社会责任是有价值的。

价值是运用资源进行竞争的结果。企业社会责任所创造的价值难以用数字直接度量，因此对这方面的研究很少。但是可以从企业社会责任的各内在要素的作用及其影响角度加以推断。

从人力资源来看，Steff和Maurer(1988)指出：“公司特定人力资本理论(hashimoto，1981)，提供一个检验人力是否能创造价值的工具。”人力具有的将投入转换为产出的能力是人力创造的价值。传统上将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化应用在人力资源的例子较为困难，近年来转而利用效用分析评估(如Schmidt et al.，1979)。Bourdreau和Berger(1985)扩大了Schmidt的模型，进一步透过两个途径证实人力资源的价值：①明确地计算出人力资源(员工)为公司所销售价值，这个销售价值呈现在公司的生产流程中，人力资源所能增加的价值；②在Bourdreau和Berger的模型中，以金钱为价值的单位可以让公司容易追踪员工的离职与新进员工在价值创造上的差异(Steffy &Maurer，1988)，因此整体来说，从效用分析来看，人力资源具有创造公司价值的能力。

声誉资源的研究中，由于声誉资源难以度量因而缺乏对企业社会责任带来的价值的直接测量。Atkeson和Kehoe(2002)［36］认为在美国制造业，近9%的产出是用物质资本或劳动力所不能解释的。这个产出中约4%的产出可以用组织资本解释即基于经验的组织专用知识。他们发现，声誉资源等组织资本存量略为物质资本存量价值的2/3。当然这是在宏观层面的研究。从企业层面看，Lopez，Salazar，de Castro，Saez(2004)［37］分析了声誉资源等组织资本的各要素与竞争优势性质的关系，说明声誉资源要素都具有价值。

定性分析表明，组织资本能够提高企业运作效率，提高生产力，增强企业适应性，这些都能够为企业创造价值并增加企业绩效。

关系资本也具有价值创造的功能，学者们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间接的。例如网络关系的存在能够增强与消费者的关系进而促进销售增加，增强与供应商的关系有利于及时获得满足需求的原料，提高生产效率，这些都会最终提高经营业绩。又例如良好的信誉有助于企业赢得顾客、交易溢价、吸引更好的人力资源、促进进入资本市场、吸引投资者和获得其他资源。它也能增进新产品和服务的成功率，获得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例如战略联盟和JIT安排。而且，企业信誉能防止竞争者进入市场和减少对竞争行为的报复可能性(porter，1980，1985)。换句话说，在资源观逻辑下，良好的信誉由于它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多的机会和减少威胁而具有价值。

因此总体上，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能够增加企业的价值。

其次，企业社会责任具有异质性，是企业生成稀缺资源的原因。

稀缺是不能同时满足所有的愿望，必然导致选择，带来资源的配置问题。首先，高水平人力资源是稀缺的。Steffy和Maurer(1988)主张现实中人力资本是异质性的，大部分的人均集中于平均水准上下，拥有高认知能力的人力资源是稀少的，因为它是位于正态分布的极端位置。因此，拥有高认知能力员工的组织比拥有较低认知能力员工的竞争者会创造更多的价值。而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所获得的企业良好声誉和对待员工的责任会吸引和培养高素质的人力资源。Snell等(1996)也说：“如果技能的类型和水平不是平衡分布的，一些企业能获得更多的有技能的员工，那么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力资本的类型能够成为竞争优势的来源。”其次，高层次组织资源也是稀缺的，有效的组织制度和结构、流程管理模式、技术系统、激励机制以及组织文化环境等都是不对称分布的。最后，高层次的关系资源更是稀缺的。关系资源所包含的如信誉、品牌不是所有企业都能拥有，而且不同企业的信誉、品牌价值也大相径庭。有的评估价值超百亿美元，例如位列《商业周刊》2004年度全球最具价值品牌排名榜首位的可口可乐(673.94亿美元)；也有的品牌价值数百亿元人民币，例如2004《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上，海尔的品牌价值为612.37亿元人民币；而一些中小企业的品牌不值一提。品牌价值的差异说明品牌资源分布的不平衡性，一些知名的品牌相对较少，属于稀缺资源。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也存在同样的情况，与利益相关者的良好关系也属于稀缺资源。

第三，企业社会责任是难以模仿的。

就资源而言，竞争者要模仿必须存在两个要素：第一，竞争者必须能很准确地确认竞争优势的来源；第二，竞争者必须能准确地复制人力资源与这些资源库相互作用所存在的条件才行。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来说，竞争者的模仿受到这两个条件的阻碍。

组织资源和声誉资源是在企业内部经历长期的投资积累而逐步形成的，这一过程不仅受到特定历史条件的影响，这些特定历史环境是难以复制的(Barney，1991)，而且也有时间压缩不经济性的限制，同时因果模糊性也阻碍着复制的过程，这些资本是难以模仿的。例如组织文化中包含的价值观、信仰等因素是难以描述，只能意会，组织文化的形成经历独特的历史和组织成员的独特个性(Barney，1986)，因此组织文化都是独特的和难以被模仿的。人力资源是可流动的，从表面上看它是容易被模仿的资源。但是，人力资源只有在与企业环境融合起来才能真正创造价值(Klein，Crawford &Alchian，1978)。这样，人力资源具有部分企业专用的成分。从其他企业流入的员工要花费一定的调整成本才能在企业发挥价值。而人力资源调整过程的特征是因果模糊性、路径依赖性(Becker &Gerhart，1996；Barney，1991)。“首先难以把握人力资源创造价值的确切机制；其次人力资源的积累过程是路径依赖的，不能从市场上购买”(Becker &Gerhart，1996)。因此，专用性人力资源是难以模仿的。

第四，企业社会责任具有难以替代性。

企业社会责任缺乏战略替代物。人力资源具有两种特色：不会过时和可以随着技术产品或市场的改变而变换其资源价值。虽然技术的改变如此迅速，但人力资源是相当一般性的。例如，公司拥有一个具有高认知能力的员工，如果能持续地进行技术训练，可确保资源不会过时，并且认知能力这项资源可转换性很高，可跨越技术产品与市场，pearlman(1981)发现人们即使面对不同的工作环境时，拥有高认知能力的人，其工作依然获得高绩效，不会因为情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可见，人力资源的可维持性与适应性相当高。再以信誉为例，信誉可能通过与利益相关者的合同和担保来逐步构建，这种合同或者担保或许有替代物，但是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的关系是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无法替代的，因此关系资本从本质上来说并无替代物。

综上所述，由于企业社会责任含有大量的隐性成分，且大部分企业社会责任只能在企业内部生成，这个过程的特殊性和特定环境的作用造成企业社会责任的异质性难以被模仿和替代；而企业社会责任所包含的对企业绩效、竞争优势具有重要作用的资源也导致企业社会责任的稀缺性和有价值。

根据上述讨论可以得知，资源基础理论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有许多共通性。首先，理论目的相同：两者都是为了建立竞争优势和提高公司价值；其次，理论内涵相似：都是强调战略资产和能力的重要性，而不是物质资产，且企业社会责任就是一种战略资源；再次，两者的分类方式相似：资源的种类与企业社会责任要素分类极为相似。两者的差异是：资源基础理论侧重发展企业理论，解释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而没有考虑对资源的定量评价与测度；相反，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则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的衡量，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意义。资源基础理论强调核心资源观的重要性，着眼于战略思考，能带给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深刻的理论方向，避免流于为衡量公司价值而忽略战略意义的目的。

上述讨论还证实，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战略资源，它具有有价值、稀缺、难以模仿和难以替代的特点。根据资源基础理论，战略资源是企业绩效差异的来源，因此可以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直接影响企业绩效。


第12章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企业绩效的分析

正如上文所述，资源基础理论是解释企业特有要素对企业绩效的效应的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应该指出的是，资源基础理论侧重解释的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而企业竞争优势的存在说明企业间具有绩效的差异，因此笔者在此处把企业竞争优势的存在同企业绩效的差异性等同起来，认为资源基础理论也说明了企业绩效异质性的来源。

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难以模仿的资源是经济租的来源，也是企业绩效和竞争优势的根本动力(Conner，1991)。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异质性资源的直接的正效应。资源基础理论强调企业的异质性、专业化程度和公司资源的有限可转移性，认为企业资源、能力的类型和属性是利润的决定因素。这种理论的发展使人们对企业异质性的认识转向资源和围绕资源的能力与知识。

总体上看，对于企业绩效的决定因素研究经历了从外向内的审视路径，这一路径的演化体现了经济学理论假设从企业“同质性”到企业“异质性”的变迁。SCp范式以及之后波特对企业竞争战略的分析模型都坚持企业竞争优势的外生性，尤其是外在市场结构不完全性的决定作用，强调进行合理的产业选择是获得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但是，无论现实情形还是实证验证都对这种外生论给予了批驳，于是出现了企业的异质性、企业超额利润来源于企业内部资源禀赋差异等观点，以Rumelt，penrose以及Wernerfelt等为代表的企业的资源基础日渐盛行。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间的差异在于独特的资源，尤其是知识和能力的积累，这些独特的资源也被称为战略资源，战略资源具有有价值、稀缺、难以模仿和替代的属性，能够因其形成过程具有独特历史条件、因果模糊性、社会复杂性、时间压缩不经济性等特征而形成“隔离机制”，从而能为企业带来持续的竞争优势，这也就是企业绩效存在差异的原因。

资源基础理论是本研究考察企业绩效时所重点关注的理论，因为企业社会责任在本质上看具有战略资源的特性，这为分析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资源基础理论的研究中，基于上一章的文献综述，笔者认为目前资源基础理论对企业绩效解释还可以在以下两方面进一步深化：

首先，从典型的企业资源分类可以看出，目前的资源基础理论企业资源的考察忽视了一类重要的资源，即社会责任资本，即社会关系和网络中包含着的独特的难以模仿和替代的资源。这类关系资源一旦形成，在使用过程中能逐步加强，也能为企业所控制，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这是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已经得到证明的，但目前资源基础并未确立这类资源对竞争优势的作用，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绩效，也缺乏将企业社会责任与资源基础理论结合起来深入研究。

其次，资源基础理论虽然强调企业是一组资源的集合，但是对于资源组合的研究尚不多，大多数研究都对于异质性资源给予论述，但是并未研究异质性资源的相互作用，以及这些相互作用又是如何作用于企业绩效的。虽然有少数研究中提出了资源组合的作用，但是也未进行深入分析和验证，这不得不说是现有研究的一大缺憾，也是本研究着重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第13章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概念模型构建

上面笔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资源基础理论进行了分析，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战略资源属性进行了探讨，并得出企业社会责任直接影响企业绩效的结论。下面笔者将提出本书的概念模型。

本模型基于资源观理论，考察作为战略资源的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联性，本概念模型旨在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具有正效应。这种作用可以分解为直接作用和交互作用两部分。本概念模型以企业社会责任为基础，并考虑资源间的交互作用，将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与资源基础理论结合起来，对资源基础理论进行了有益的补充，同时拓展了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研究范围。

资源基础理论强调的是内部积累资源和能力对价值创造的重要性，而相对而言，忽略了企业只是产业链的一个环节。企业必须在一定社会经济环境中运作，它依赖于外界环境(pfeffer &Salancik，1978)，与外界环境存在广泛的联系，这不仅包括物质、资金、人员、信息等要素的联系，而且还包括社会网络关系。而社会资本理论强调了企业与外部主体的关系特性。

Lee等(2001)呼吁将这两个理论结合起来。他们通过对新建企业的分析认为，新建企业不仅要开发企业特有的资源，而且需要通过它们的社会网络获取外部补充性资源。他们提出新创企业的内部能力和外部网络都会影响新创企业的绩效，其定义的内部能力概念从本质上属于组织资本的范畴，外部网络则属于关系资本范畴。其研究结果发现，新创企业的绩效取决于内部能力、外部网络以及两者的交互作用。他们的开创性研究工作为本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类似地，RiahiBelkaoui(2003)也指出，把资源基础理论同利益相关者观点结合起来具有重要意义。应该说，任何企业都需要在从内部开发资源的同时，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发挥内部和外部资源的共同作用。因此有必要结合资源基础理论对企业绩效做出全面的解释，而不是片面强调内部或者外部资源的重要性。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出现和发展为资源基础理论提供了良好的概念基础。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个新概念，强调了企业内部的无形战略资源与外部关系资源的协同作用。本书以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为核心，把资源基础理论中的企业战略资源同企业层面的社会资本理论有机整合起来，拓宽了资源基础理论对企业战略资源的认识。而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目前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来自多种学科的学者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研讨，但是总体上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尤其是基于资源基础理论的实证研究在国内外尚较为欠缺。因此，基于资源基础理论，本研究从实证研究出发，检验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对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也具有一定的贡献。

本章小结

本章基于资源基础理论这一新的战略理论视角，对企业社会责任中的资源以及企业社会责任这种企业战备资源进行了理论分析和论述，并针对目前理论研究存在的两个不足：第一，对单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成果较多，而忽视单项要素间的相互作用，而这种相互作用已经被许多学者所认同。第二，在资源基础理论中忽视了声誉资源作为企业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所发挥的作用，提出把声誉资源作为企业战略资源的一部分，置于资源基础理论框架内进行分析，说明企业社会责任这种战略资源对企业绩效的作用；同时考虑企业社会责任要素间的交互作用，把企业社会责任要素间的相互影响对企业绩效的作用反映出来。这是对资源基础理论的有益补充，同时也拓宽了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实证研究体系。本章还提出了本研究相应的概念模型。

在下一章中，将重点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资源维度进行有效识别，并解决企业社会责任背景下企业绩效评价维度的问题。


第14章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维度识别与二维绩效评价模型构建

前几章笔者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对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进行了理论分析和论述，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战略资源属性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本书的概念模型框架。

本章将重点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资源维度进行有效识别，并基于企业社会责任下企业绩效评价维度，解决企业社会责任具有哪些资源维度特征、企业绩效该如何正确评价的问题，提出研究假设，并进行实证研究。

4.1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假设

核心能力理论虽然弥补了注重企业外部分析的波特结构理论的缺陷，但其本身也存在固有的缺陷：对企业内部的过分关注致使企业内外部分析失衡。1995年，David J.Collins和Conthia A.Montgomer(1995)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资源竞争：90年代的战略》一文，提出了企业的资源基础观(RBV of the firm)。他们认为，价值的评估不能局限于企业内部，而要将企业置身于其所在的产业环境，通过与其竞争对手的资源比较，从而发现企业拥有的有价值的资源。所谓的企业资源，是公司在向社会提供产品或服务的过程，能够实现公司战略目标的各种要素组合。企业可以看做是各种资源的不同组合，由于每个企业的资源组合不同，因此不存在完全一模一样的企业。因此，企业的竞争优势取决于其拥有的有价值的资源。

根据资源基础理论的中心论点，企业竞争优势(以在产品市场上获得超出正常的平均收益来衡量)的源泉是企业所控制的战略性资源。Wernerfel(1984)在题为《基于资源的企业观》的文章中，对资源进行了定义，更正式地说，一个企业的资源可以被定义为企业所永久性拥有的(有形和无形的)资产。资源的例子是：品牌、内部的技术知识、高技能的雇员、贸易联系、机器、高效的程序、资本等。

资源基础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某些企业拥有所谓有限供给(至少供给不会无限扩大)而非流动性的高效资源，并因为拥有对这些资源的“垄断”而获得超过平均利润的“租金”(the Ricardo Rent)；当一个企业获得优势地位并因此赢得租金之后，存在某些力量(两个关键因素就是难以模仿和难以替代)限制对这种租金的竞争。总之，资源必须满足有价值、稀缺、不能完全模仿以及难以替代(VRIN)这四个条件才能为一个企业赢得竞争优势。

4.1.1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战略资源解构和研究假设

资源基础理论为人们理解什么是竞争优势、如何获取持续性的竞争优势提供了理论指导。然而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正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一方面表现为环境的动态性，如迅速更新的技术、日益缩短的产品寿命周期、快速转移的消费者偏好等；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环境的复杂性，如模糊的市场边界、无法明确的竞争对手和不断被打破的竞争规则等。在这种情况下，核心资源的特性呈现短期性的特征，竞争优势的持续性受到破坏。在对资源基础理论进行修正的研究成果中，出现了所谓“组织能力观”(也称“动态能力观”)理论。

组织能力观不是对传统资源观的否定，而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组织能力观也认为具备VRIN特性的资源能带来竞争优势，但在此基础上提出，单项的资源不能直接构成企业，必须通过组合，形成资源结构(resource configuration)，企业才能建立起来。企业社会责任就可以看成是企业进行资源整合的一种能力，它反映出资源的组合方式，企业间组织流程的区别主要表现为资源组合效率的差异。组织能力(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就是指在动态复杂环境下，企业通过对资源的组合(整合、重组、获取和释放)来产生新的资源结构，以应对市场变化的战略性组织流程。企业通过将企业社会责任这种能力内化为企业的一种流程能力的集合体，从而对不同的组织能力会使企业产生不同的绩效。

简言之，组织能力观并不否定资源在竞争优势形成过程的作用，但认为资源和组织能力并不处于同一个分析层次，包括知识在内的资源处于相对较低的层次。Dierickx和Cool(1989)提出了企业内各种资产的整合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并认为并非所有的要素都可以在公开市场上交易，如产权未明确界定的资源、商誉、信任及高度专有性的资产。因此，这表明战略资产由于时间压力的非经济性、资产累积的效率、资产存量协同性、资产销蚀性、原因不明等因素可以持续竞争优势，而不仅仅是独特的战略资源是形成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

综上所述，无论是传统的企业战略，还是方兴未艾的企业资源观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组织能力观，其核心都是围绕如何识别、获取、培育和组织能够带来竞争优势的资源而展开的。而战略层面之所以强调企业要尽量获取竞争优势，是由于企业的竞争优势可以通过提供有竞争力的产品或服务转化为现实的利润。因此，研究企业责任竞争力的获取和维持，以及企业的社会责任如何转化为产品的竞争力，可以从关键因素的识别开始。基于资源基础观，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战略资源维度包括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或能力)和声誉资源四个方面。

1．物质资源

物质资源包括企业使用的物质生产技术、厂房和设备，以及企业的地理位置和获取原材料的方式(Barney，1991)。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是由一系列资源组成的集合，每一种资源都有多种不同的用途，企业的竞争优势源于企业所拥有的资源。Grant(1991)对资源和能力进行了区分，并将资源划分为三大类：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组织资源。同时，Wlliamson(1975)和Barney(1991)企业的资源基础观一直强调依靠嵌入的资源，利用其互补与联合的特性来维护竞争优势，提高企业绩效。如上所述，嵌入的(embedded)资源是指一种资源的价值被不可分解地连接到另一种互补的或联合的资源里，它表示资源价值的增强，即一种资源与另一种资源结合时发挥的作用较该资源独立发挥作用时能产生更高的价值。嵌入的资源具有联合特性，即如果一种资源没有另一种资源的补充，那么其自身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企业社会责任中，环保、环境控制技术与安全生产、财务手段、技术基础设施是一系列资源的集合，对企业取得长期竞争优势具有较大的作用，它实质上构成了企业的内外部物质资源能力(Zahra &Nielsen，2002)。

首先，环境控制技术以及基础设施能力可以促进企业进行环保友好生产，并与社会、社区保持良好互动关系，降低协调成本、交易成本甚至法律成本，提高企业责任形象，从而提高生产效率。

其次，财务技术能力关系到企业的投融资水平，良好的财务管理技术能力不仅能保证企业正常运营，有效率地使用资金，节约资本成本，而且可以在经营环境恶化时，保持持续经营，避免停业甚至破产的风险，提升客户关系管理及市场份额，从而提高企业的绩效。

最后，虽然技术基础设施各组成部分能够通过市场购买到或容易被竞争者模仿，但把各组成部分整合成为符合企业自身所具有的技术能力和环境控制能力设施平台，需要企业的技术专家运用以往的经验并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进行建设，因而相当复杂且不易被竞争者所了解，因此可成为竞争优势(Weill &Broadbent，1998)。同时，由于受到“时间压缩不经济”的影响，对于新进入者来说，仅仅通过“投入大量资本”购买相应的环境控制技术设施系统就想赶上竞争对手的发展步伐，是比较难以实现的。

因此，我们首先提出本研究的第一个研究假设：

h1：企业物质资源是企业社会责任战略资源的一个维度。

2．人力资源

企业的人力资源包括企业管理者与员工的经验、所受到的培训、判断力、智力、人际关系及个人思考理念等。从资源基础理论的观点来看，企业人力资源的技能是指企业所拥有的能力，Nelson和Winter(1982)提出的“组织惯例”(organizational routine)概念，能够对企业能力提供较好的解释。“组织惯例”是规则的、可预测的活动模式，这些活动由一系列协调的个体行为组成，能力本质上就是一个或多个相互作用的惯例。

Wernerfelt(1989)发现人力资源因素对企业绩效的贡献比战略和经济因素要大。powell(1994)的研究也表明，企业管理者的能力等行为因素比业务流程因素和传统质量控制方法解释了更多的TQM绩效变化。战略人力资源管理者更进一步指出，人力资源的管理与企业的竞争优势之间存在直接的联系(Farjoun，1994；Lado，Wilson，1994；pfeffer，1994)。

拥有强有力人力资源的企业能够实施以下的战略活动：①将技术与企业流程的规划更有效地整合在一起；②与竞争对手相比，能更有效率地构思与开发支持企业营运所需的、稳定可靠的管理管理系统；③使企业各单位间的沟通与工作更有效率；④与竞争对手相比，能有效地预测企业未来的业务需求，并能更快地创新有价值的产品(Sambamurthy &Zmud，1994)。

大部分研究都明确地把人力资源管理看做是一个极有价值的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huselid，1995)。一般来说，这种竞争优势是通过工作效率的增长或边际收益的增加来获得的(Becker，Gerhart，1996)。更具体地说，是企业合适的人力资源政策具有降低员工的误操作和缺勤，提高生产力，增强员工的责任感和增加员工对工作投入与付出的潜在影响力。Youndt等(1996)的研究认为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战略的协同对于提高企业的财务绩效是非常重要的。

根据资源基础观，由于企业社会责任内化产生的企业竞争能力要求对员工负有责任，因此它是一种有价值的能力。这种异质性决定了企业具有不同的人力资源政策、培训制度以及薪酬制度等，并使得竞争对手很难模仿。进一步地，一个经过良性互动发展起来的企业社会责任，并整合到组织的运营系统后，将成为一种无形资产，它能创造价值，而且不易模仿。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因果关系模糊，对企业社会责任转化并创造价值的机制至今难以确切地识别(Lippman，Rumelt，1982)；二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人力资源政策一般是经过长期才发展起来的，它不能简单地为竞争对手通过市场获得。而且，管理者在成功复制企业人力资源的社会因素，如文化、人际关系和社会责任能力本身也存在自身能力的局限。

人力资源维度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实现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它将员工看成是一种价值资产，在这种高承诺的模式下，员工对企业的承诺、适应性和高质量(技能、创造能力、业绩等)得到发挥，从而使企业产生一种有价值的竞争能力。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外而言能起到吸引员工的积极作用，诸如公平的薪水、卫生安全的工作环境、培训机会、卫生教育保障、弹性时间制等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力资源管理政策是吸引优秀员工的有效工具。对内而言，能有效地留住员工，从而降低员工周转率，减少招募、培训的成本。

综合上述的分析，我们提出如下的研究假设：

h2：企业人力资源是构成企业社会责任战略资源的一个维度。

3.技术资源(或能力)

根据资源基础理论(RBV)，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所有资源维度中，并不是所有的资源对绩效都具有相同的贡献(Barney，1991)。虽然众多文献在描述企业资源时，用VRIN，即企业的资源如果带来持续的竞争优势，就必须是：①有价值的；②稀缺的；③不能完全模仿的；④难以替代的。但Conner(1991)和Fahy(2002)所谓的VRIN特征可以累积产生资源壁垒的高度，即竞争对手复制的壁垒。这种资源产生的壁垒效应可以保护企业从这些资源中所获得的经济利益不受竞争者侵蚀。因此，Michalisin等(1997)提出，研究者应更多地关注那些无形资源。在这些资源中能够抵御竞争对手复制模仿的一个途径就是来自于企业自身的知识资本，如知识产权、专利、研发能力，还包括企业特有的文化等。

无形资源如专利和版权等通过知识产权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这种法律层面的保护构成了其部分对手们模仿或复制的高度壁垒。企业进行研发的投入，不断生产和研究新产品，以及更多的环境保护技术研究，本身就是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在一些学者的文献中，企业进行研发的创新活动，其成果属于整个社会共享，是对整个社会的贡献，企业本身虽然从中获得了可观的经济利益，但相对其正的外部性来说，给整个社会、整个人类带来的利益更多更为巨大。然而由于企业在进行创新活动的过程中，也会遇到损失和失败，成本极高，对于仅仅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来说，进行研发创新活动有时会损害其短期的经济收益，因此，直到20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企业才认识到研究发展的重要性。

企业社会责任除了能吸引和留住员工外，从产品生产过程来看，还能改善产品质量，降低企业对社会规制的服从成本，从而形成新的市场机会等。Russo和Fouts(1997)运用资源基础理论的观点用2年的时间对243家企业进行研究，他们认为由于企业履行积极的环境政策会导致其重新设计产品或者为了减少浪费重新调配企业资产以增强企业内部绩效。只要企业取得新的独特的工序并能为超越竞争对手提供机会，那么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就取得了新的竞争优势。另外，环境政策的履行建立了企业学习的资源、跨部门的整合，提高了员工的技术，这些因素最终提高了生产率。

然而Klassen和Whybark(1999)也采用资源基础视角，却发现污染防治与经济绩效正相关，而污染控制却与经济绩效负相关。研究恰好印证了资源基础理论观点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解释。因为污染防治政策是企业积极主动的政策，积极的政策推动了企业技术的提升、工序的进步、企业文化的转变等，从而形成企业的竞争优势，与Russo和Fouts(1997)等的研究吻合。而污染控制仅是企业的消极的环境政策，这些企业并未寻求环境政策带来的新的竞争优势。

Griliches(1979)将R&D投资与企业长期绩效建立起正向促进的作用，在这些模型中，R&D被作为一种“技术资本”的投入形式，这种技术资本导致知识的增强，而后者会引致产品和过程的创新，这种创新活动能够促进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最终带来积极的绩效。由于技术资源(能力)能够构成企业无形资源，并促进企业保持长期的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因此，我们提出以下的研究假设：

h3：企业的技术资源是构成企业社会责任战略资源的一个维度。

4.声誉资源

根据资源基础理论(RBV)，可以从几个方面看待企业社会责任的外在作用：有助于企业及其员工和社区建立联系，使企业更具有社会责任感；有助于建立企业声誉资本，从而提高企业对供应商和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吸引力，降低交易成本，获取更优的产品价格(Orlitzky et al.，2003)。而其中的核心在于企业的声誉资本(reputational capital)，企业具有良好的社会责任声誉有助于改善其与外部的行动者(诸如消费者、投资者、银行、供应商、竞争者等)和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并且还能吸引更优秀的员工及提高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因为声誉资本对企业成员具有激励效应，声誉资本租金越高，企业成员的诚信度也越高，并且如果声誉资本嵌入到结构比较健全的社会中，会形成统一的价值和信念，从而对企业和社会的发展形成良性的推动作用。

正如Roberts和Dowling(2002)所言，企业的声誉资本是企业的属性，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外部行动者对企业“好”与“差”的评价。企业声誉不是轻易能得到的资源，好的企业声誉需要企业付出相当长的时间，并且做出稳定而持续的投资。这已经被确认为企业可持续性竞争优势的最重要的无形资源。实证研究也发现在企业声誉和企业经济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声誉资本依赖于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当企业有能力做到顾客对其忠诚，投资者对其信任，合作者对其满意，同行业中形成规制的氛围，媒体中形成良好的形象，这时可以说企业的声誉资本已经建立起来了。

Bhattachary和Sen(2004)在总结以往声誉与经济绩效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对于加强与消费者的关系而言，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创新活动并且是难以模仿复制的手段。研究表明当满足以下几个条件时，即产品质量好，消费者不需要额外承担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所造成的费用，消费者所支持的社会问题恰好为企业正在履行责任的努力方向，此时，企业社会责任与消费者购买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且该研究最重要的一个发现就是相比较企业负责任的行为和不负责任的行为，消费者对企业不负责任的行为更具有敏感性。而McWilliams和Siegel(2001)研究发现，在未使用产品之前无法确定产品质量的情况下，消费者会认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将生产出质量更好的产品，企业社会责任成为产品质量的替代品，而它是透过企业声誉体现出来的。

一个具有社会责任形象的企业能依靠其声誉资本在商业界获取更多的投资者、合作伙伴的青睐。Bansal和Clelland(2004)的比较研究表明，更具有社会责任形象的企业比其竞争对手在市场风险中更具竞争优势。当然也有学者对声誉资本与企业经济绩效关系的研究提出了质疑。Brammer和pavelin(2004)就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用成本收益去研究所有形式的企业经济绩效是有问题的，CSR仅是促进了企业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加快了识别过程。因而参与CSR为企业创造声誉资本从而获得收益还得具备一定的条件，即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行为必须和企业的特征相适应。对不同企业在环保管理中的比较研究发现，加强环保管理能提高某些与环境关系密切的企业的声誉，而与环境关系并不密切的企业投资于环保管理收效甚微。因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如果超越企业自身性质的活动则将浪费企业资源，降低企业经济绩效。

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从道德责任-法律责任-公益责任的动态发展过程，其是企业社会责任内涵不断延伸的过程，而非一种责任代替另一种责任的演变过程。因此，企业社会责任也应该是一个包含多面体的责任体系概念。品牌、慈善捐赠以及营销伦理都是企业建立声誉的路径，而这些行为本身也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方面。比如，捐赠，它是企业承担公益责任的一种方式，它既能提升社会福利，带来正的外部性，又能树立企业自身的正面形象，从而使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相协调。捐赠既包括企业向慈善机构做出的捐赠，也包括向教育、科研、文化、艺术以及医疗等公益机构做出的捐赠。

与受到法律保护的知识产权一样，声誉也是一种路径依赖的资产，由于其高度的专有性和社会复杂性，声誉资源构建起了一种强有力的资源壁垒地位。研究文献认为，声誉资源是依靠企业建立，无法从市场购买的资源，这就意味着这种不可交易的资产可以较有形资产更难以被竞争对手所复制。根据资源基础观的理论，声誉资源完全符合Barney提出的企业资源带来持续的竞争优势的条件，即VRIN。

因此，我们提出以下的研究假设：

企业声誉资源是构成企业社会责任战略资源的一个维度。

综合第1~4个假设条件，并注意到企业社会责任是由①物质资源、②人力资源、③技术资源(能力)、④声誉资源四个维度构成的。

4.1.2企业绩效维度分析和研究假设

资源观认为企业难以模仿的资源是经济租的来源，也是企业绩效和竞争优势的根本动力(Conner，1991)。正如在第2章文献综述和第3章理论分析和模型构建所述，资源基础理论是解释企业特有要素对企业绩效效应的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应该指出的是，资源基础理论侧重解释的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而企业竞争优势的存在说明企业间具有绩效的差异，因此笔者在此处把企业竞争优势的存在同企业绩效的差异性等同起来，认为资源基础理论也说明了企业绩效异质性的来源。

资源基础理论强调企业的异质性、专业化程度和公司资源的有限可转移性，认为企业资源、能力的类型和属性是利润的决定因素。这种理论的发展使人们对企业异质性的认识转向资源和围绕资源的能力与知识。

总体上看，对于企业绩效的决定因素研究经历了从外向内的审视路径，这一路径的演化体现了经济学理论假设从企业“同质性”到企业“异质性”的变迁。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间的差异在于独特的资源尤其是知识和能力的积累，这些独特的资源也被称为战略资源，其具有有价值、稀缺、难以模仿和替代的属性，能够因其形成过程具有独特历史条件、因果模糊性、社会复杂性、时间压缩不经济性等特征而形成“隔离机制”，从而能为企业带来持续的竞争优势，这也就是企业绩效存在差异的原因。

资源基础理论是本研究考察企业绩效时所重点关注的理论，因为企业社会责任在本质上看具有战略资源的特性，这为分析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

借鉴企业绩效研究领域的思路，学者们早期的研究中大都将企业财务绩效作为企业社会责任内化效果的衡量指标。财务绩效指标体系的变化是不大的。Aupperle等(1985)的研究选择一年和五年的资产收益率分别作为企业短期和长期财务绩效的衡量标准。而McGuire等(1988)对于财务绩效，选择资产收益率、总资产、销售增长率、资产增长率、收入增长率作为指标，而且收集了从1977-1984年历年的数据，因为McGuire等人认为企业社会责任除了与同期的财务绩效有关系之外，与前期的财务绩效应该也存在一定的关系。Waddock和Graves在财务绩效方面，使用的指标体系和McGuire等人的类似。

但是，正如众多学者所指出的，企业社会责任是责任和竞争力的二合体，因而应拥有能代表两者的双重绩效目标，并且很多时候，企业、利益相关者和社会可能会将良好地履行责任以获得可持续的竞争优势，看得比短期利润更加重要(pratima，2005；Abagail，Donald，2006)。这时，如果仍然只是将财务绩效作为单维度衡量指标，就难以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复杂性做出准确的判断，进而无法对其他各个层面的影响因素做出正确的识别。

正是基于此，部分学者指出企业社会责任的绩效衡量应包含两个相互作用的维度。一方面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这是对企业社会责任内化为竞争力质量的衡量指标。另一方面是企业获得竞争力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这是对企业取得的不同程度竞争力给企业绩效带来的影响的客观评价。于是，Orlitzky等(2003)首次对30年来学者们对企业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关系的研究进行了综合分析，并在2005年再次进行了完善，其结论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两者之间并不是权衡取舍的关系，高社会责任投入既是高财务绩效的决定因素，也是其结果。

基于以上分析，本书提出以下的研究假设：

h5：企业绩效可以分为可持续发展绩效维度和财务经营绩效维度两部分。


第15章 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指标体系建立

4.2.1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四维指标体系

基于资源基础观，根据上述的分析，本研究从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声誉资源四个关键维度来建立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指标体系。在我国，企业建立股份制度还是近年来的实践，企业在应对股东履行社会责任上也缺乏足够的认识，现实中也有企业忽视对股东履行社会责任给企业带来重大损失的现实案例，所以本书将通过对浙江企业的实证研究来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维度进行因子分析。

国外的研究大多借助KLD数据库作为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进行衡量的依据，从八个利益相关者维度对企业进行评分，研究学者只要引用选定企业在选定维度上的表现数据就可以进行研究。而我国缺乏如此的社会数据库，直接套用KLD数据库中利益相关者维度的索引会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而SA8000标准主要是由相关的法规构成的，对于企业责任竞争力的概念来说，不完全贴切。因此，本书在对KLD数据库利益相关者维度索引借鉴的基础上，并根据资源基础观，按照上述构建的理论框架，结合我国国情，确定四大维度的具体指标。

4.2.2企业绩效的二维评价指标体系

之前国外学者的有关企业社会责任下企业绩效的研究都是仅仅以财务指标来考察企业绩效，正如在上述分析部分提及的，这正是此类研究一个需要改进的方面。因此，本书的研究希望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对企业绩效的指标体系进行扩展，结合企业的营运绩效与可持续发展绩效来建立企业绩效的指标体系。

问卷设计和数据收集

4.3.1问卷设计基本内容和设计过程

1．问卷设计基本内容

问卷设计的最高层次是问卷量表的构思与目的，不同的目的和理论依据决定了问卷项目的总体安排、内容和量表的构成(王重鸣，1990)。本书的问卷设计，主要是为本书围绕企业社会责任分析框架而展开的相关研究内容服务的，要求问卷内容能为各部分研究内容提供所需的有效数据。围绕各部分研究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所设计的调查问卷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1)填报者与企业的基本信息；

(2)关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资源因素判断；

(3)关于企业绩效因素的判断。

2．问卷设计过程

本书所使用的问卷是在参考大量文献研究成果、企业社会责任项目访谈结果以及国内外一些较为成功的调查问卷设计形式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首先，通过检索查阅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资源基础理论、企业绩效评价等方面的研究文献，将相关文献已论证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战略资源维度，以及企业社会责任下企业绩效评价指标等进行归纳，吸收了与本研究有关的知识，形成初步调查思路。

其次，选取浙江企业中企业社会表现较好的6家代表企业进行深入田野考察(indepth field interview)。访谈对象是企业内负责技术工作的高层领导、相关事业部领导，以及承担企业文化、企业形象设计具体工作的项目经理，了解企业和事业部的基本情况以及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和管理过程中所遇到的主要问题。访谈目的包括两方面：一是验证初步研究思路，就初始假设征询被访谈者的意见，以检验研究思路是否与现实相符合；二是征询被访谈者对本研究重要问题的意见，包括研究模型的表面有效性(facevalidity)以及各变量的测度，以充实完善调查问卷。通过田野考察，逐步形成初始调查问卷。

第三，征求学术团队的意见。将问卷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向作者所在的学术团队，以征求团队中各位专家和相关研究人员对初步问卷的意见，根据团队的建议对初始调查问卷进行了修改，形成了修改后的调查问卷。

第四，对修改后的调查问卷进行预测试，以验证调查问卷中指标设置和问卷表述的合理性。预测试的范围主要是选择浙江省9个地市中241家生产和制造企业进行的，调查对象为企业内的高层技术领导、事业部领导和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和企业形象设计的项目经理。根据被测试者的反馈和建议，对一些测度题项的表述方式和语言进行了修改，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最终调查问卷。

4.3.2问卷设计可靠性

问卷设计必须具备可靠性。王重鸣(1990)认为，问卷量表的设计包含四个层次，即问卷的理论构思与目的、问卷格式、问卷项目的语句和问卷用词。在进行问卷设计时，问卷的内容和子量表构成要根据问卷设计的目的确定；问卷中应尽量注意避免复杂语句或带有引导性的问题，语句层次上要使项目用语明确、具体，尽可能避免多重含义或隐含某种假设；问卷用词要避免过于抽象以防止反应定势；同时要控制反应偏向。马庆国(2002)认为，正确设计问卷的要点是：问卷问题要根据研究目标设立；要依据调查对象的特点设置问题；不能设置得不到诚实回答的问题；对于有可能得不到诚实回答而又必须了解的数据可通过其他方法处理，如变换问题的提法，从而获得相关数据。

学者们提到问卷设计时需要注意的问题，本书在问卷设计中都进行了考虑和处理。对于问卷设计过程中的问题表述方式，本书在借鉴相关文献原有表述基础上，通过田野考察和预测试，反复征询被访谈者和被调查者的意见并进行了修正，同时考虑了问题表述的明确性、客观性、易于理解和能体现破坏性创新项目特征的要求。为避免问卷回答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致性动机问题(consistency motif problem)，按照Salancik和pfeffer(1977)，podsakoff和Organ(1986)，Lee等(2001)的建议，本书在问卷设计中，没有说明研究的内容和逻辑，在题项安排上，问卷将企业社会责任下企业绩效题项放在企业社会责任各维度测度题项的后面，以防止回答者得到可能的因果关系暗示，进而在回答过程中受到这一暗示影响，从而降低问卷结果的可靠性。

4.3.3样本选取

Fowler(1988)认为有4个主要的原因可能会导致被调查者对问题做出不准确的回答，即：①被调查者不知道问题答案的信息；②被调查者不能回忆问题答案的信息；③被调查者虽然知道问题答案的信息，但被调查者不想回答这些问题；④被调查者不能理解问题内容。为避免在这方面出现的信息失真，本书除了在问卷设计过程中对问题表述方式进行优化以外，在被调查对象选择方面也进行了控制。

样本的选取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应该选取什么样的企业；二是应该选取企业哪个部门的人来填写问卷。本书研究的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涉及的内容及问题涵盖了广泛的企业经营行为，也即与企业战略是相关的，所以要将对企业有全局性了解的企业高层领导作为调查对象，也需要公众和消费者对问卷作答。

本书研究的参与者都参与了整个项目问卷的设计，并负责与本书研究内容相关部分的问卷分发。根据浙江企业名录，主要从规模以上企业中选取样本，同时为了参照，也选取了部分规模以下的企业，最终共300家企业组成了问卷调查的样本。

4.3.4问卷发放和数据收集

问卷发放分两种形式进行：第一种形式是采用以信函方式进行间接发放。本研究借鉴Christine S.Koberg，Dawn R.Detienne，Kurt A.heppard(2003)的经验，根据Dillman(1978)描述的全面设计方法(total design method，TDM)，向样本框架中300家企业的技术领导人寄出600份调查问卷和邮资已付的返回信封及说明信函，并附上样本选择、被调查对象选择的基本要求，请他们选择本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1~2个战略业务单元(事业部)负责人进行调查。说明信函用来确定研究的发起人并说明调查的目的和重要性。在说明信函中，研究者向被调查者保证机密性并承诺研究一旦完成将送给他们有关研究发现的集合报告。在首次问卷寄出3星期后再次寄出催函，并且选择恰当的时间与被调查者进行电话联系或者通过社会关系与被调查者联系，以提高其回答问卷的积极性，但是以间接形式发放的问卷回收率仍然不是太高，这类问卷共收回213份。第二种形式是现场发放。研究者对事先有联系的22家符合条件的企业，采用现场发放的形式，共发放调查问卷22份。由于双方的信任度较高，现场发放的问卷回收率达到100%。

调查问卷的发放时间是2007年12月8日，截止时间为2008年3月15日。共收回问卷241份，回收率为48.2%。问卷回收后，剔除问卷的准则是：剔除问卷填写缺漏多于5个选项者。剔除掉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208份，有效问卷回收率41.6%。


第16章 研究方法

本章节以问卷调查收集资料，对于回收的问卷资料，将进行描述性统计、信度与效度、统计学分析等分析工作。本章节所使用的分析软件，包括SpSS for windows15.0版，以下介绍在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维度和企业绩效维度识别分析阶段利用该软件分别进行的分析方法。

(1)统计描述(descriptive statistics)：本书主要统计受调查者的人口统计特征、其所在企业的基本情况以及其对企业社会责任基本概念的认知情况。

(2)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主要是研究相关的一组指标中提取公共因子和确定因子个数的一种统计方法。在做因子分析的时候要先确定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并做KMO测度和巴特利特球体检验来确定数据是否适宜做因子分析。当KMO在0.9以上时，非常适合；0.8~0.9，很适合；0.7~0.8，适合；0.6~0.7，不太适合；0.5~0.6，很勉强；0.5以下，不适合。

(3)可靠性分析或信度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对于调查问卷中描述相同指标的问题，只有当他们的答案相同或是相近时，其度量才是可靠的。这里有一个度量标准，根据各问题相应的Cronbach(a系数)值来确定个别指标的信度。本书模型和假设中的变量都必须首先进行信度分析，只有当结果表明信度系数Alpha大于0.7时，认为可靠度较强，在0.5和0.7之间，被认为可靠性一般，可作进一步分析。

(4)方差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s)：主要是单因素方差分析，它主要用于检验由单一因素影响的一个或几个相互独立的因变量的各因素水平分组的均值之间的差异是否具有统计意义，也就是判断它们是否来自同一总体；也可用于分析该因素的若干分组中哪一组与其他各组均值间具有显著性差异，从而进行均值的多重比较。

数据统计

本书问卷采用的是利克特表(Likert scale)的5分制方法。下面是对整个问卷中各部分的基本描述，包括样本数、平均数、最大值、最小值和标准差，信度分析、因子分析。

4.5.1描述性统计

1．样本构成

根据回收的问卷显示，本次调查中，被调查的企业共有196家，其中所涉及企业规模及其分布状况。

2．人口统计特征

性别方面，基本持平，其中以男性居多为53.8%，女性比例略偏低，为46.2%，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虽然对学历统计不完全，但从填表的情况看，大专和本科学历占了绝大多数，初中文化程度的很少，但是拥有研究生及以上高等学历的负责人也不多。

3．对企业社会责任基本概念的认知

从调查对象对企业社会责任基本概念的认知情况可以看出，调查对象对企业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这些理论概念的认知要明显好于SA8000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其中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了解程度(排除“不太了解”和“从未听说过”)为74.6%，对利益相关者这个概念了解程度为69.6%，而对SA8000了解程度仅16%。这说明不了解的比例相对较低，而了解的比例则相对较高，表明民众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层面上的了解、知晓程度比较高，这与近年来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宣传和报导较多有关，但对于实践层面的SA8000知道甚少，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在企业经营上的体现还处于萌芽阶段，需要进一步的加强。

4.5.2信度、效度检验和因子分析——关键维度识别

效度分析，采用因素分析对问卷的理论构思效度进行验证。对理解测量结果的含义而言，构思效度是最重要的效度指标之一。对构思效度进行评定，首先必须对项目的结构、测量的总体安排以及项目之间的关系做出说明，然后运用因素分析等方法从若干数据中离析出基本构思，以此来对测量的构思效度进行分析。效度分析也就是提取主因子的过程，因子分析的目的是考虑到多个影响因素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为避免分析中存在共线性问题，先对各影响因素做因子分析。通过因子分析可以用较少的综合指标概括存在于各个变量中的各类信息，而综合指标之间彼此不相关，各指标代表的信息不重叠。因子分析是一种潜在的结构分析方法，其主要作用是：寻求各因素变量的基本结构，为以后的研究分析及解释做准备。

问卷的信度是考查问卷测量的可靠性，是指测量所得结果的内部一致性程度。在对问卷进行数据分析前，我们必须考察其信度，以确保测量的质量。本研究采用Cronbach的一致性系数(a系数)来分析信度。内部一致性系数最适合同质性检验，检验每一个因素中各个项目是否测量相同或相似的特性。

1．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维度分析

KMO值为0.797，大于0.7，适合做因子分析，同时巴特莱特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是0.000，小于0.01，也显示非常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设计的企业责任竞争力变量的19个指标已经被分为4类，各指标分别归属于对应载荷最大的因子，因子在各指标上的载荷都大于0.5(除去C2.8为0.459外)。说明本书的调查问卷在企业社会责任部分具有足够的构思效度，且4个因子解释了原有信息的55.273%。根据因子分析我们可以识别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关键维度，以下对这4个因子进行解释和命名。

F1声誉资源：假设中的声誉资源维度，包括为国家多纳税；积极从事慈善事业，尽可能多地为社会提供捐赠；为社区提供大量的工作机会、吸纳更多的人就业；关心企业所在社区的福利和需要(如参与社区公益事务、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社区的安全、为教育事业提供经济支持等)；经常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提供各种帮助与公益活动5个指标，因子分析后，这5个指标都归入了F1，与假设是一致的。声誉是一种路径依赖的资产，由于其高度的专有性和社会复杂性，声誉资源构建起了一种强有力的资源壁垒地位。由于声誉资源是依靠企业建立的，无法从市场购买的资源，这就意味着这种不可交易的资产可以较有形资产更难以被竞争对手所复制。声誉可以成为企业的动力源，也可以成为企业发展的限制。正如Barney(1991)和Orlitzky等(2003)所述，在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中，声誉资源是一个重要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资源维度。

F2物质资源：假设中的物质资源维度，包括企业创造产品或服务的过程对环境没有污染、企业的副产品处理过程对环境没有污染、使用可再生资源、参与环保活动和环保设施建设4个指标，而因子分析后，这4个指标都归入了F2，与假设是一致的。在企业社会责任中，正如Zahra和Nielsen(2002)所说，环保、环境控制技术与安全生产、财务手段、技术基础设施是一系列资源的集合，对企业取得长期竞争优势具有较大的作用，它实质上构成了企业的内外部技术能力。因此，物质资源是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一个资源维度。

F3技术资源：假设的技术维度，包括作出能够使企业长期获利的正确决策、企业积极进行生产研发活动、经常推出新的产品或服务、企业完备的售后服务、能很好地解决消费者的投诉和退货、赔偿要求6个指标，因子分析后，这些指标都归入了F3，与假设是一致的。与国外对多样性的定义不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技术资本关键是能产生一种壁垒，它是一种在企业各种资源中能够抵御竞争对手复制、模仿的一个途径，如知识产权、专利、研发能力，还包括企业特有的文化等。因此，正如Wernerfelt(1984)、Barney(1991)、Russo和Fouts(1997)、McWilliams和Siegel(2000)所述，技术资源是企业一种无形资产，是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上一个重要的资源维度。

F4人力资源：假设中的人力资源维度，包括健康安全的工作环境、薪酬、合法劳动合同、职业培训4个指标，因子分析后，这些指标都归入了F4，与假设是一致的。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回顾，huselid(1995)、pfeffer(1994)和Waddock 和Graves(1997)都曾经在著述中指出，员工是企业竞争优势的直接来源。由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要求对员工负有责任，因此它是一种有价值的能力。这种异质性决定了企业具有不同的人力资源政策、培训制度以及薪酬制度等，并使得竞争对手很难模仿。因此，根据因子分析结果，人力资源维度是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关键资源维度之一。

从分析结果来看，企业社会表现变量各因子的信度系数Cronbach Alpha值都大于0.7，其中F1的α系数为0.789，F2的α系数为0.853，F3的α系数是0.736，F4的α系数是0.738，说明测量的内部结构性较好，用问卷中的指标题测量4个企业社会责任维度具有相当好的效度。

2．企业绩效的维度分析

KMO值为0.756，大于0.7，适合做因子分析，同时巴特莱特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是0.000，小于0.01，也显示非常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根据问卷调查的第三部分内容和利克特表(Likert)的统计方法，对企业绩效变量的相应指标进行了因子分析。

设计的企业绩效变量的9个指标已经被分为2类，各指标分别归属于对应载荷最大的因子，因子在各指标上的载荷都大于0.6(除p3.9和p3.8略低外)，说明本书的调查问卷在企业绩效部分具有较高的构思效度，且2个因子解释了原有信息的52.35%。根据因子所对应的各指标含义，以下将对2个因子进行解释和命名。

F5可持续发展绩效：假设中的可持续发展绩效维度，包括员工对企业现状满意度、社会形象、工作环境、环境破坏在降低、节能和对企业的发展预期5个指标，因子分析后，这5个指标都归入了F5，这与假设是一致的。

F6营运绩效：假设中的财务经营绩效维度，包括市场占有率、市场扩张速度、盈利水平、企业实力4个指标，因子分析后，这4个指标都归入了F6，与假设是一致的。

从分析结果来看，企业绩效变量的各因子的信度系数Cronbach Alpha值都大于0.8，其中F5的α系数为0.734和F6的α系数为0.715，说明测量的内部结构性较好，用问卷中的指标题测量两种企业绩效具有相当好的效度。

从各个因子的平均值来看，受调查企业的绩效在行业中大都处于中等以上的水平，而且F5可持续发展绩效和F6营运绩效因子的标准差也较小，说明这些企业在财务营运绩效和可持续发展绩效上没有较大的差异，即这些企业大多在行业中处于中上游水平。

4.5.3方差分析

从对问卷数据的统计描述中可以看出，被调查的企业具有不同的规模，这些不同规模的企业在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以及企业绩效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化。根据之前的文献综述，这种差异化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直接影响路径也存在影响，即不同规模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绩效都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化。因此，要完成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维度识别的研究，必须要对不同规模的企业进行方差分析，寻找这种差异化，以利于更方便有效地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有效的维度分析。

1．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维度的方差分析

4个关键影响维度的单因素方差分析齐性检验结果，其中声誉资源、物质资源、技术资源和人力资源的p值分别为0.937，0.761，0.944，0.050，均大于0.05，说明6个因素都通过了方差齐性检验。在后面的多重比较检验结果中，只需要看具有方差齐性的LSD项。

在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声誉资源、技术资源、人力资源三个维度上，大型企业与小型企业存在显著差异(其p值小于0.05)，中型企业与小型企业、大型企业与中型企业则没有显著差异(其p值均大于0.05)；而在物质资源维度上，大型企业与小型企业、大型企业与中型企业以及中型企业与小型企业都没有显著差异(其p值大于0.05)。这说明企业规模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声誉资源、物质资源、技术资源和人力资源四个维度存在影响。

中小型企业在技术资源、人力资源维度方面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均值明显低于大型企业的均值，同时也明显低于总体样本的均值，这表明总体上浙江的中小企业在研发能力、创新能力、知识产权等技术资源领域远不及大型企业好，而且低于平均值，而人力资源维度同样低于均值，可能也是导致中小企业在知识资本这个核心竞争力方面较弱的重要原因，两者之间是互为因果的关系。

同时，在声誉资源维度大型企业最佳，小企业尚可，但中型企业明显低于平均值，这表明浙江大型企业在为国家纳税、积极从事慈善事业、为社会提供捐赠、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为教育事业提供经济支持等方面做得很好，而众多的浙江小型企业在参与社区公益事务、吸纳更多的人就业、经常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提供各种帮助与参加公益活动等方面也较多较出色，而中型企业由于压力较小型企业小，有些还处于向大企业努力积累的阶段，因此在这些方面的表现较为落后。

而中小型企业在物质资源维度的表现明显好于大型企业，这是因为环保的法规体系相对完整严密，政府部门的监控职能也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所以在法规性的环保行为上，无论是大中型企业，还是小型企业，都存在较强的约束和监控。由于社会的普遍观点认为小型企业由于自身的规模无力或缺乏负担环保成本的能力，所以小型企业经常会千方百计地回避环保，因而会对环境造成更为严重的污染。这也造成小型企业成为政府环保部门的“重点盯防对象”，在外界强制力量的作用下，小型企业往往不得不努力遵守环保法规，从而使物质资源维度方面的表现较好。至于大型企业，可能因为大型企业往往是一地的经济命脉，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地方环保部门会对大型企业的环保大开方便之门，因此大型企业受到的外界压力不大，履行环保责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自然不会很高。

2．企业绩效维度的方差分析

不同企业规模下对企业绩效的单因素方差分析齐性检验结果，其中可持续发展绩效的p值为0.587，大于0.05，说明通过了方差齐性检验，在后面的多重比较检验结果中，只需要看具有方差齐性的LSD项；而财务营运绩效的p值为0.027，小于0.05，说明没有通过方差齐性检验，在后面的多重比较检验结果中，只需要看具有方差齐性的Tamhane T2项。

大型企业和中型企业在可持续发展绩效上存在显著差异(其p值小于0.05)，中型企业与小型企业在可持续发展绩效上存在显著差异(其p值小于0.05)，而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在营运绩效上有显著差异(其p值均小于0.05)。这说明企业规模对企业绩效存在影响。

中型企业在可持续发展绩效上的均值都低于大型和小型企业以及总体的均值。中小型企业是浙江企业的主力军，同时也导致市场竞争的越发激烈，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条件越发恶劣。相对于大中型企业来说，小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处境更加艰难。但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大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绩效与小型企业没有显著性差异。由于大型企业的样本数量较少(大型企业26家)，因此大型企业的平均水平受个别例外情况企业的影响也就相对较大，表现为方差较大，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情况是由研究的抽样方法造成的。

因此，本书认为在可持续发展绩效维度上，大型企业与小型企业也存在显著性差异。

而在营运绩效上，小型企业较大中型企业都有差距，大型企业营运绩效最好，中型企业较均值相近，且大型企业的均值高于中型企业的均值，而小型企业与大中型企业相比有较大的差距，方差分析结果也显示小型企业的营运绩效与大型企业有显著性差异。


第17章 结果与讨论

在前面问卷数据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本节将对实证研究的结果进行分析讨论，并对研究假设做出修正。

4.6.1因子分析结果讨论

在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变量的因子分析中，得出的结论与模型假设的结构基本相似，但也有与模型假设相左的部分。

本研究以资源基础观的理论模型为框架，从声誉资源、物质资源、技术资源和人力资源四个维度来考察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具体的指标。通过SpSS for Windows15.0统计软件分析问卷调查的结果，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分为四个维度，设计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变量的19个指标已经被分为4类，各指标分别归属于对应载荷最大的因子，因子在各指标上的载荷都大于0.5(除去C2.8为0.459外)。说明本书的调查问卷在企业社会责任表现部分具有足够的构思效度，且4个因子解释了原有信息的55.273%。

假设中的声誉资源维度，因子分析后设计的5个指标都归入了该维度，与假设是一致的。声誉是一种路径依赖的资产，由于其高度的专有性和社会复杂性，声誉资源构建起了一种强有力的资源壁垒地位。Burke和Logsdon(1996)提出企业对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履行的社会责任都具有五种特性：向心性、专有性、前瞻性、自愿性和可见性。其中专有性的概念是企业获取或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产生的利益内部化的能力，相对的则是企业生产的产品能使整个产业、社区甚至全社会都享受到利益，经济学上的“外部性”和“公共产品”都是非专有性的。从企业角度来说，专有性是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考虑的重要因素，因为企业毕竟是社会中的经济体，获取利益是其主要的目的。而从四层次的企业社会责任来看，经济责任与法律责任是企业经营的基本要求，企业必须履行；而伦理和慈善责任则没有外界强制性法规的限制，企业在履行这两类责任时必然会考虑是否能从责任的履行中获取利益，因而专有性就成为企业履行伦理和慈善责任时考量的标准。

假设中的物质资源维度，根据资源基础观，物质资源包括企业使用的物质生产技术、厂房和设备，以及企业的地理位置和获取原材料的方式(Barney，1991)。在本研究中，包括企业创造产品或服务的过程对环境没有污染、企业的副产品处理过程对环境没有污染生产结果无污染、使用可再生资源、参与环保活动和环保设施4个指标，而因子分析后，这4个指标都归入了F2，与假设是一致的。在企业社会责任中，正如Zahra和Nielsen(2002)所说，环保、环境控制技术与安全生产、财务手段、技术基础设施是一系列资源的集合，对企业取得长期竞争优势具有较大的作用，它实质上构成了企业的内外部技术能力。

假设的技术维度，根据资源基础理论(RBV)，技术资源(能力)能够构成企业无形资源，并促进企业长期的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它包括做出能够使企业长期获利的正确决策、企业积极进行生产研发活动、经常推出新的产品或服务等6个指标，因子分析后，这些指标都归入了F3，与假设是一致的。与国外对多样性的定义不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技术资本关键是能产生一种壁垒，它是一种在企业各种资源中能够抵御竞争对手复制、模仿的一个途径，如知识产权、专利、研发能力，还包括企业特有的文化等。因此，正如McWilliams和Siegel(2000)所述，技术资源是企业一种无形资产，是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上一个重要的资源维度。

假设中的人力资源维度，从资源基础理论的观点来看，企业人力资源的技能是指企业所拥有的能力，包括健康安全的工作环境、薪酬、合法劳动合同和职业培训4个指标。因子分析后，这些指标都归入了F4，与假设是一致的。由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要求对员工负有责任，因此它是一种有价值的能力。这种异质性决定了企业具有不同的人力资源政策、培训制度以及薪酬制度等，并使得竞争对手很难模仿。因此，根据因子分析结果，人力资源维度是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关键资源维度之一。

从本研究选定的声誉资源、物质资源、技术资源、人力资源四个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维度来看，物质资源是最容易为企业所忽视的关键因素，原因就在于企业认为对环境履行社会责任相对于对利益相关者，企业因此而获得的利益是最少的，也即企业对环境履行社会责任的专有性是最低的。即使是在对环保法规的遵守上，企业也是会千万百计进行规避或寻找捷径的。对待法律责任尚且如此，更何况是伦理和慈善责任这类没有外界硬性规定限制的责任。因此，对于员工等利益相关者，企业对待四类责任的态度是基本一致的，在履行时的实际表现也是相近的；而在环境维度上，企业对于法律责任与伦理、慈善责任的态度会出现极大的反差，因此表现上有显著的差异也是可以理解的。

资源观认为企业难以模仿的资源是经济租的来源，也是企业绩效和竞争优势的根本动力(Conner，1991)。本书提出企业绩效可以分为可持续发展绩效维度和财务经营绩效维度两部分研究假设得到验证。在对企业绩效变量的因子分析中，设计的企业绩效变量的9个指标被分为2类，各指标分别归属于对应载荷最大的因子，因子在各指标上的载荷都大于0.6，调查问卷在企业绩效部分具有较高的构思效度，且2个因子解释了原有信息的52.35%。根据因子所对应的各指标含义，以下将把2个因子命名为可持续发展绩效和财务营运绩效。从分析结果来看，企业绩效变量各因子的信度系数Cronbach Alpha值都大于0.8，用问卷中的指标题测量两种企业绩效具有相当好的效度，与假设一致。

假设中的可持续发展绩效维度，包括员工对企业现状满意度、社会形象、工作环境、环境破坏在降低、节能和对企业的发展预期5个指标，因子分析后，这5个指标都归入了这一类，这与假设是一致的。

假设中的财务营运绩效维度，包括市场占有率、市场扩张速度、盈利水平和企业实力4个指标，因子分析后，这4个指标都归入了这一类，与假设是一致的。

4.6.2方差分析结果讨论

以企业规模为自变量，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企业绩效为因变量进行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为：

(1)可持续发展绩效：中小型企业在技术资源、人力资源维度方面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均值明显低于大型企业的均值，表明总体上浙江的中小企业在研发能力、创新能力、知识产权等知识资本领域远不及大型企业好，而且低于平均值，而人力资源维度同样低于均值可能也是导致中小企业在物质资源这个核心竞争力方面落后的重要原因，两者之间是互为因果关系的。

在声誉资源维度大型企业最佳，小企业尚可，但中型企业明显低于平均值。而中小型企业在技术资源的表现较好于大型企业。

(2)企业财务营运绩效：大型企业和中型企业在营运绩效和可持续发展绩效上都明显好于小型企业。

由于大中型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具有相对巨大的经济规模，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也是非常大的，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也会更广泛，因此各种利益相关者乃至整个社会对大中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期望也更高。在社会公众的监督和压力之下，大中型企业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上也就会有较高水平的表现。

按照社会发展的趋势，企业社会责任必将会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要求，而且随着社会期望的不断提高，今日对于企业来说还属于伦理、慈善范畴的责任明天就有可能成为新的法规。Burke和Logsdon(1996)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5种特性中，前瞻性反映了企业对未来经济、技术、社会以及政治趋势进行预测并采取相应应对措施的程度。长期以来，前瞻性都被商业战略家们看做是计划与监控系统的重要特征。在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环境中，监控环境中可能对企业有所影响的变化对企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企业预先发现关键的变化将使企业更好地利用机会或应对威胁。在企业社会责任背景下，前瞻性就显得更加重要。例如企业预感到社会上对污染控制的标准会变得更加严格，因此企业在别的企业还未认识到之前就采用新的污染处理技术，当这一新的标准实施的时候，企业遵守规定的成本就会很低，而且在一个时期之内相对其他企业，预先行动的企业会获得竞争优势。

大中型企业相比小型企业更积极地去发现社会上的种种变化，提前做出应变，同时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社会表现获取利益，使得大中型企业更愿意投入资源去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对于规模大多是中小型的浙江企业来说，这种高瞻远瞩的经营思想是值得借鉴的。

而无论从企业财务营运绩效还是可持续发展绩效上来看，大型、中型企业都明显优于小型企业，说明在当前国内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规模较大的企业基本上处于优势地位。因此，规模较小的企业如何不断发展壮大，以在当前的商业社会中立足并取得成功也是浙江企业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4.7本章小结

本章在上一章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对企业社会责任中的资源以及企业社会责任这种企业战备资源进行理论分析和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本研究相应的概念模型。在这一章中，重点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资源维度进行了有效识别，并解决了在企业社会责任背景下企业绩效评价维度的问题。

本章从问卷设计、数据收集过程入手，问卷设计经历了四个不断修改和测试的阶段，同时根据专家观点在可靠性方面进行了深入考虑，可以基本保证问卷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利用问卷数据对本研究的概念模型进行了检验，对相关数据和变量进行的信度和效度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模型分析的各变量的测度均满足信度要求，问卷内容效度较高，并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方差分析证实了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四个资源维度和企业绩效的两个评价维度，接下来将进一步探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声誉资源间的相互作用及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


第18章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协同

作用机理实证研究上面笔者重点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资源维度进行有效识别，以及基于企业社会责任下企业绩效评价问题。实证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声誉资源四个资源维度以及企业绩效具有可持续发展和财务营运绩效两个评价维度。

本章将回答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是什么”的问题，即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影响的路径问题。首先，对企业社会责任各单项维度对企业绩效的直接作用进行检验；其次，考虑资源的互补性或组合，利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对各单项资源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以描述这种动态协同的作用。

5.1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作用机理模型和

假设第3章笔者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理论分析，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战略资源属性，上一章进一步有效识别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声誉资源四个资源维度以及企业绩效的可持续发展和财务营运绩效两个评价维度。

本模型基于资源基础理论，考察作为战略资源的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联性，本概念模型旨在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具有正效应。这种作用可以分解为两部分：直接作用和协同作用。本概念模型以企业社会责任为基础，并考虑资源间的协同作用，把资源基础理论同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结合起来，对资源基础理论进行了有益的补充，同时拓展了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研究领域。

资源基础理论强调的是内部资源的积累和能力对价值创造的重要性，相对而言，忽略了企业只是产业链的一个环节。企业必须在一定社会经济环境中运作，它依赖于外界环境(pfeffer &Salancik，1978)，与外界环境存在广泛的联系，这不仅包括物质、资金、人员、信息等要素的联系，而且还包括社会网络关系。而社会资本理论强调了企业与外部主体的关系特性。Lee等(2001)对新建企业的分析认为新建企业不仅要开发企业特有的资源，而且需要通过它们的社会网络获取外部补充性资源。他们的开创性研究工作为本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类似地，Riahi &Belkaoui(2003)也指出，把资源基础理论同利益相关者观点结合起来具有重要意义。应该说，任何企业都需要在内部开发资源的同时，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发挥内部和外部资源的共同作用。因此有必要将资源基础理论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结合起来对企业绩效做出全面的解释，而不是片面强调内部或者外部资源的重要性。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出现和发展为资源基础理论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整合提供了良好的概念基础。企业社会责任强调了企业内部的无形战略资源与外部关系资源的协同作用。本书以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为核心，把资源基础理论中的企业战略资源同企业层面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有机整合起来，拓宽了资源基础理论对企业战略资源的认识。

5.1.1企业社会责任各表现维度对企业绩效的直接作用

企业社会责任是由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声誉资源四个资源维度构成的战略资源整体，这些单项资源对企业绩效的直接作用已经被许多的实证研究所检验。

1．物质资源对企业绩效的直接作用

物质资源包括企业使用的物质生产技术、厂房和设备，以及企业的地理位置和获取原材料的方式。许多学者认为只有无形的、难以模仿的资源才是一个企业战胜竞争对手，给股东创造价值的资源，但那些能嵌入商业过程的物质资源，也具有不易为竞争对手所模仿的性质，从而产生企业的竞争优势。Wlliamson(1975)和Barney(1991)关于企业的资源基础观一直强调依靠嵌入的资源，利用其互补与联合的特性来维护竞争优势，提高企业绩效。如上所述，嵌入的(embedded)资源是指一种资源的价值被不可分解地连接到另一种互补的或联合的资源里，它表示资源价值的增强，即一种资源与另一种资源结合时发挥的作用较该资源独立发挥作用时能产生更高的价值。嵌入的资源具有联合特性，即如果一种资源没有另一种资源的补充，那么其自身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企业社会责任中，环保、环境控制技术与安全生产、财务手段、技术基础设施是一系列资源的集合，对企业取得长期竞争优势具有较大的作用，它实质上构成了企业的内外部物质资源能力(Zahra &Nielsen，2002)。

首先，环境控制技术以及基础设施能力促进企业进行环保友好生产，并与社会、社区保持良好互动关系，降低协调成本、交易成本甚至法律成本，从而提高生产效率。

其次，财务技术能力，关系到企业的投融资水平。良好的财务管理技术能力不仅能保证企业正常运营，有效率地使用资金，节约资本成本，而且可以在经营环境恶化时，保持持续经营，避免停业甚至破产的风险，提升客户关系管理及市场份额，从而提高企业的绩效。

最后，虽然技术基础设施各组成部分能够通过市场购买到或容易被竞争者模仿，但把各组成部分整合成为符合企业自身所具有的技术能力和环境控制能力的设施平台，需要企业的技术专家运用以往的经验并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进行建设，因而相当复杂而不易被竞争者所了解，因此可成为竞争优势(Weill &Broadbent，1998)。同时，由于受到“时间压缩不经济”的影响，对于新进入者来说，仅仅通过“投入大量资本”购买相应的环境控制技术设施系统就想赶上竞争对手的发展步伐，是比较难以实现的。基于以上研究结果，笔者提出下列假设：

假设h1：物质资源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具体地：

假设h1a：物质资源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假设h1b：物质资源与企业营运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2．人力资源对企业绩效的直接作用

长期以来，人力资源被认为是企业的关键资源(pfeffer，1994)，人力资源对企业绩效的直接作用在人力资本理论、战略管理和组织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中都进行过讨论。早期人力资源和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之一来自Benson和Lohnes(1959)，总结了有技能的人力资源雇佣密度的差异是系统的，与工厂的主要流程和市场有关。之后许多研究证实拥有技能、知识和能力的人可为企业创造价值；企业旨在增加雇员技能、知识和能力的投资有利于提高个人生产力和增进企业绩效。

战略管理理论中的资源基础理论重点提出了雇员作为内部资源对发展和维持企业竞争能力的作用，认为由于传统的竞争优势的来源如资金、规模经济等随着全球化和其他环境因素的变化而被削弱，人才是持续竞争优势的最终来源。pfeffer(1994)更进一步提出，希望在当今全球竞争环境下成功的企业必须进行适当的人力资源投资来获取和保留比竞争对手更出色的人才。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发现，包括教育水平、经验和技能在内的人力资本属性，特别是高层管理者的特性显著影响企业的成果(outcomes)。劳动力质量能显著地解释企业间生产力的差异(Griliches &Regev，1995)，对企业增强回报和增加运营规模的能力也有显著影响。

pack(1972)针对管理人员的技能揭示管理技能是企业生产力增加的关键催化剂。Lynch和Black(1995)，Snell和Dean(1992)证明人力资源是组织生产力的决定要素。他们认为人力资源通过各种途径给企业创造了价值，最明显的是企业在通过价值链(porter，1985)创造最终产品附加价值的过程中，人力资源与各种投入品相结合转化为最终产品，从而提高了产品的附加价值。Wright等(1994)着眼于人力资源的认知角度说明了人力资源对竞争优势的影响，其他学者分别关注能力或技能对竞争优势的作用。

上述研究分别验证了提高人力资源的技能对提高企业生产力、营运能力的正面作用，以及从人力资源角度证实了其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决定作用。由此可以推断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必然具有正效应。基于以上研究结果，笔者提出下列假设：

假设h2：人力资源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具体地：

假设h2a：人力资源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假设h2b：人力资源与企业营运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3．技术资源对企业绩效的直接作用

Lee等(2001)针对高技术新创企业的实证研究中，提出新创企业的内部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内部能力主要包括企业家导向、技术能力和财务资源。从他们对内部能力的分析看，内部能力是类似技术资源的概念。技术资源(能力)则是组织所拥有的科技知识、专利以及生产技术的总称。财务资源的提出是针对高技术新创企业一般缺乏运营和研发资金的现实状况而提出的。不考虑研究对象的特质，则企业内部能力中的技术资源(能力)是核心能力，这些都是技术资源的范畴。他们以销售增长为新创企业绩效指标进行回归分析的研究结果表明，内部能力显著影响新创企业绩效。

我国学者张钢(2000a)也认为，技术资源是“导致企业生产可能性边缘外移的催化剂”，因为组织资本中的技术资源能够使企业克服X-非效率，也能够通过战略、结构与文化的协调作用将物质资源和纯粹人力资源调动到实现企业技术创新的方向上来，从而提供企业的技术水平，最终增进企业的经济效益。

根据资源基础理论(RBV)，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所有资源维度中，并不是所有的资源对绩效都具有相同的贡献(Barney，1991)。虽然众多文献在描述企业资源时，用VRIN，即企业的资源带来持续的竞争优势，但Conner(1991)和Fahy(2002)所谓的VRIN特征可以累积产生资源壁垒的高度，即竞争对手复制的壁垒。这种资源产生的壁垒效应可以保护企业从这些资源中所获得的经济利益不受竞争者侵蚀。因此，Michalisin等(1997)提出，研究者们应更多地关注那些无形资源，在这些资源中能够抵御竞争对手复制模仿的一个途径就是来自于企业自身的技术资源(能力)，如知识产权、专利、研发能力，还包括企业特有的文化等。

无形资源如专利和版权等通过知识产权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这种法律层面的保护构成了其部分对手们模仿或复制的高度壁垒。企业进行研发投入，不断生产和研究新产品，以及开展更多的环境保护技术研究，本身就是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在一些学者的文献中，企业进行研发的创新活动，其成果属于整个社会共享，是对整个社会的贡献，企业本身虽然从中获得了可观的经济利益，但相对其正的外部性来说，给整个社会、整个人类带来的利益更多更为巨大。

企业社会责任除了能吸引和留住员工外，从产品生产过程来看，还能改善产品质量，降低企业对社会规制的服从成本，从而形成新的市场机会等。只要企业取得新的独特的工序并能为超越竞争对手提供机会，那么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就取得了新的竞争优势。另外，环境政策的履行建立了企业学习的资源，加强了跨部门的整合，提高了员工的技术，这些因素最终提高了生产率。

Griliches(1979)将R&D投资与企业长期绩效建立起正向促进的作用，在这些模型中，R&D被作为一种“技术资本”的投入形式，这种技术资本导致知识的增强，并推进产品和过程的创新，这种创新活动能够促进企业的生产效率，从而最终带来积极的绩效。由于技术资源(能力)能够构成企业无形资源，并促进企业长期的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因此可得到下列假设：

假设h3：技术资源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具体地：

假设h3a：技术资源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假设h3b：技术资源与企业营运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4．声誉资源对企业绩效的直接作用

经济行为根植于更大的组织间网络，外部关系在企业获取补充资源和能力、开发新的商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pfeffer和Salancik(1978)也指出，组织只是产业链上的一环，它的生存和发展必然依赖于环境。企业管理企业间关系的能力提供了一种竞争优势，声誉资源及关系资本表达了企业间关系对企业绩效的价值。一般认为，企业间的关系可以有获取更多资源、直接导致竞争优势和促进学习等作用。

pennings等(1998)等都说明了社会资本能够促进组织绩效。企业社会资本在Gabbay和Leenders(1998)看来是：“企业通过社会关系能够积累的有形和无形资源的综合，它能够促进企业目标的实现。”

Leenders和Gabbay(1999a)主张企业的外部网络是企业绩效的主要贡献因素之一。组织与供应商和其他合作伙伴建立良好关系，有助于以更优惠的价格获取外部资源用于产品或服务的生产，以更高质量的产品吸引和保留顾客。

声誉是重要的关系资本之一。一些实证研究显示，公司声誉是带来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性无形资源(petrick，et al.，1999)。公司声誉主要通过公司与员工、顾客、供应商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建立长期良好的关系而逐步形成。声誉传递着企业在市场上优势地位的信息，能够带来持续的竞争优势。

根据资源基础理论(RBV)，企业关系资本中的核心在于企业的声誉资本(reputational capital)，企业具有良好的社会责任声誉有助于改善其与外部的行动者(诸如消费者、投资者、银行、供应商、竞争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并且还能吸引更优秀的员工及提高员工对企业的忠诚(Fombrun，et al.，2000)。因为声誉资源对企业成员具有激励效应，声誉租金越高，企业成员的诚信度也越高，并且如果声誉嵌入到结构比较健全的社会中，会形成统一的价值和信念，从而对企业和社会的发展形成良性的推动作用。

企业声誉不是轻易能得到的资源，好的企业声誉需要企业付出相当长的时间，并且做出稳定而持续的投资。这已经被确认为企业可持续性竞争优势的最重要的无形资源。实证研究也发现在企业声誉和企业经济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声誉资源依赖于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当企业有能力做到顾客对其忠诚，投资者对其信任，合作者对其满意，同行业中形成规制的氛围，媒体中形成良好的形象，这时可以说企业的声誉资本已经建立起来了。

一个具有社会责任形象的企业能依靠其声誉资本在商业界获取更多的投资者、合作伙伴的青睐。Bansal和Clelland(2004)的比较研究表明，更具有社会责任形象的企业比其竞争对手在市场风险中更具竞争优势。当然也有学者对声誉资本与企业经济绩效关系的研究提出了质疑。Brammer和pavelin(2004)就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用成本收益去研究所有形式的企业经济绩效是有问题的，CSR仅是促进了企业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加快了识别过程。因而参与CSR为企业创造声誉资本从而获得收益还得具备一定的条件，即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行为必须和企业的特征相适应。对不同企业在环保管理中的比较研究发现，加强环保管理能提高某些与环境关系密切的企业的声誉，而与环境关系并不密切的企业投资于环保管理收效甚微。因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如果超越企业自身性质的活动则将浪费企业资源，降低企业经济绩效。

因此可得到下列假设：

假设h4：声誉资源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具体地：

假设h4a：声誉资源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假设h4b：声誉资源与企业营运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5.1.2企业社会责任各维度协同作用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资源基础理论提出，即使一种资源自身具有有价值、稀缺和难以模仿性，它仍需要与其他资源互补才能更好地发挥竞争优势。单项资源对竞争优势的贡献固然重要，资源的互补性或者组合也值得关注。任何单个企业都不可能拥有企业发展和获得竞争优势所需的所有资源或者构建新的资源。现代产品和服务的技术复杂性更增加了组织间相互依赖的程度。资源组合的研究有两类，一类是有形资源与企业特有的无形资产的组合，另一类是无形资源的组合研究。本书主要考察企业社会责任要素间的相互作用问题。

正如文献综述部分所指出，企业社会责任的单个维度间的协同作用难以预测，目前的研究很少涉及这个领域。诸如“一种资源的变化是否影响其他类型的资源？”“一种资源能否向另一种资源转化？”“四种类型资源的投入怎样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问题已被学者们提出，但是目前尚无系统的分析和研究。

笔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单个要素间的确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关系。在企业社会责任的结构中，人力资源和声誉资源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活性因素，物质资源和技术资源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保障和支持因素，四者的相互作用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

1．人力资源与声誉资源的交互作用

人力资源与声誉资源相互影响的研究较少，但是从人力资源和声誉资源的概念上看，两者具有紧密的联系。声誉资源主要指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和维系主要需要人力资源的配合和支持，从这个角度看，人力资源和声誉资源是不可分割的。较高水平的员工素质和交际能力(即高水平的人力资源)能够为企业吸引和留住更多的客户，为企业带来更和谐的合作伙伴关系(即促进企业声誉资源的增加)，最终能够带来企业绩效的增长。

另外，良好的企业声誉，不仅可以吸引优秀员工加盟，而且可以留住企业已有员工，增强企业员工的荣誉感，降低员工的周转率，减少解雇、招募和培训的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的绩效。

鉴于上述研究成果，本研究认为人力资源与声誉资源间存在正向关系，人力资源与声誉资源的相互作用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效应。因此本研究拟验证下列假设：

假设h5：人力资源与声誉资源存在正向关系。

假设h6：人力资源与声誉资源的协同作用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效应。

具体地：

假设h6a：人力资源与声誉资源的协同作用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产生正向效应。

假设h6b：人力资源与声誉资源的协同作用对企业营运绩效产生正向效应。

2．物质资源对声誉资源的作用

物质资源包括企业使用的物质生产技术、厂房和设备，以及企业的地理位置和获取原材料的方式(Barney，1991)。企业社会责任中，环保、环境控制技术与安全生产、财务手段、技术基础设施是一系列物质资源的集合，对企业取得良好声誉，从而获取竞争优势具有较大的作用，它实质上构成了企业外部声誉的基础。

首先，环境控制技术以及基础设施能力促进企业进行环保友好生产，并与社会、社区保持良好互动关系，提高企业责任形象和长期声誉，降低协调成本、交易成本甚至法律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从而提高企业绩效。

其次，财务技术能力，关系到企业的投融资水平。良好的信誉和商业信用，不仅能保证企业正常运营的资金来源，有效率地使用资金，而且能节约资本成本，也可以在经营环境恶化时，保持持续经营，避免停业甚至破产，提升客户关系管理及市场份额，从而提高企业的绩效。

鉴于上述分析，并结合前面的理论分析，本研究认为物质资源与声誉资源间存在正向关系，并且物质资源通过声誉资源的作用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效应。因此本研究拟验证下列假设：

假设h7：物质资源与声誉资源存在正向关系。

假设h8：物质资源与声誉资源协同作用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效应。

具体地：

假设h8a：物质资源与声誉资源的协同作用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产生正向效应。

假设h8b：物质资源与声誉资源的协同作用对企业营运绩效产生正向效应。

3．人力资源对技术资源的作用

人力资源维度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实现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它将员工看成是一种价值资产，在这种高承诺的模式下，员工对企业的承诺、适应性和高质量(技能、创造能力、业绩等)得到发挥，从而使企业产生一种有价值的竞争能力，较高素质的优秀员工是企业进行技术革新和创新的基础所在。正如上面所述，较高水平的员工素质和交际能力(即高水平的人力资源)能够为企业吸引和留住更多的客户，为企业带来更和谐的合作伙伴关系(即促进企业声誉资源的增加)，最终能够带来企业绩效的增长。

此外，企业的技术资源如企业进行研发投入，不断生产和研究新产品，以及开展更多的环境保护技术研究，同样离不开企业人力资源的状况，具有较高素质人力资源的企业则可能具有较高水平的技术研发和创新能力，从而带来好的企业绩效水平。

鉴于上述研究成果，本研究认为人力资源与技术资源间存在正向关系，人力资源与技术资源的作用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效应。因此本研究拟验证下列假设：

假设h9：人力资源与技术资源存在正向关系。

假设h10：人力资源与技术资源协同作用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效应。

具体地：

假设h10a：人力资源与技术资源的协同作用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产生正向效应。

假设h10b：人力资源与声誉资源的协同作用对企业营运绩效产生正向效应。


第19章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测量和数据收集过程

根据Carroll(1979)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经典定义，任何一个现实企业，无论是否愿意，都或多或少履行了一定的社会责任，只是不同企业在履行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但是，大部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出发点并非纯粹出于社会公益，而是希望这些社会责任行为能获得企业利益相关者特别是企业消费者更多的支持。但是，不同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偏好不同，如果一个企业想获得更多支持，就必须提供符合其利益相关者需要的社会责任项目，我们把符合企业利益相关者需求的社会责任，称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企业社会责任水平评价是目前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领域的一个焦点问题。因为评价指标既要反映社会的期望，又引领着企业的努力方向，甚至可能影响未来企业和社会的发展。在上一章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资源识别的基础上，本书进一步试从文本分析的方法，从四个维度对浙江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情况进行实证调查。

5.2.1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文本分析方法

1．几种常见的评价方法

随着时间的发展，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是不断发展的，同时，更注重评价模型的实用性和评价方法的系统性。

但是这些评价模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评价标准主要都是由研究者预定的，很少有实证研究证明这些标准准确反映了特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Bernadette M.Ruf (1998)认为，过去的有关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评价，无论是财富名誉调查、KLD数据库，还是伦理投资目录等所考虑的评价指标都是一样重要的，没有考虑不同指标的权重问题。他提出了一个运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各项不同指标的权重的方法。他以KLD数据库为例，做了一个实证研究，发现当企业社会责任维度较多时，层次分析法是耗时和麻烦的。因为需要成对分析，问题的数量可能迅速增加，增大回答的难度，影响回收率。同时在企业社会责任的维度上没有统一的认识，所选择的特定维度，很多时候仅仅是研究者个人的观点，缺乏客观性和理论的依据。现有的很多研究所表达的是企业管理层的意见，对企业的其他利益相关者不一定具有普遍的价值。但是，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企业社会责任不同的维度，对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群体来说其重要性是不同，如人力资源维度主要对象应是企业员工，而声誉维度则更多是对应消费者、供应商等外部利益相关者。因此，在评价企业社会责任水平时，应该考虑评价的角度和所选维度的问题。

本书尝试通过物质维度、技术维度、人力资源和声誉资源四个关键维度来建立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指标体系。

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评价的具体方法看，目前常用的主要有三种：

(1)企业社会影响的主观评价，主要采用专家评分法，即用公众(主要是行业内的权威人士)对企业的总体印象进行评价，如财富企业名誉评价调查、CEO的态度、KLD等。该方法的主要缺陷在于主观性太强，专家对企业的某一方面的印象可能影响他们对企业的总体评价。另外，由于不同行业聘请的专家不同，其评价结果之间可能缺乏可比性。

(2)企业社会责任项目的客观评价方法，即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项目的具体成绩来代表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如企业的有毒废弃物排放量、企业社会慈善捐赠额、企业每年新增的工作岗位数、纳税的增加额等。该方法克服了第一种方法的主观性缺陷，但是，并非所有的企业社会责任项目都能用具体数据来表示，所以对于那些不能定量化的社会责任绩效则无法进行评价，特别是该方法对企业社会责任承诺评价无能为力。

(3)认证，主要用于对单个企业的社会责任的评价，如SA8000、ISO1400和ISO14063等。该方法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现有的关于企业社会责任认证项目比较少，另一方面现有的认证项目的评价指标也存在诸多争议。比如，SA8000是以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经济状况为基础制定的，对于我国企业不一定适用。而且认证机构少，认证费用高，申请认证比较困难。

在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机构。不过，已有类似于财富名誉调查的排行，那就是南方周末从2004年开始的每年一次的内地企业创富榜。我国《南方周末》创富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采用的是主客观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它根据专家的意见拟订了企业慈善捐赠、纳税、关爱员工、公众形象、诚信守法、保护员工合法权益等与社会责任相关的项目，并主要通过有关民间机构、上榜企业、政府部门和公众媒介等渠道获得的数据对各项指标进行评分，其中公众形象采用网上投票的方法获得。将各项的最高额作为标准100分，而其余的分数则是与标准得分的比较而来的。创富榜开了中国民间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评价的先河，其评价项目的得分大部分来自于企业的实际数据，如慈善、纳税、员工的福利等，具有一定的可信性。但是，其指标比较少，只反映了企业对员工、对社会整体利益的部分关注，而对消费者、股东的利益几乎没有涉及。而且，只对部分民营企业进行评价，每年上榜企业不到100家(2004年80家，2005年90家，2006年增加到100家，2007年和2008年100家)。

上述三种方法还存在一些共同的缺陷：一是需要有专门的机构或者组织进行专门的评价，而企业自身或者一般的研究者，很难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二是上述方法所评价的往往是企业某一方面的社会责任，缺乏对其社会责任的全面评价；三是主要由学者或者研究机构制定评价标准，而这些群体可能并不是企业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其评价也很难对企业起到激励作用；四是上述方法无法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承诺进行比较和评价。

为了克服上述方法的缺陷，一种主客观融合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评价方法正被一些学者所使用，这就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文本分析方法。

2．文本分析方法及适用条件

文本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也称内容分析法，是20世纪40年代末期兴起的一种新的文献研究方法。它通过考察现存的文章、书籍、日记、信件、所拍的电影、电视、照片、歌曲等，来了解人们的行为、态度和特征，进而了解和说明社会结构和文化变迁。拉扎斯菲尔德和贝尔森认为“文本分析是一种对传播所显示出来的内容进行客观的、系统的、定量的描述的研究技术”，它是通过一种客观系统的分类原则，把各种书面材料、宣传品或者艺术品以及其他的一些声音或者图像材料中的一般信息翻译成为能被比较的数据的一系列方法。研究者所分析的是这些材料的表面内容和信息，而不是其深层的内涵。其主要的目标是决定内容中某一项目的频数，或者决定某一类别在整个内容中所占的比例等。

文本分析具有客观性、一致性和普遍性的特点：

(1)客观性是指研究过程的每一步都应该建立在明确的公式化的规则或者过程的基础之上。

(2)一致性意味着对所有对象内容的分析必须有一个一致的原则，自始至终坚持一个标准。

(3)普遍性(一般性)要求研究有一定的理论指导，结果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具有普遍的价值。一般性是文本分析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特征。这也是它与一般内容目录编写的主要区别。在编写目录时，也遵循一致性、客观性的原则，但是其内容的分类不具有理论上的普遍性，或者说不是为了得出一定的理论上的结论。

holsi(1969)认为，文本分析特别适合于三种研究状况：

(1)当研究数据的收集比较困难，或者研究者所需要的资料被限制在文档资料中时，可以采用文本分析方法。特别是由于时空的限制，不可能直接接触到研究对象，而别的研究方法如问卷调查、面谈等又不可行时，文本分析方法可以给我们提供帮助。

(2)假如我们得到了一些能够说明一定理论的数据，查找这些数据对象本身的文字说明也是非常重要的。

(3)当被调查的内容涉及对象本身的一些比较微妙或者复杂的问题，研究者可以通过有关的报纸、杂志、电台、文件等的文本分析得到。

文本分析方法常被用来反映群体、机构或者社会的文化模式；揭露单个群体、机构或者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或者用于描述社会交往中人们主要的交流内容的发展趋势等。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有学者将这一方法用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

Ernsi和Whinney(1978)为了定义企业所披露的社会责任范围，用人工方法针对财富500强的企业1972-1978年度报告中有关社会责任方面的信息披露，开发了一个分类系统，结果显示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项目随着时间的不同而在不断变化，但是其大类仍然相对稳定，主要涉及环境、平等机会、员工问题、产品问题、参与社区活动等几个方面。

Bowman和haire(1975)曾经分析了美国的82家食品企业的年度报告，用属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在企业年度报告中所占的百分比来确定企业社会责任水平。这种测量已经开始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定量分析。但是，从他们的测量中，却无法看出企业具体社会责任项目的得分情况。

Walversity F.Abbott和R.Joseph.Monsen(1979)对Ernsi &Whinney(1978)的方法进行了改进。他们根据Ernsi &Whinney的分类，把企业年度报告有关企业社会活动的内容进行分类和编码，出现一条相关的内容就得1分，没有则为0分，最后总分为该企业的社会责任得分，这样使得企业社会责任的披露这一定性的内容得到了部分定量化的处理。

Wolfe(1991)使用了人工的方法对20个样本企业1989的年度报告中是否披露了他所关注的八个方面的社会责任项目进行了文本分析，所使用的方法与Walversity F.Abbott和R.Joseph Monsen(1979)类似，不过，他事先确定了分析的主要指标即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八个方面。

pava和Kvausz(1997)评价了33个财富500强企业的年度报告、CEO对股东的致辞以及企业目标中提到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并对他们进行了分类比较。

由此可见，在文本分析方法被运用于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几十年时间里，逐渐地由定性向定量转化，并不断地被发展和完善。

3．文本分析法的步骤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虽然有很多学者运用过文本分析方法来研究企业的社会责任，但是，正如Weber(1991)所说，文本分析用一种模式化的方法来描述了一种分析框架，它并不是一种统一的、普遍适用的具体分析方法。相反的，在进行具体的分析时，研究者必须根据研究的对象、内容和目的选择合适的方法。Wolfe(1991)根据前人的研究和自己的经验总结了文本分析的7个基本的步骤：

(1)决定分析样本资料的来源。这一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决定被分析的文档资料。如年度报告、报纸的文章、工会的声明、企业的致辞等。二是决定分析文档资料的什么内容。

(2)定义记录的单位。即决定分析和记录原文的段落、句子还是词汇。

(3)定义被编码的主题。这主要由被研究的问题来决定。比如选择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主题，那么就应该决定分析企业社会责任的哪些内容。

(4)定义在编码中使用的分类原则。在进行这一步时，必须注意两个方面：一是不同类别之间不能相互包含，二是注意每一类的宽窄问题，即每一具体类别所包含的问题数。

(5)定义编码方法。一般有三种方法：人工编码、计算机编码和混合方法。

(6)初步的编码实验。运用具体的所确定的文本分析方法对一个或者数个样本进行实验，以便查出不明确的地方并及时进行修订。

(7)评估编码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要从文本分析中获得可靠的信息，分析过程必须是客观的、可靠的，即不同的人用同一种方法对同一段文字进行编码，所得的结果应该基本相同(Wolfe，1991)。Weber(1991)［40］认为，最好的可靠性是将文本分析的结果与外部标准进行比较，特别是外部的一些权威机构公布的数据。同时文本分析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也表现在它的稳定性方面，它的结果应该是不随时间而改变的，也就是说，一段时间之后，在应用同样的方法分析同样的文档，能够得到一致的结论。但是，由于文本分析所不可避免的主观性，加上一些有关的社会责任报道的时效性，所以编码的有效性和可行性一般很难验证，就现有的研究来看，几乎没有对编码进行验证的示例。

在应用文本分析进行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时，很多研究仅仅是基于特定的一些规则列出所分析内容的一些特征，进行一些描述性的研究。Walversity F Abbott和R Joseph.Monsen(1987)及其后来的一些研究者对一些社会责任内容进行了赋值处理，使他们成为可以进行统计分析的数据，这使得文本分析走向了定量化。

5.2.2数据收集过程

任何企业社会责任测量模型的发展必须符合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定义。Wartick和Cochran(1985)定义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与结果相关而不是与形象、动机和过程、组织结构相关。

Bernadette M.Ruf(1998)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水平测量应该：①考虑组成社会绩效的各种因素；②与组织的特征无关；③建立在结果测量而不是感觉测量的基础之上；④反映被考虑的利益相关者的价值。

要满足前两条标准，有必要选择反映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结构的维度，这些维度的选择不应该被所评价的具体对象所影响，而应该正确地描述主要的社会规则。

从一个测量的观点看，发展一种对企业社会责任结果的测量而不是对社会责任理解的测量，对于综合系统的测量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以前的一些测量没有专门解决这个问题，例如企业社会责任财富500强评价是以管理者、外部董事以及证券分析家对不同企业的评价为基础，然后把来自社会责任的个人维度的结果平均而成的。既然这样，就没有努力地从感觉中去分离绩效，这种测量被限制在特定的利益相关者群体中，别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观点可能与财富500强评价得到的观点不一致。财富500强选择了一群人来评价他们自己专业领域内的少量企业，但是，因为排序者的不同，一个产业中的企业排序很难与另一个产业相比较。

综上所述，要发展能解决问题的企业社会责任有效测量，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1)确定和选择企业社会责任的维度；

(2)评价企业在每个选择维度上的水平；

(3)综合相对重要性和绩效评价分数的结果。

在上述的三个方面中，第一个方面，我们在第4章已经进行了分析，通过对样本的问卷调查，确定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维度。本章我们将从每个维度进行评价，最后对样本企业的社会责任总体水平进行综合评价。

1．企业社会责任文本分析法测量

企业作为一个社会经济组织，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与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分不开。因此，一个企业，无论其行业和规模如何，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对自己看重的利益相关者有所承诺，这种承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以及企业形象的认同。

但是，只有承诺又往往是不够的，人们可能更看重企业实际从事了哪些社会责任项目，即企业实际的社会责任行为，这些行为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实际表现。本节试图以资源基础理论为指导，寻求一种企业社会责任定量测量方法。

(1)企业的社会责任总分计算

在确定了企业社会责任评价维度之后，我们可以用这些指标去衡量具体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

假设经过访谈、讨论和问卷调查所得到的企业社会责任的资源维度指标有M个，即有M个不同的维度，用这M个指标去衡量不同的企业，假设第X企业第j维度的得分为SXj，我们可以综合第X企业M个维度的得分，得到X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总得分：

TSX=mj=1SXj(5.1)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一个有效的模型，不在于它有多精巧和复杂，关键在于适用和简捷。一个模型要能真正地运用于实践，还需要搜集相关的一些数据。在上述的模型中，关键的数据有两种，一是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维度的数据，这个在第4章已经通过问卷的统计分析得到；第二类数据是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方面的数据。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社会责任承诺；二是企业社会责任行动。我们知道，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不是企业的商业秘密，企业只要有所行动，必然会留下相应的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内容分析，我们能够得到相应的数据。比较而言，上市公司的数据更容易得到，因此，本书的后续分析将以部分上市企业为样本。

为了保证本章及后续分析的顺利进行，我们必须作一些基本的假定：

①所有上市企业的数据都是真实的；

②所有上市企业的认证和荣誉都是通过合法程序和合法途径得到的，企业所有的大事记载都是企业真实活动的反映。

(2)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文本分析计量

在具体利用内容分析方法时，我们可以借鉴Bruce和John［43］(2004)对商业伦理规则进行识别和比较的方法。Bruce和John(2004)提出了比较不同企业的商业伦理规则的六个尺度：长度、焦点、详细水平、形式、主题内容和语调。通过对这些的描述，来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一些定性的比较。

①长度，主要是指一个商业伦理规则所包含的清楚的、明显的声明或者观点的数量。例如，一个企业在其公司宗旨中，明确规定的有关商业伦理的声明是8条，而另一个只有5条，则可以对其进行初步的比较了。但是，仅有长度仍无法对不同的规则加以区别，因为，声明数量相同的规则可能包含的内容不一样。如企业A和企业h都有8条声明，但是，它们的内容和重点可能不同。因此，可以通过焦点来区分。

②焦点，是指这些声明所集中表现的主题。如企业A、B均有8条声明，但是企业A的8条的内容，主要是说明了2个主题，而企业B则说明了3个主题，这样，A、B的商业伦理规则的形式则有所区别了，对于企业A是82，而企业B则是83。即使这样，也同样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2个主题有8个声明，可能其中有7个声明描述一个主题，而另一个声明描述了1个主题，但是对于83来说，可能每个主题都有2~3个声明描述，这样看起来好像难以区分，我们可以引进详细水平。

③详细水平，是指每个主题所包含的声明的个数。如对于企业A，其详细水平82~71，而对于企业B则为83~332。

Bruce和John(2004)还从形式、内容、语调方面作了一些区分。他们认为，可以把表现形式分为垂直的形式和平行的形式，前者是指对有限的主题集中的强调，后者则是对很多主题的覆盖面，比如，一个平行形式的伦理规则可能有9个声明显示9个不同的主题，而一个垂直的形式则可能是1个主题有9个不同的声明，这样它们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主题内容是指在主题形式后面加上一些描述性的语言，以表明主题所集中论述的内容，如“5111，诚实”表明的是一项规则有8条声明，覆盖4个主题，其中有S个声明强调的是“诚实”的主题。伦理规则是引导性的声明与禁止性的声明的混合，一般来说，引导性的声明表示一种积极的、乐观的、令人鼓舞的语调，而禁止性的声明表示一种法规的、惩戒的、否定的语调。如果一个商业伦理规则前面的所有维度都相同，从语调上也可以将它们进行区分。

Bruce和John(2004)提出的对不同商业伦理规则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识别的方法有一定的意义，它使研究者能够对定性的商业伦理的一些条文进行一些更精确的比较、总结和研究，找出它们之间的不同。但是，从总体上来说，这种研究仍然是一种定性的研究，只不过是对文字材料进行了一些数字化的分类而已。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一种商业伦理规则的分类方法，它不能对不同的商业伦理规则进行精确的计量、分析和比较。

本书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企业社会责任的计量方法。

首先，分析承诺的长度，即承诺所包含的声明个数。

其次，分析声明的焦点，即这些声明的主题数，或者这些声明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数目。即将各项内容归到每一个利益相关者大类中，然后利用大类的权重进行计算。

再次，分析声明的详细水平，即每一主题或者利益相关者群体所包含的具体的声明的个数。

最后，给每一声明赋值为1，根据各维度测量主题，利用公式计算企业社会责任承诺的总得分。

2．企业社会责任文本分析法应用

企业社会责任的实际供给是企业实际采取的社会责任行动。我们假设，企业只要有类似的行为，就一定会留下相应的数据资料。这些数据可以通过现有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数据库查询。有些国家和地区已有一些现成的数据库，记录着企业某些方面的社会责任行为结果。如美国目前的研究常用有毒废弃物排放的详细目录、企业的慈善捐赠榜等(Griffin，Mahon，1997)。而英国的研究比较常用的是英国银行业社会责任目录、英国伦理投资研究服务目录等，德国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公认的一些排行榜或者目录。中国南方周末《创富榜》的数据如慈善榜、纳税榜等，都记录着一些企业某些方面的数据。如果没有相关的数据库，也可以通过企业的财务报表以及企业公开的慈善、纳税等方面的数据和信息来测量企业的实际社会责任的供给。还可以通过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问卷调查来获得数据(phutut h.Subroto，2002)，不过，有关企业的问卷调查，由于关系企业自身的一些商业秘密或者信誉问题等，其结果的真实性和客观性难以保证，比较而言，公开的数据库或者报告可能更具可行性。

在这些公开的数据库中，有些是直接的数字性的资料，比如，企业的慈善捐赠的经费、企业的年纳税额，有的则是定性的资料，如企业的年度报告等。

对于企业公开的资料我们可以直接拿来作为实证研究之用，结果也可以直接比较，例如南方周末创富榜上的企业，在员工、社会等方面都有自己的得分，根据这些分数，我们可以用前面的公式，直接计算它们的社会责任总分。但是，这些资料总是有限的，它往往不是根据研究的目的来设计的，因而不是很全面。另有一些途径也可以获得企业的实际社会责任的活动数据，这就是企业的年度报告、企业自己网站中的有关企业活动的记载，如企业大事记、企业荣誉、企业文化、企业新闻等，都可能记录着企业当年的活动，这些活动也反映了企业社会责任状况。但是这些记录往往是分散的，需要进行详细的内容分析。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结果，主要存在于企业的三个方面：

(1)企业荣誉和认证

从企业网站中的企业荣誉栏或者企业的成长历史栏，可以寻找企业在某一年度的相关获奖信息。我们假设企业的所有获奖都是对企业过去行为的肯定，凡是获企业社会责任项目相关奖项一次，得1分。如果是获得“重合同守信用”单位称号，则在社会规则中的“具有良好商业信用”和“遵守合同约定”两项各记1分，获得ISO9000系列和ISO1400系列，则在相应的为消费者提供好的产品和服务以及注意环保、提供环保产品项目各记1分；获得安全认证，则在“提供安全的产品”项记1分，依此类推。由于企业的认证获得之后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内都有效，因此，凡是获得质量、产品安全、环境等认证，我们均视为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成果。

(2)企业活动记录

从企业网站的大事栏目、企业动态或者企业新闻中，查找某年企业相关的社会责任活动。参与当地社区活动1次记1分；关于企业员工的培训等，根据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计划，有系统培训计划统一记作1分。因为当培训成为企业的日常管理工作的一部分时，它可能不再是企业中需要特别宣扬的事情了；企业有职工代表会、企业管理者与员工有座谈交流或者有领导信箱等，便在相应的“诚实清楚地与员工沟通”上记1分，依此类推。

(3)企业年度报表

从企业的年度报表中，可以找到企业一些相关社会责任活动的信息。如从年度报告的现金流量表中，可以看到企业员工工资支付情况、纳税情况，并在相应项目记录下来。又如从企业年度报告中的年度大事以及上市公司公布的违规记录中，如果没有相关的违规记录，则视企业为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

当对所有的资料进行编码之后，我们会得到某企业的各项社会责任活动的总得分和实际数据，根据公式（5.1）可以计算企业社会责任实际表现得分。

5.2.3数据整理与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的对象是浙江企业。根据浙江省著名企业名录随机抽样200家，另加上111家浙江上市企业，除去重复部分，通过文本分析的企业总计266家，发现有20家企业资料不完整，属于无效企业调查，剔除无效企业调查后，有效调查企业共246家。

1．样本企业行业分布

本次调查的246家样本企业中，企业行业按中国证监会官方发布的行业门类，样本浙江省企业分属制造业、综合类、信息技术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交通运输和仓储业、建筑业、房地产业以及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10个行业，在调查的企业中制造业占65%，超过样本数的一半，表明浙江企业以制造业为主，这符合浙江省是一个制造业大省的情境，第二位的是信息技术业占11%，批发和零售贸易业占8%，综合类占3%，交通运输和仓储业占4%，建筑业占4%等，抽样反映了浙江企业的现状。

2．样本企业规模分布

本次调查的246家样本企业中。研究用企业年总资产来表示企业的规模，在所收集的样本企业中，年总资产在1亿~5亿元的有29家，占11.82％；年总资产在5亿~10亿元的有76家，占30.91％；年总资产在10亿~20亿元的有63家，占25.45％；年总资产在20亿~50亿元的有63家，占25.45％；年总资产在50亿~100亿的有9家，占3.64％；年总资产在100亿元以上的有6家，占2.73％。


第20章 变量和指标选择

5.3.1被解释变量

企业绩效是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绩效被视为企业战略目标的达成度，绩效评估是资源稀缺性约束下的组织面临的重要管理议题。通过对组织的绩效评估，可以深入了解组织对资源运作的整体绩效，也可以用评估结果指引组织的未来经营策略及资源分配方向。因此，组织绩效评估是评估一个组织功能的最终标准。

Venkatraman和Ramanujam(1986)［45］指出，企业中各项活动的最终目的是绩效提升，而绩效的改进更是战略管理的核心，但是组织绩效理论却没有一般公认的观点，其原因是组织绩效对于不同的组织类型、具有不同兴趣和价值观的评估者有着不同的意义。因此学者们运用多种方法和理论模型，如生产管理学、劳动经济学等对组织绩效进行衡量。

Compell(1977)在回顾组织效能文献的基础上，整理出30个衡量组织绩效的指标，归结为五类：①生产力，由生产资料求得；②整体绩效(overall performance)，由员工和管理者共同评定；③员工满意度，由问卷得出；④利润或投资报酬率，由会计资料中计算得到；⑤员工流动率，由人事资料衡量。

Ruekert &Walker和Roering(1985)将组织绩效分为：效率(efficiency，指投入与产出的比率，用投资报酬率表示)、效能(effectiveness，指企业产品或服务与竞争者比较而言的优势，销售增长率和市场占有率等)和适应性(adaptability，指企业面对环境的应变能力)。Venkartraman和Ramanujam(1986)还认为应从财务绩效(投资报酬率、销售增长率)、运作绩效(新产品导入、附加价值率)和组织效能(员工士气)三方面完整衡量企业绩效。Nkomo(1987)指出财务绩效和人力资本绩效两方面评价的重要性，财务绩效指标包括营收增长率、盈余增长率等，人力资本绩效指标包括每名员工平均获利、每名员工平均生产额等。Arthur(1994)提出员工生产力、品质与员工流动率的评价标准。Youndt等(1996)区分了三种类型的绩效：机械绩效(如设备使用率、瑕疵率等)、顾客满意度(如产品品质、及时送货)与员工生产力(如员工士气、员工生产力)。

本研究从系统角度分析，在参考Venkatraman和Ramanujam(1986)的组织绩效衡量方法以及Nkomo(1987)，Miler(1990)，Arthur(1992，1994)，Delaney和huselid(1996)，hillman和Keim(2001)等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及第4章实证分析的基础上，选择双维度评价指标，即持续发展指标和企业营运(结果)指标为绩效衡量的主要指标。企业营运指标(output indicator)包括销售收入年均增长率、年均利润总额、利润总额年均增长率、总资产收益率(ROA)、净资产收益率(ROE)等。

可持续发展过程指标是指企业市场价值增加值(market valueadded，MVA)，由于MVA不仅包括价值(对股东而言的财富增加程度)，而且包括绩效(企业总体资源管理质量水平)(Stern Stewart，1996)［50］。本研究基于资源基础理论选择MVA作为衡量指标，是因为企业绩效的会计指标本质上衡量的短期绩效(Briloff，1972，1976；Fisher &McGowan，1983；hayes &Abernathy，1980；Ouchi，1980)，仅涉及企业绩效的历史范畴(McGuire，Schneeweis &hill，1986)，而且会受到某种程度的管理者业绩操纵的影响。因此，财务会计衡量企业绩效指标，如ROE和ROA，无法成功捕捉企业长期的价值或价值增加值。而且，较之更适用于有形资产的使用效果，财务衡量指标很难正确测量与企业利益者有关的无形资产的价值，如消费者服务或企业声誉资源绩效就无法从财务报告中体现。

当与其他以市场价值为基础的测量工具相比，MVA仍然有其优势，Lubatkin和Shrieves(1986)以及Rappaport(1992)认为以市场为基础的测量方法较会计为基础的测量方法更能反映企业未来现金流的价值，这点在金融方面文献中较企业管理文献应用更多。在此不得不考虑另一个市场价值为基础的指标：Tobins Q(Tobin &Brainard，1968)。Tobins Q等于企业市场价值除以企业资产的重置成本。虽然Tobins Q在战略研究领域被普遍使用，但资产重置成本的计算同样会遇到上述财务指标遇到的问题，尤其是在无形资产价值衡量上面临的困难，而企业社会责任下企业绩效很多部分来自于无形的资源，而且正是这部分无形资源给企业带来了竞争优势，因此，MVA在本研究中是最适合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指标。

5.3.2解释变量

在本研究中，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被分为四类，即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声誉资源，这四类资源构成本研究的解释变量。

1．物质资源

如前所述，物质资源(Barney，1991；Collis &Montgomery，1995)包括企业使用的物质生产技术、厂房和设备，企业的地理位置和获取原材料的方式，环境控制技术基础设施能力，财务资金实力等。本研究采用四个方面来进行度量，它们分别是：资产负债比率、环保新增投入(环境控制基础设施、每年环保行为及投入)、安全生产和环境友好生产过程和政策(回收废弃材料，制定政策，减少有毒物质排放，公司采用替代燃料，或经营燃料)和利息保障倍数。对每一项采用上述文本分析法获得。

2．人力资源

如前所述，人力资源维度是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对内行为，既包括员工，也包括一般管理人员，甚至高级管理人员，反映企业对人力资源这个内部资源在人力资本的投资(包括企业对员工的培训投资、人员工资水平，以反映人力资本的企业专用性)、就业总人数、劳保退休统筹及其他社会福利支出比重、公司管理层报酬支付(包括所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比例和反映外部利益相关者利益及利用外部人力资源情况的董事数中独立董事数。对每一项采用上述文本分析法获得。

3．技术资源

技术资源(能力)则是组织所拥有的科技知识、专利以及生产技术的总称，它是一种无形资源，是能够抵御竞争对手复制模仿的企业自身的如知识产权、专利、研发能力、技术认证，还包括企业特有的技术文化等，它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极其重要的而目前中国企业往往重视不够的一个维度。本研究采用四个方面来进行度量，它们分别是：企业研发和产品创新费用与营业收入比、每年提供新产品和新服务数、企业所拥有的版权数、技术认证数。对每一项采用上述文本分析法获得。

4．声誉资源

公司声誉是带来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性无形资源(petrick，et al.，1999)。公司声誉主要通过公司与员工、顾客、供应商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建立长期良好的关系而逐步形成。它构成了企业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但企业声誉资源来源于企业对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投资，本研究采用4个方面来进行度量，它们分别是企业当年实交税金占利润总额比例(对整个社会回报)，利息支出现金与公司现金分红及利润总和(对股东、银行和个人投资者等债权人的回报)，捐赠和赞助支出占营业收入比例(参与公益活动，慈善行为，是对包括消费者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回报)和企业声誉、品牌等无形资产占总资产比例。每一项采用上述文本分析法获得。

5.3.3调控变量

除解释变量外，尚有一些控制变量可能对被解释变量(即企业绩效)产生影响，这些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和行业属性等。

1．企业规模

企业规模对企业绩效具有强有力的解释作用。企业规模越大，其拥有或控制的资产越多，越能够发挥杠杆作用，企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和信誉优势越明显，则企业财务绩效可能越好(Lee et al.，2001)。此外，根据Orlitzky，Schmidt和Rynes(2003)，企业规模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有正向作用，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必要的物质资源，同时，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规模也具有反作用，或者说企业要发展壮大，持续经营，离不开对利益相关者的负责。从这个角度看，企业规模还对企业的营运绩效和组织效能具有重大影响，这种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值得深入分析，但这不是本书的研究范围。因此，本研究将企业规模作为影响企业绩效的控制变量。企业规模变量用企业总资产来度量。

2．行业属性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产业组织经济学就已经证明了产业结构特征是绩效的主要影响因素(porter，1980)，结构-行为-绩效(SCp)模型就是对产业结构与利润率间关系分析的理论框架之一。既然不同的行业利润率是不同的，那么行业属性的差异必然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在分析行业影响时，笔者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行业分类代码和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在行业上不同，分为制造业和非制造业(包括综合类、房地产业、批发和零售贸易、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业和信息技术业)，设置虚拟变量来区分行业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当样本企业属于制造业高技术行业时，令该行业虚拟变量为1，否则为0。


第21章 研究方法

为了验证本书概念模型中的研究假设，除了数据收集、文本分析和变量度量之外，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或程序也是非常重要的。本研究利用全部文本分析调查数据建立数据库，验证理论分析所提出的假设模型及各种假设所预期的理论假设。统计分析主要运用SpSS 15.0统计软件包对模型中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描述性分析，模型拟合优度采用AMOS 7.0软件包对本书提出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检验，以确定包含各种假设关系的最终结构方程模型。

5.4.1描述性统计分析(Descriptive Statistics)

描述性统计主要对样本基本资料，包括企业的规模、所属行业、员工人数、成立时间等进行统计分析，说明各变量的平均数、百分比、次数分配表等，以描述样本的类别、特性以及比例分配状况。

5.4.2信度和效度检验

信度是指衡量效果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利用Cronbachs α值来衡量。本研究将针对每个维度所对应的测量项，计算Cronbachs α值评价信度。

效度是指测量工具能正确测量出想要衡量的性质的程度，即测量的正确性。效度可分为内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准则相关效度(criteriarelated validity)和建构效度(construct validity)三类。本研究中的各个测量项都是直接测量，在同一时期内很难找到其他标准资料作辅助，无法进行准则相关效度的分析，因此仅讨论内容效度和建构效度。

内容效度旨在检测衡量内容的适切性，本研究为达到内容效度，在5.2.2中，对数据来源进行了交待，由于我们假设所有企业公开的信息都是真实的，企业认证和荣誉都是通过合法程序和合法途径取得的，企业的所有大事记都是企业真实活动的反映，因此，确信应有相当的内容效度。

所谓建构效度是指测量出理论的概念和特征的程度，所以因素分析有时被用来检测建构效度。本研究针对各维度测量项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以确定各题项是否具有建构效度。

5.4.3相关分析

本研究以person相关分析企业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声誉资源与企业绩效的有关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考察各研究变量间是否显著相关，作为下一步分析变量间相互作用的基础。

5.4.4结构方程模型

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是基于变量的协方差来分析变量之间关系的一种统计方法，它是计量经济学、计量社会学与计量心理学等领域统计分析方法的综合。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很多变量，如智力、能力、学习动机、信任等都不能准确、直接测量，只能找到一些可观察的变量作为这些潜变量的替代性标识，然而这些潜在变量的观察标识总会包含大量的测量误差。传统的统计分析方法由于要求不存在测量误差的可观察变量，难以妥善处理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测量误差的潜变量。结构方程模型没有严格的假定限制条件，允许自变量和因变量存在测量误差，并且可以分析潜在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因而广泛应用于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行为科学等领域的研究。

结构方程模型分为结构方程和测量方程两部分，结构方程用来描述变量之间的关系，可以用矩阵表示为：

η＝Βη＋Гξ＋ζ(5.2)

其中，η是内生潜变量，是指至少在一个因果关系中为因变量或结果变量的潜变量，在路径图(path Diagram)上有一个或多个箭头指向内生变量；ξ是外源潜变量，是指在模型中对其他潜变量只起预测或原因变量作用的潜变量，在路径图中由它们发射出箭头，在模型中没有其他任何潜变量预测它们；B是内生潜变量间的关系；Г是外源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的影响；ζ是结构方程的参差项，反映了η在方程中未能被解释的部分。

测量方程描述潜变量与指标之间的关系，它包括两个方程：一个是外源潜变量ξ的观测变量模型：

x＝Λxξ＋δ(5.3)

另一个是内生潜变量η的观测变量模型：

y＝Λyη＋ε(5.4)

结构方程模型不仅能够反映模型中要素和要素之间单独的关系，还能反映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应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统计分析一般可以粗略分为以下四个步骤(候杰泰等，2004)：

(1)模型建构。在进行模型估计之前，研究人员首先要根据理论或以往的研究成果来建构假设的初始理论模型，包括指定观测变量与潜变量的关系；各潜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复杂的模型中，可以限制因子负荷或因子相关系数等参数的数值或关系。

(2)模型拟合。在建构一个新模型后，就要设法求出模型的解，主要是模型参数的估计，目标是求参数使得模型隐含的协方差矩阵与样本协方差矩阵“差距”最小，对这个矩阵之间的差距，有很多种不同的定义方式，最常用的模型参数估计方法是最大似然法和广义最小二乘法。

(3)模型评价。在取得了参数估计值之后，需要对模型与数据之间是否拟合进行评价，主要检视：结构方程的解是否适当，包括迭代估计是否收敛(iterated estimate converges)，各参数估计值是否在合理范围内；参数与预设模型的关系是否合理；检视多个不同类型的整体拟合指数，如NNFI、CFI、RMSEA、χ2等，以衡量模型的拟合程度(MacCallum et al.，1996)。

(4)模型修正。如果模型不能很好地拟合数据，就需要对模型进行修正和再次设定。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人员需要决定如何删除、增加或修改模型的参数。模型修正方法可根据统计输出的改善模型拟合度的统计量“修正指数”MI和“期望改变量”Ch的数值来进行。模型中的每个固定参数或约束参数(指限定在某一区间内的参数)均相应地有一对MI和Ch，一个固定参数的MI是表示将该固定参数“放宽”其限制条件而使其成为待估的自由参数后，模型的拟合指数χ2值下降的期望量数值(χ2值越小，模型的拟合度就越好)；Ch表示该固定参数放宽成自由参数后预期的改变量(差数)。如果在输出中出现较大的MI，就可将最大MI对应的固定参数放宽成自由参数，再次对修正后的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和拟合性检验。每次修正，只能放宽一个固定参数，逐个进行。

在收集资料并进行必要的数据分析后，本研究计划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来验证研究模型和假设，探讨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声誉资源对企业绩效的作用和协同效应的影响。本研究将进行以下分析：①用CFA检验潜变量的测量模型，分析测量的效度；②用SEM检验模型，进行路径分析和检验研究假设。

应该指出的是，在实际分析时，参考YliRenko，Autio和Sapienza(2001)，Schilling和Steensma(2002)等学者的处理方法，控制变量同因变量一起进入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


第22章 变量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信度和效度检验是实证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只有满足信度和效度要求的实证研究，其分析与结果才具有说服力。对于本研究而言，不仅需要研究模型的构建和数据收集等是否符合信度和效度要求，还要分析论文研究所涉及的变量内部测量项是否也达到信度和效度的要求。

5.5.1信度检验

信度分析是用来检验可观测变量(item)的方差对潜变量(latent factor)的解释程度(DeVellis，1991)。信度越大，说明用于解释一个潜变量的各观测变量具有共方差的程度越高。本研究以Cronbachα系数作为评判标准，从量表的构思层次化入手，根据其内部结构的一致性程度，对量表整体和子量表的内部一致信度进行检验。

保留在变量测度项中的测度项对所有测度项(ItemTotal)的相关系数大于0.6，各潜变量的测度变量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值都达到了0.8以上，符合ItemTotal相关系数应大于0.35，Cronbach α系数值应大于0.7的判断标准(Nunnally &Bernstein，1994)，检验结果表明各量表的信度较高，变量之间具有较高的内部结构一致性。

5.5.2效度检验

本书研究模型中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被分为四类，即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声誉资源，并选择持续发展指标和企业营运(结果)指标作为企业绩效衡量的主要指标，是在评述国内外文献与理论研究以及调查典型企业的基础上建构的，然后经过田野访谈和第4章实证检验后修改而成，因此，它具有相当高的内容效度。本研究通过收敛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和区别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的检验，进一步分析显变量对潜变量的测度效果，以及显变量之间、潜变量之间的区别性。

1．收敛效度检验

收敛效度是指用不同的方法测量同一特质的各量数之间的一致性程度，即解释潜变量(latent variable)的各个可观测变量(item)的一致性程度，目的是选取对因子解释程度最大的几个item项。结构方程中的模型可分为三类：只描述显变量和潜变量之间关联关系的模型称为CFA模型；描述潜变量之间路径关系的模型称为结构模型(structural model)；既包含显变量和潜变量之间关联关系也包含潜变量之间路径关系的模型称为混合模型(hybrid model)，即通常意义上的结构方程模型(Kline，R.B.，1998)。通过构建各测度项的CFA模型，对CFA模型的拟合效果及回归参数进行分析，可以检验各子量表的收敛效度。

各子量表CFA模型的χ2值在测度模型有自由度时的显著性概率都大于0.05；χ2/d.f.值符合小于3的标准；GFI、NFI、CFI和IFI等都大于推荐的标准值0.9；AGFI都大于推荐的0.8；TLI(等同于NNFI)都大于0.90；RMR都小于0.05；RMSEA都小于0.06。各项测度指标都比较接近理想值，说明测度模型的拟合效果符合要求。

尽管技术资源χ2不具有统计显著性(χ2=4.208；d.f.=2；p=0.0170.05)，但χ2与自由度(d.f)的比率(χ2/d.f.=2.1043)符合拟合指数的要求。而其他的拟合指数也均达到要求：NFI=0.955，TLI=0.901，CFI=0.984，均超过了0.90的参考值，RMSEA=0.060，等于0.06的参考值，说明模型的绝对拟合度比较好。

在各子量表中，潜变量对显变量回归系数的临界比(C.R.)都大于1.96。因子对变量的回归系数即各显变量的因子载荷，因为某些显变量的因子载荷固定为1，所以会出现显变量的因子载荷大于1的情况。模型不估计因子载荷固定为1的回归系数的C.R.值及其显著性水平(Kline，R.B.，1998)61。标准差都大于零，估计的R2都大于0.3，说明显变量对潜变量的解释能力符合要求，不需要删除任何变量。

各子量表中的变量可以表征潜变量的内涵，子量表中变量的收敛效度符合要求。

2．区别效度检验

区分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是指不同特质之间的区别性，即要求各因子(factor)之间具有显著差异，通常用相关系数或卡方检验来判断，Anderson和Gerbing(1988)指出可以用各测量项的标准因子载荷是否大于其标准差的两倍来判断。

各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均较低，由于总资产收益率ROA06与净资产收益率ROE06相关度本身较高，可以除去外，全部介于0.08~0.65，各测量项的标准因子载荷均远远大于其标准差的2倍，说明模型中各因子均具有较高的区别效度。


第23章 结构方程分析和结果

在第4章的概念模型基础上，本研究设定了针对AMOS 7.0软件的初始结构方程模型。本研究样本量246个，假设模型包含了12条路径，用246个样本量检验，样本与预估路径的比率达到20∶1，超过推荐的5的最小比率要求(Bentler，1985)。初始模型中共有6个潜变量和20个显变量。外生变量在模型中不受其他变量的影响，无“前因”，作为其他变量的“因”而存在，其值由外部输入模型，相当于自变量的概念。内生变量受模型中其他变量的影响，其值视其他变量而定，相当于因变量的概念。

除了潜变量和显变量外，模型中还存在着e1~e20共20个显变量的残余变量(Residual Variance)和u1~u5共5个潜变量的参差变量，它们的路径系数默认值为1，残余变量的作用是为了保证模型的验证过程能够成立，因为从文本分析得出的指标值难免会存在一定的误差，要使得指标值完全地匹配于模型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了使路径能够验证，概念模型得到证明，就必须引入残余变量。

5.6.1嵌套模型检验

结构方程(SEM)中各潜在变量均以多个测量项加以测量，而若均以具有多重指标的潜在变量进行结构方程分析时，有可能因为结构方程的数理运算过于复杂，估计参数过多，而导致模型的拟合度降低。由前面的分析结果可知，各变量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说明建构效度均达到可接受的标准，因此以单一衡量(single measures)指标取代多重衡量指标是合理的。在近年的结构方程模型应用中，许多学者采用一些替代方法来避免样本量偏少或测量项过多所带来的模型估计不稳定的问题。

在进行资料分析与假设检验时，首先以“嵌套模型方法”(nestedmodel approach)(Loehlin，1987)进行整体结构方程模型的验证，而后再以个别路径系数的t值验证个别假设是否成立(Anderson &Gerbing，1988)。

利用嵌套模型，可以对一组数据建立两个或更多的模型比较它们之间的合理性。本研究提出四个嵌套模型作为备选模型进行卡方差异度检验，分别是：

(1)空模型(null model)：潜在变量间的路径系数全部限定为零，即潜在变量间不存在任何关系的模型。

(2)饱和模型：包括所有潜在变量间的直接和间接路径关系的模型，包含可利用的自由度或输入到分析中一样多的参数估计。这样，饱合模型是由结构方程拟合限制最少的模型。

(3)假设模型1(协同作用模型)：在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声誉资源外生潜变量间存在相关关系，这四个外生潜变量与两个内生潜变量间存在关系的模型。

(4)假设模型2(独立模型)：潜在变量——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声誉资源之间相互独立，只存在四个变量与企业绩效的路径的模型。

结构方程模型中，对于嵌套关系的模型可以使用似然比检验(likelihood ratio test)，即通过模型拟合优度的卡方检验值的变化及其自由度的计算其差异以取得卡方统计量及其自由度(称卡方差异度检验，chisquare difference test)。如果卡方值变化比其自由度变化更大，就说明模型中的变化的确是一种改善。如果模型不嵌套，则可以用三种信息标准指数(information criteria indexes)——AIC、CAIC和ECVI作为标准来进行模型的比较，不论所比较的模型是否有嵌套关系。这三个指标值越小说明模型越简约并拟合很好。但小到什么程度最好并没有明确界限。应用时，可以先估计每个模型，将它们按照其中的一个指标进行比较，然后选择其中值最小的模型。

GFI：绝对拟合优指数；IFI：II类增值拟合指数；CFI：比较拟合指数。χ2/d.f.是经自由度调整的χ2。χ2值受自由度和样本量影响。因此一般建议，其他的拟合优度统计量用于评价模型，而χ2值用来比较不同模型的差异(hair et al.，1995)［66］。RMSEA(近似误差均方根)：Steiger(1990)认为，RMSEA低于0.1表示好的拟合；低于0.05表示非常好的拟合；低于0.01表示非常出色的拟合，这种情形应用上几乎碰不到(侯杰泰，温忠麟，成子娟，2004)。

虚无模型的拟合情况不佳外，饱和模型和独立模型的拟合优度指标GFI、CFI、IFI均未达到0.90以上，饱和模型和独立模型的RESEA值大于0.10，独立模型的经自由度调整的χ2为9.942高于5，而饱合模型的χ2/d.f.为4.961，虽然低于5这个最高限，但与协同模型的2.759（小于3）相比还是相对较高的。总体上看，协同作用模型的拟合情况良好，独立模型和饱和模型的拟合情况一般，空模型拟合情况较差。

对嵌套模型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其中显著性p值，可以根据差值和自由度差值，通过查界值表或ChIDIST命令获得。

首先，以空模型为基准，探讨路径存在的必要性。饱和模型与虚拟模型相比，饱和模型的整体拟合情况与空模型有显著差异，饱和模型的拟合优度更好，显然优于空模型，而在统计上具有0.005的水平上的显著性。因此拒绝空模型，认为潜在变量间存在着路径关系。

其次，以饱和模型为基准，将其他假设模型与饱和模型进行比较。与饱和模型相比，独立模型的χ2值较高，协同模型的χ2值较低，而独立模型的自由度比饱和模型提高5，且在0.005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因此独立模型与饱和模型有显著差异，饱和模型拟合优度更佳，因此饱和模型优于独立模型。

协同模型与饱和模型相比，χ2值降低429.96，自由度差不多（减少1），在0.005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因此协同模型与饱和模型有显著差异，而协同模型路径关系拟合优度更佳，因此协同模型优于饱和模型。

这三个指标值越小说明模型越简约并拟合很好，可以看出，协同作用模型在三个指标上都明显小于空模型、饱和模型和独立模型，表明协同作用模型更简约(parsimony)，拟合效果更佳。

综上所述，嵌套模型的分析表明，协同模型比饱和模型、独立模型对数据拟合得更好，也更为简约。协同模型的其他拟合指标也反映出良好的拟合状态。例如，标准化残差(standardized residual)Qplot图表明，标准化残差大致位于对角线位置且近似直线，表明这个模型未违反正态分布假设。模型的稳定性系数(largest eigenvalue of B*B')未超过1，表明模型系统是稳定的。

5.6.2路径分析和假设检验

1．直接路径分析

为了深入了解变量间路径关系并验证研究假设，本研究进一步进行路径分析和比较。如前所述，协同作用模型显示出良好的拟合状态，拟合优度指标GFI=0.93，IFI=0.902，CFI=0.901均达到参考值0.90以上，且RMSEA=0.085，小于0.1的参考值，表明模型中各潜在变量间的关系与实际资料之间具有相当高的拟合度。而且协同作用模型是较为简约的模型，表5.3为该结构方程中测量参数的估计，所有参数的标准化估计值都在0.5~0.95，且C.R.检验值都大于1.96；参数估计值的标准差都大于零，表明模型满足基本拟合标准。

模型内在结构拟合检验主要考察模型中显变量是否能合适地反映对应的潜变量以及理论模型的因果关系是否成立。通过前面的信度和效度检验，已证明模型的内在结构拟合优度良好。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首先分析潜在变量的直接路径系数(见表5.13)。路径系数采用标准化系数，该值越大表示在路径关系中的重要性越高。表5.13SEM中结构模型的直接路径系数参数估计

协同模型路径标准化估计值临界比(C.R.)显著性概率可持续发展绩效←声誉资源0.6325.4580.047可持续发展绩效←技术资源0.4583.1480.021可持续发展绩效←人力资源0.2392.5070.061可持续发展绩效←物质资源0.4763.7600.047营运绩效←技术资源-0.150-1.0350.109营运绩效←人力资源0.0893.3870.069营运绩效←声誉资源0.1645.9300.007营运绩效←物质资源-0.0182.6190.036可持续发展绩效←企业规模0.0135.0500.096可持续发展绩效←行业类型0.1721.6920.107营运绩效←企业规模0.1200.6210.355营运绩效←行业类型0.0230.4870.626

协同模型中潜变量间直接路径的分析结果。结果显示，假设h1a，h1b，h2a，h2b，h3a，h3b，h4a，h4b均在不同的显著性水平上得到支持。

假设h1a验证：物质资源因素到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路径系数的标准化估计值为γ=-0.018，临界比(C.R.)为2.619，大于推荐的标准值1.96，路径系数(p=0.0360.05)在0.05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企业社会责任中，环保、环境控制技术与安全生产、财务手段、技术基础设施对企业长期竞争优势具有较大的作用，有助于提高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即假设h1a成立。

假设h1b验证：物质资源因素到企业短期财务营运绩效之间路径系数的标准化估计值为γ=-0.018，临界比(C.R.)为2.619，大于推荐的标准值1.96，路径系数(p=0.0360.05)在0.05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中，物质资源维度与企业短期财务绩效之间不存在正相关关系，假设h1b不成立。可能的原因是，物质资源中对环境控制技术以及基础设施能力的投入虽然在长期中能促进企业进行环保友好生产，并与社会、社区保持良好互动关系，降低协调成本、交易成本甚至法律成本，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但短期内会增加企业的财务成本，而且环境保护方面的设施建设往往是一次性投入较多，而收益要在较长时间中逐步获取。因此，企业在物质资源方面的投入短期可能会与企业的短期绩效成反向关系。

假设h2a验证：人力资源因素到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路径系数的标准化估计值为γ=0.239，临界比(C.R.)为2.507，大于推荐的标准值1.96，路径系数(p=0.0610.10)在0.10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企业社会责任中，对人力资源方面的投入对企业长期竞争优势具有较大的作用，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成正相关关系，即假设h2a成立。

假设h2b验证：人力资源因素到企业短期财务营运绩效之间路径系数的标准化估计值为γ=0.089，临界比(C.R.)为3.387，大于推荐的标准值1.96，路径系数(p=0.0690.10)在0.10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企业社会责任中，对人力资源方面的投入对企业短期绩效的提高也有正面的作用，与企业营运绩效成正相关关系，即假设h2b成立。

假设h3a验证：技术资源因素到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路径系数的标准化估计值为γ=0.458，临界比(C.R.)为3.148，大于推荐的标准值1.96，路径系数(p=0.0210.05)在0.05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中技术资源维度对企业长期竞争优势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成正相关关系，即假设h3a成立。

假设h3b验证：技术资源因素到企业短期财务营运绩效之间路径系数的标准化估计值为γ=-0.150，临界比(C.R.)为-1.035，小于推荐的标准值1.96，路径系数在0.05水平上不显著，这说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中，技术资源方面与企业短期绩效的关系不明显，即假设h3b不成立。可能的原因是，浙江企业以中小制造企业为主，大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对技术要求并不高，导致企业在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能力方面投入动力不足，不能从长期着手进行技术资源的积累，但短期的投入并不能立竿见影，从而使两者关系模糊。

假设h4a验证：声誉资源因素到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路径系数的标准化估计值为γ=0.632，临界比(C.R.)为5.458，大于推荐的标准值1.96，路径系数(p=0.0470.05)在0.05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中声誉资源维度对企业长期竞争优势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成正相关关系，即假设h4a成立。

假设h4b验证：人力资源因素到企业短期财务营运绩效之间路径系数的标准化估计值为γ=0.164，临界比(C.R.)为5.930，大于推荐的标准值1.96，路径系数(p=0.0070.05)在0.05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企业社会责任中，声誉资源对企业短期绩效的提高有正面的作用，与企业短期财务营运绩效成正相关关系，即假设h4b成立。

关于控制变量的分析结果，在企业规模、行业类型两个控制变量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之中，只有企业规模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存在显著相关性。

2．效应分解

结构方程模型结果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各维度间存在着较为显著的相关性。为了深入了解潜在变量间的关系，本研究还比较了潜在变量间的作用效果，以便更为全面清晰地解释变量间的关系。潜在变量间的效应包括直接效应(direct effect)和间接效应(indirect effect)(亦即另外考虑经由其他中间变量的间接效果)两种。在本研究模型中直接效应指的是外生潜变量与内生潜变量间的直接作用关系，从模型中可知，企业社会责任的各构成维度均与企业绩效存在直接路径，这种直接关系。从中可以看到，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维度——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声誉资源会协同作用并与企业绩效变量产生联系，例如，人力资源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果不仅具有上述的直接效果，而且具有人力资源经由技术资源而对企业绩效发生作用的间接效果。


第24章 讨论

本研究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提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的总体假设，并在上面的研究中，通过文本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的检验，证实了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声誉资源与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声誉资源相互作用对企业绩效也具有正效应。

5.7.1假设检验结果汇总

根据前面对各个假设通过样本数据分析的结果。

5.7.2假设检验结果讨论

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在西方社会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然而到目前为止，国际上并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概念。企业社会责任中的基本要素除了股东、客户和员工外，还包括可持续发展、不破坏环境、为社区和更广泛区域内的人服务、重视企业在非商业性领域的社会贡献等。简而言之就是企业在获利的基础上与相关利益方合作，共同促进社会效益的增长。在西方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已经不是是否应该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而是如何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了。就目前中国的企业来看，虽然有些企业已在自觉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但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受到结构因素约束，即企业的行为受到制度结构(政策、法律等环境因素)、企业结构(所有制类型、规模、发展阶段、营利情况)等结构性条件约束。而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最主要动力来自于发达国家进口商对于生产加工企业的压力，要求其进行某种社会责任规范的认证或不定期对其行为进行检查。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需要增加企业的费用，例如购置环保装置、改善企业卫生安全环境、执行更严格的质量监管、对社区承担责任等，即使企业社会责任的信息披露也涉及数据的收集、审计以及与社会各界的沟通等。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增加的交易费用能否增加企业的利润？这是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者关注的核心问题，但从西方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济绩效的关系在实证研究中表现出非常复杂的关系，尤其是在短时期内两者的关系越发不明显。

本书在研究中剔除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结构性约束，以及企业管理者对CSR与企业经济绩效关系在个人价值取向上的主观判断。借鉴资源基础理论的视角寻找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在动机。本实证检验研究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企业社会责任能否增加企业的经济绩效？企业社会责任具有的何种机制能增加企业的经济绩效？

资源是企业实现自身活动的手段，可以被视为企业从投入到产出的基础性的结构元素，包括有形资产(如物质资源和经济资产)和无形资产(企业文化、企业声誉、雇员知识经验以及对企业的忠诚)。然而资源就自身而言是非生产性的，只有当资源被企业加以运用才能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因而还必须考虑到企业对资源聚集、整合、管理的能力。能力在资源基础理论中指企业通过组织的过程协调不同的资源及整合不同的技术以实现企业目标的模式。能力是企业组织学习的产物，能力作为一个整体属于企业组织其形成却立足于企业所有层级的单个个体知识和心智图式，因而能力也可以视为企业整合及扩展其成员才识和经验的本领。

无形资产和能力是企业获取更多竞争优势的主要源泉。相对于有形资源更易于被模仿和替代，无形资源和能力由于其形成所具有的历史背景、路径依赖，因而更难复制模仿。在此必须强调的是，企业的无形资产和能力作为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是企业在社会背景中长期累积的结果，在资源基础理论视角中，必须将企业视为一个嵌入于特定的政治、社会、文化、法律和规章制度的社会行动者。它们不但在一个特定的系统(市场)追求其行动目标，而且它们还试图影响其他行动者的产品及系统的规制安排，并且其行动还具有非预期的结果，即企业行为的“外部性”。

本研究有力地支持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正效应。在许多学者的理论演绎中，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存在着必然的正相关关系。从资源基础理论观角度分析，企业社会责任实质上是企业的战略资源，而且日益成为企业的重要战略资源。因为战略资源应具有有价值、稀缺、难以模仿和难以替代四种特性(Barney，1991)，企业社会责任固有的柔性和缄默性的特质及其与人力、组织、社会系统相结合的特征使得它能够创造价值，能够保持企业专用性和构筑隔离机制。战略资源能够为企业带来持续竞争优势，必然带来企业绩效的提高。这种逻辑思路非常清晰，但是理论界鲜有验证。本研究结论对这个理论观点进行了检验，证明了这个观点的正确性。将该观点深化细化，本研究证实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构成要素——人力资本、组织资本和关系资本对企业财务绩效、运作绩效和人员效能的正向作用力。

企业社会责任各维度对企业绩效的作用并非是相互独立的。本研究证实企业社会责任构成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企业社会责任要素间存在相互促进和相互依赖。只有四种要素均具有较高水平，才可能发挥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如果只对任一要素进行投资，而忽视其他要素，势必出现经济学中的短板现象，形成企业社会责任发挥作用的一个瓶颈，从而制约其他要素作用的发挥，使企业社会责任不仅无法实现增加企业价值的目标，而且还有可能使已形成的企业社会责任要素贬值。本研究也证明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声誉资源四者间的交互作用协同对企业的绩效存在正向效应，这个结果支持了理论假设，这种效应是利用路径分析的效应分解得到的。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上述分析证实了企业社会责任各维度间关系的存在及其对绩效的显著影响，但是从上述分析中无法得到企业社会责任各维度间相互作用的模式，因此有必要对这一问题再进一步加以研究。

5.7.3声誉资源与资源基础理论

本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资源基础理论。本研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存在正向的效应。这个结果与资源基础理论是一致的。根据资源基础理论，企业独特的资源或者异质性资源是企业经济租的来源，也是企业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Conner，1991；Miller &Shamisie，1996；pennings，Lee &van Witteloostuijn，1998)。企业特有资源的特征在于有价值、稀缺、难以模仿和替代(Barney，1991)。Barney(1991)还进一步把资源分为三类：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组织资源，其中人力资源和组织资源属于企业特有资源，本研究即证实了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声誉资本对企业绩效的显著影响。

注：因篇幅有限图中未标出控制变量。

本研究还把资源基础理论同社会资本理论结合起来，提出声誉(关系)资本也是企业的重要战略资源的观点，对资源基础理论给予了有益的补充。资源基础理论强调了“知道什么(what you know)”的问题，这里的资源包括财务资源、物质资源、人力资源、组织资源、技术资源、创新资源等。而未强调企业与外界相联系所带来的价值。社会资本则回答了“知道谁(who you know)”的问题，把研究的注意力从企业内部转向企业与外部供应商、顾客、战略伙伴、投资人等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许多资源基础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显示出某种侧重，有的强调外部网络的重要性，有的则注重内部资源的作用。对于在一定经济、政治、社会环境中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而言，“知道什么”和“知道谁”的问题是同样重要的，前者面向企业内部，回答了企业拥有哪些资源和条件；而后者则突破企业边界，考察了企业可以控制的资源和能力、信息是哪些。两者都为企业获取超额绩效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因此都具有重要性。本研究把两者结合起来，表明内部资源在外部关系资源的推动下会带来更优异的企业绩效，社会资本也只有与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本和组织资本相结合才能发挥其价值。

本研究结论还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资源基础理论中的资源组合作用的观点。资源基础理论提出，即使一种资源自身具有有价值、稀缺和难以模仿性，它仍需要与其他资源互补才能更好地发挥竞争优势。资源组合的研究有两类，一类是有形资源与企业特有的无形资产的组合，另一类是无形资源的组合研究(Zantow，2001)。本书主要考察无形资源——企业社会责任要素间的相互作用问题。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对企业绩效产生了正效应，这说明无形资源间的互补和组合能够带来企业绩效的提高。

本章小结

本章利用文本分析对本研究的概念模型进行了检验。首先对相关数据和变量的信度和效度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模型分析的各变量的测度均满足信度、效度要求，而且验证性因素分析证实了模型具有建构效度。其次本研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的嵌套模型分析方法检验了概念模型是与数据拟合情况更为一致的模型，用路径分析说明了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声誉资源间的相互作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分析了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声誉资源的直接影响效果和间接影响效果，最后讨论了本研究的分析结果，对研究结论进行了进一步探讨。


第25章 结论与展望

通过前面五章的详细分析，本书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结合问卷调查、统计分析和文本分析进行实证研究。本章将对前面的研究作出总结，阐明本研究的主要结论、理论与管理启示，并在此基础上对本研究的不足进行说明，同时也指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6.1主要研究结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和市场走向一体化的趋势已不可阻挡。企业的知识密集度不断增强，企业赢得竞争优势的关键资源从传统的有形资源迅速向责任、能力、信誉、专利等无形资源扩展。此前在商业界，企业社会责任(CSR)作为成本收益的战略工具提高企业经济绩效的主要原因在于企业希望通过自身慈善行为来减轻税负。现今，慈善本质内涵已发生改变，更多地强调企业与社会的合作，我们可以称之为“道德市场机制”的出现。与这种转变相联系的是认识到CSR能形成企业的竞争优势，然而，CSR与企业经济绩效关系一直并非直接明了。

理论界和企业界都对这个领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近年来，关于CSR的研究论文数量激增，而企业界则在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实践领域进行着积极的探索。理论研究至今虽已逾十年，但国内外学者在其理论体系、内容构成、理论基础等方面都尚未达成共识。因此，本研究选择这个具有一定开拓性的领域作为研究主题。借鉴资源基础理论的视角，在研究中剔除企业履行CSR的结构性约束，以及企业管理者对CSR与企业经济绩效关系在个人价值取向上的主观判断前提下，结合浙江企业市场竞争的实践，以浙江企业为研究对象，在理论演绎、模型构建、统计分析等一系列分析过程之中，结合统计软件SpSS15.0和结构方程建模软件AMOS7.0等工具的综合应用，在提出和验证企业社会责任构成的测量维度的基础上，全面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和财务营运绩效的关系，突出了企业社会责任构成维度的相互作用，形成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本研究建立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构成维度即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声誉资源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的概念模型，提出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和声誉资源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和营运绩效均有直接影响，并且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也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和营运绩效具有正效应。此外，本研究的概念模型还考虑了企业规模和行业类型等控制变量的影响。本研究采用嵌套模型分析方法，提出了四个作为备选的嵌套模型，并以单一衡量指标取代多重衡量指标进行分析，卡方差异度检验结果表明，协同作用模型(即假设模型)比饱和模型、独立模型对数据的拟合更好，也更为简约。因此假设模型是可以接受的。

(2)本研究利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测量维度。企业社会责任维度的解构一直是学者讨论的热点问题。本研究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建立企业社会责任解构，通过问卷收集的数据，采取有限信息(limited information)的分析方式，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的构成要素包含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声誉资源四个衡量维度。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证明，各题项的因子载荷均达到0.50以上，且各题项都具有统计显著性。本研究提出的测量模型拟合度指标均较好，说明测量模型与数据结构存在较高的一致性，也显示出模型具有较好的建构效度。

(3)本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的构成要素即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和声誉资源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和营运绩效有着显著而直接的正向影响。本研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假设模型进行了路径分析。

协同作用模型中潜在变量间直接路径的分析结果显示，物质资源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物质资源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具有统计显著性，但与企业营运绩效之间不存在正相关关系。人力资源与企业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

人力资源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和营运绩效两变量间的直接路径系数均为正，且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人力资源能够提升企业财务绩效，人力资源也能够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本研究结论验证了“拥有技能、知识和能力的人可为企业创造价值”、“企业投资增加雇员技能、知识和能力能提升生产力和增进企业绩效”(Rumberger，l987；Tsang，l987)的观点。

技术资源与企业绩效具有正相关关系。技术资源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间的直接路径系数为正，且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技术资源能促进企业长期发展绩效，但与企业短期营运绩效关系不显著。

声誉资源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和营运绩效两变量间的直接路径系数均为正，且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声誉资源能促进企业财务绩效，也能增强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个结果给企业这样的启示：声誉资源也是企业绩效的重要来源，外部网络会对企业绩效作出贡献(eenders &Gabbay，1999)。组织与顾客、供应商和其他合作伙伴建立良好关系，有利于以更优惠的价格获得外部资源，有利于获得更多商业机会的信息和知识(Inkpen，1996)，有利于得到更好的创新创意，从而以更高质量的产品吸引和保留顾客(pennings et al.，1998；Uzzi，1996)。

(4)本研究结果表明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和声誉资源间的相互作用对企业绩效具有正效应。为了深入了解潜在变量间的关系，本研究还通过效应分解分析了潜在变量间的效应，包括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种。结果表明，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声誉资源直接的相互关系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和营运绩效均具有正效应，这个正效应可以从未分解效应的分析上得到验证。物质资源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和营运绩效的效应除了直接效应外，还有由于与声誉资源的相关性所导致的未分解效应，这种效应均为正值，说明物质资源与声誉资源协同作用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作用。同样的，人力资源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和营运绩效也存在由于人力资源与声誉资源相关性而发生的未分解效应，未分解效应均为正，说明人力资源与声誉资源的协同作用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效应。最后人力资源关系资本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和营运绩效间存在正的未分解效应，这种未分解效应是由于人力资本与技术资源的相关性而发生影响的，未分解效应均为正，反映了人力资本通过技术资源对企业绩效的正效应。


第26章 研究的创新点

创新是理论研究的灵魂和生命源泉。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是当今理论界和实践界的一大研究热点，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种种研究，尤其从企业内部资源视角进行研究，在国内外刚刚起步。由于时间、精力和本人能力所限，笔者只能在描述企业社会责任广阔背景的基础上，将研究对象限定在一个相对狭窄的领域。在梳理和继承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在以下三方面有所发展和创新：

(1)从“资源基础观”视角把握企业社会责任，提出和验证四维企业社会责任测量模型。企业社会责任的测量至今仍是该领域研究的难点，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见。从文献看，目前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较多地关注了外部市场和短期、稳定的环境，对企业内部资源及相互作用的研究尚显不足。本研究要进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证研究，不可避免需要对企业层面的企业社会责任进行测量。本研究提出了四维度企业社会责任测量模型，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构成要素——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声誉资源及其各自的测量维度，并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进行了检验。由于本研究是以中国企业为样本展开的，因此研究结论不仅可以为企业社会责任测量研究的发展提供实证支持，而且可以为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以及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测量理论的定量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2)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基于资源基础观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直接正相关关系。企业生存和发展需依赖众多资源，本书突出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资源性探讨。在系统分析和整理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直接关系假设，利用企业文本分析调查数据，运用统计分析方法检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直接关系。本研究侧重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全方位影响的分析，同时考察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财务绩效和可持续发展绩效两类绩效的作用，较为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在企业经济利益和发展成长等方面的不同作用，为企业进行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3)企业社会责任构成要素间交互作用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大量的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多层次的、受多种因素影响而分阶段生成的过程。但是现有的研究注重因素的识别，而对其相互间作用机理的分析不足；同时，部分被识别出来的因素本身仍然是一种现象，而对其本质的剖析还非常匮乏，因而难以对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提供有针对性的理论指导。本研究基于资源基础观视角，将企业社会责任解构为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声誉资源，这四者相互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这种交互关系又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构成要素的相关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的实证研究是目前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薄弱点，本研究对这个领域的探讨，为拓展企业社会责任影响企业绩效的内在机理的研究作出一定的贡献。


第27章 本研究的管理启示

根据上述研究，笔者认为现阶段浙江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基本原则应该是：

(1)政府应大力发挥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中的引导作用。政府在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上的引导作用至关重要。对政策制定和推动者而言，应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依法行政能力，引导企业积极履行对员工、消费者、客户、社会、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同时防止以履行社会责任为名增加企业不合理的负担。而且，应根据企业所处行业和规模，分类指导，提出相应的要求和推进意见，推动和督促企业履行法律义务等基本社会责任，鼓励和引导企业积极履行其他方面的社会责任。要加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建设的组织领导，研究开展企业社会责任建设试点，尤其是在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传统优势产业、现代服务业等行业。加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激励和约束，营造有利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制度环境。支持和引导社会资源向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倾斜，如财政、金融等部门要对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予以优先支持、重点支持。严肃查处损害员工、消费者、社会公共利益以及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违法行为，加大对缺乏信用、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浪费资源、危害安全等行为的惩处力度。

(2)社会应积极发挥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促进作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需要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共同推进。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要充分发挥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舆论作用，宣传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意义和先进典型，刊登、播放相关公益广告，营造有利于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氛围。社区、社会团体要积极开展企业社会责任宣传教育，增强公众的参与意识，形成人人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格局。此外，应充分发挥各类中介组织，特别是行业协会的作用，督促、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3)企业应积极发挥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主体作用。企业是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主体，应提高认识，转变经营理念，提高自身的责任竞争力水平。市场的基本精神是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市场的不断发育和竞争的加剧必然要求管理者更加关注人，以人为本。一些大的跨国公司在制定和招待规章制度过程中，把人的价值看作高于利润，在人与生产成本、安全、利润发生冲突时，总是把人的价值放在第一位，但是多数本土企业经营者和管理人员缺乏社会责任意识。企业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必须以符合伦理道德的行为回报社会，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必须自觉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并将这种行为内化为企业的自愿行动，这样就容易在公众中获得更高的信任程度。如对外加工式贸易企业和出口企业应当积极开展SA8000标准的认证。随着我国加入WTO，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加大在中国投资和采购力度，企业受SA8000的影响越来越大。尽管SA8000能否成为国际通行标准还没有定论，但是这是目前比较容易操作，也是唯一一个发证的社会责任认证标准。目前，加入这个标准可以证明企业已经通过了社会责任的有关认证，能减少产品出口到欧美等国家的阻力，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企业将承担社会责任内化为企业的一种竞争能力，获得订单和市场认同，同时也在向社会和竞争对手展示自身的经济实力，当社会公众看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时，相当于接收到了企业经济实力的信号，认同了企业后续发展的乐观前景，企业就可以在融资、集聚人才方面获得更大的优势。

总之，在参与越来越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浙江企业已经面临着越来越严酷的现实，企业社会责任与我国企业有着越来越紧密的联系。一方面，在国际供应链上处于末端的中国企业在获取国外订单、向国外企业提供产品或服务的时候面临着越来越严格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SA8000等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成为出口型企业必须遵守的硬性规定。另一方面，中国企业不断壮大，走向了世界市场，但成本优势不是长久之计，中国企业需要建立起更高水平的责任竞争优势以立足于全球范围，企业社会责任恰恰提供了这样的契机，战略性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持久性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

企业充分发挥经营者和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将履行社会责任作为企业价值实现的重要内容，主要可以在以下几方面努力：

(1)企业应更加注重守法诚信经营。企业经营者和员工应更多地了解和掌握政策法规，做到遵纪守法，照章纳税，保障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积极响应政府开展的“信用”建设，建立健全信用体系，加强企业内部信用管理，遵守商业道德，公平交易，诚信经营。

(2)企业应更加注重人力资源建设，保障员工权益。要严格规范和执行劳动合同和工资工时、作息休假等规定，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建立健全企业民主管理制度，有效保障职工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加强员工技能培训，帮助员工成长和进步；强化安全生产，改善工作环境，加强劳动保护，做好职业病防治工作，确保生产安全和职工职业健康，构建和谐企业。

(3)企业应更加注重声誉资源建设，努力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根据市场需求加大技术创新、技术改造力度，提高工艺和装备水平，不断开发高质量、高附加值的适销对路新产品；积极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完善质量安全保证体系，确保产品质量和安全。严禁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重视市场营销网络建设，为消费者提供良好的售前售后服务。

(4)企业应更加注重技术资源的积累和建设。在开展生产经营和实施建设项目时，充分评估能源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节约和合理利用资源，积极开展节能、节材、节水、节地等活动，大力发展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以及余热、余压的综合处理和循环利用。依法做好污染减排工作，自觉做到达标排放，鼓励企业实施清洁生产。

(5)企业应更加注重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吸纳下岗失业、农村失地以及残障等人员就业；开展与欠发达地区、偏远落后乡村的帮扶活动；力所能及地帮助公益设施建设、参与社区公益活动、给予慈善捐助。建立各种形式的慈善冠名基金、扶贫济困，回馈社会。

(6)企业应更加注重知识资本的开发和利用。应更加注重在研究发展方面的投入力度，在专利、版权等知识产权方面取得不断的进展，以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这是企业培养核心竞争力的根本所在。


第28章 研究局限性和未来研究展望

本研究由于客观原因，在研究过程中仍有一些局限之处，需要在未来研究中加以改善，这些局限性主要包括：

(1)在数据获取上的不足。由于国内缺乏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社会数据库，尽管本研究花费大量的精力进行问卷调查和文本分析，收获的有效问卷数和文本数据数量，通过变量处理基本满足了结构方程模型法对于样本量的要求，虽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如果能在更大的范围内获得相关数据肯定更具有代表性和说服力。此外，同样由于调查分析的能力所限，本研究的问卷调查对象主要是来自于浙江企业，因此，本研究收集的数据可能带有一定的地域特征，会对研究结论的推广和普及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

(2)在变量测量上的不足。由于企业社会责任要素构成的定量研究在理论界研究不多，书中提及的一些术语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测度主要是基于相关领域中现有研究成果设计的，部分还是自行设计，尽管本次收集到的问卷和数据都能够通过信度和效度检验，但其理论性、适用性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同时，对于有些概念界定上的困难也导致了研究变量在设计与测量方面还存在不足之处，如有些变量之间相关系数显得稍微偏高。此外，在控制变量考虑上，本书根据理论文献和中国实际引入了企业规模和行业类别等因素，同样企业的外部环境中还存在很多这样的因素，比如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性质问题、企业年龄、生命周期问题等，因此，在控制变量上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挖掘。

(3)本研究属于横断面(cross-sectional study)研究，收集到的数据仅为某一时间段(2005-2007年)的资料。研究主要考察了这一时段内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与绩效间的关系。应该注意的是，企业社会责任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生着动态变化，其动态性及其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变化在本研究中无法考察，还有待未来的进一步研究。

(4)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法，由于本研究模型所提出的结构模型所需估计的参数比较多，因此采取“有限信息”方法，以达到较为稳定的结果。然而相应的也可能会遗失某些信息，因此所得到的模型估计值可能不如“完整信息”方法下的模型估计值有效。

(5)本研究主要验证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和营运绩效的关系，但是在研究中并未具体说明，为了提升企业绩效企业应该如何行动才能增加企业社会责任总量和更有效地发挥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从企业社会责任的测量维度出发分析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如前所述，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还是个新兴的研究热点，目前尚未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尚有许多方面和大量的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在此，笔者综合研究结论和研究局限，就本研究之延续和深入的问题提出下列未来研究方向：

(1)企业社会责任一直处于动态发展的过程之中，因此建议采取纵断面研究(longitudinal study)方式，观察不同的样本观测期下，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各构成维度的总量和比重的变化，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能够得到更为完善的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作用的状况。

(2)可以把企业社会责任与社会资本、企业能力理论相联系，探讨企业社会责任的增加与社会资本、企业能力提高的关系，从而找到增进企业社会责任的模式和方式。

(3)以企业自身因素(如企业性质、年龄、生命周期)作为缓冲变量探讨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特性及其对“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绩效”关系的影响。

(4)以访谈或个案研究的方式探索为提升企业绩效而进行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发现可行而且有效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策略。

以上诸方面仅为笔者在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基础上所作的些许前瞻。事实上，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尚处于不断拓展和深化的阶段，在这个领域还有许多未知等待有志之士去探索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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